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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 
 

霍世亮 

 

 

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也是人类追求和平的历史。任何

国家的政治家、政党领导人、外交家的政治信念都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分不开。

探讨和了解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态度，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认识政治家、

外交家本人及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信仰、理想和目标。对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

说作一探讨，会有助于在世界行将进入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之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进一步

的思考，以求明确一条通往人类真正和平之路。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在它二百年的发展历史上产生了不少忠诚于美国资本主义

理想和利益并为之终生奋斗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是其中的一位。杜勒斯是一个基督教徒、国际金融与经济律师、外交

家三者混合为一体的人物，是本世纪里美国国务卿当中一位最带有哲学和意识形态色彩、反

对共产主义最坚决，最能反映、体现和保卫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位国务卿。 

    从他１９０７年１９岁作为中国清政府代表团秘书随同其外祖父、中国清政府顾问、前

美国国务卿约翰·沃森·福斯特一起参加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起到１９５３年６５岁时担任

美国国务卿为止，杜勒斯为了担当国务卿职务可以说准备了近４５年，这在美国国务卿中间

是少有的经历。作为一位美国外交家，杜勒斯的名字与战后５０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

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分不开的。人们可能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在制订和指导这一

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大小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即

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师。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虔诚教徒、出身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

的这位笃信宗教道德和资本主义法律思想的杜勒斯，不仅是一位充满传统美国“理想”、“世

界使命感”、“共和国早日那种十字军精神”，热诚地想把“伟大的美国试验”推向全世界各

个角落的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继承了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的

美国外交家。 

    杜勒斯的政治外交思想与实践是受他的哲学观念指导的。而他的哲学观念则具体体现在

他长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思考所形成的他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上。杜勒斯的和平

哲学的思想渊源来自他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宗教与世俗一体的美国理想和“世界使命感”。

其和平哲学的思想意涵主要是基督教宗教道德（所谓“道德法”，moral law）与资本主义的

法律原则。杜勒斯的哲学思考是环绕着战争与和平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的。他与一般美国外交

家不同之处是，他给他的政治信念和理想披上了一层哲学的面纱，他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想



《美国研究》1990年春季号 5

起某种哲学家的作用，让人们对他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主张更加信服。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实用性，就是维护和保卫资本

主义制度和利益及其价值观，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提供一项“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

的“高尚战略”，这就是被称作“基督徒政治家”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的思想

精髓和它所想要完成的“使命”。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体现在他写的两本书中，

二次大战期间１９３９年出版的《战争、和平与变革》，二次大战结束后１９５０年出版的

《战争或和平》，以及他的大量文章、备忘录和演说中。 

     

一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是在他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主要影响来自家庭

的宗教传统与他的宗教信仰、美国传统精神、大学的哲学与法律学的教育；参加１９１９年

巴黎和平会议的经历；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５年长期断续在华尔街从事国际与金融经济律师

业务的经历。 

    （一）思想渊源之一：基督教宗教道德法 

    杜勒斯于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５日生于华盛顿他的外祖父母家，出生后不久与母亲一起回

到纽约州沃特敦家。杜勒斯家族是１７７６年自英国苏格兰来到北美南卡罗来那查尔斯顿的

移民。祖父是传教士，曾在印度传教。杜勒斯  的父亲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沃特敦小城

的长老会牧师，后来在一所神学院当教员。几个叔父也出身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叔父是牧

师。这是一个几代相传、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宗教家庭。杜勒斯兄弟姊妹就是在这样一个浓

厚宗教气氛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杜勒斯的妹妹玛格丽特回忆说：礼拜日，“我们都去教堂，

都去主日学校”，“每个礼拜日早晨”，“我们五个孩子由我母亲带领着，穿过教堂的走廊，坐

在第二排长凳上”。“我们每个人都带着铅笔和本子——这是父亲的意思——将讲道的内容记

下来⋯⋯然后在礼拜日晚饭时拿出我们的记录本子，讨论讲道的内容”。年轻时的杜勒斯可

以背诵全部约翰福音。〔1〕据杜勒斯的小妹妹埃莉诺回忆说，家庭环境给孩子们“不仅留下

了对宗教真理的深刻信念，而且也留下了互相之间以及在远方正在争取的光明和自由而斗争

的人民的一种责任感”〔2〕。杜勒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了严谨的宗教教育，培养了他的

基督教长老会的宗教道德观及加尔文教派的责任观念。 

    杜勒斯的世界观其本质是一种宗教世界观，他的政治信念来自他那深厚的宗教信仰。杜

勒斯通过他的宗教世界观观察人类、文化、历史、政治、国际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杜勒斯对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如果不是基

于人是上帝之子的信仰基础上，那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他说，“如果人们接受宗教关于

人的本性的观点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整个地否定”。杜勒斯认为，“道德原则并

不只限教堂礼拜的范围。可以勇敢地和光明正大地把道德原则引伸到世界事务范畴中去。道

德法在支持我们这个世界时并不比法律少”。对杜勒斯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他的人生信仰，

也是他的政治信念及他日后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时的精神指导原则。如埃莉诺所

说，对杜勒斯来说，“他的宗教深植于他的生命核心之中”〔3〕。杜勒斯身上这种浓厚的宗教

情感与信仰给了他的国务院下属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的一名年轻助手詹姆森·帕克

（James Parker）曾说，杜勒斯给他的印象就像  是，“越过了他也就是越过了上帝”一样

的感觉〔4〕。 

    杜勒斯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他所说的“道德法”，这指的是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基督教的

教规  及其道德原则体现在基督教教规和犹太教徒的信念中，它来源于古犹太奴隶主神权统

治的法律，即旧约“十诫”，它要求：“除耶和华（上帝）外不可信别的神；不可造、拜偶像”

等。杜勒斯认为，“对一个自由社会的管理，也即是个人接受道德法”。他认为，“一个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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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宗教的社会⋯⋯不会有更多的自由”。〔5〕 

    杜勒斯强调美国传统的本质就是基于基督教道德法上的精神传统、宗教传统。他说，“美

国人民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我们模糊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对它的本质不太清楚。对一

些人来说，它是一种物质传统，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政治传统。从本质讲，它是一个宗教

传统”〔6〕。他说，“不论个人或政府都应该服从道德法”，“对我们来说⋯⋯其中以道德法最

有权威。这些观念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外交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7〕 

    杜勒斯的宗教信仰引伸出一种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要将基

于基督教信仰的美国理想、“伟大的美国试验”传播到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则将其运用于美

国对外关系中。 

    （二）思想渊源之二：“世界使命感” 

    杜勒斯说，美国“从一开始时起就为一种使命感所鼓舞”。〔8〕杜勒斯认为，美国“是

这样的人创造的，他们觉得他们个人的使命不仅仅是使自己迁就别人造成的变化，而且自己

要成为变化的动力。他们的使命感多半来自他们强烈的宗教信仰。”〔9〕而杜勒斯所说的“使

命感”，所要实现的使命就是将美国的理想：它的宗教信仰、道德观、“民主资本主义”、美

国民主的“伟大美国试验”，以及美国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去。 

    杜勒斯在指出美国的这种世界使命时，强调了美国使命的目的。他说，“我们的目的是

要表明怎样创造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使人们能发展那种可以获致自由身躯、自由思

想及自由精神的光辉可能性。⋯⋯我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享有，而是使所有人能从

我们的榜样里得到益处。”〔10〕 

    杜勒斯作为一位基督徒外交家将这种美国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运用于美国对外关

系中。杜勒斯说，“美国外交政策是在国内制订的。它是我们国家意志在国外的具体化”，“他

们相信人们不仅有权利，而且对上帝，及互相之间还有义务。他们感到一种世界使命感。伟

大的美国试验⋯⋯能成为一种榜样，它将在各处发动起巨大的力量”。〔11〕  

    （三）思想渊源之三：唯心主义哲学与资本主义法律观 

    杜勒斯的外祖父福斯特和姑父蓝辛都是经历了律师生活走上了外交道路最后成了国务

卿。外祖父与外孙的感情很好，杜勒斯的名字是用的外祖父的名字，这是家里亲人和杜勒斯

的同事叫他福斯特的原由。外祖父和姑父的生活经历对杜勒斯有不小影响，它在决定杜勒斯

走上从事法律、外交事业的道路上起了作用。 

    杜勒斯大学阶段生活对他的哲学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两个流派实

用主义（pragmatism）特别是生命哲学（philosophie des lebens）对杜勒斯都有所影响，

前者产生于１９世纪的美国，后者产生于１９世纪的德国。杜勒斯爱好哲学，１９０４年１

７岁时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读逻辑，在当时著名的希本教授

（John Grier Hibben）门下学实用主义，听威尔逊校长（后任美国总统）的伦理课。杜勒

斯的毕业论文《判断的理论》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赴法国入巴黎大学跟  从当时生命哲学流

派著名的法国教授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学习一年，同时选修国际法。１９０８

年杜勒斯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转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于１９１１年毕业。 

    杜勒斯后来的和平变革观念带有柏格森生命哲学思想的印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思想与

发源于德国的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很近似。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一种主

观唯心主义哲学。它强调人的主体创造性，人的自我存在。他说，“唯一实在存在的东西是

那活生生的、在发展中的自我”。〔12〕他进而将这一观点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信仰相联系，

柏格森说上帝“就是不断的生命、活动、自由”〔13〕。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一个根本原则是

运动变革，因此在西方有人称它为“变的哲学”。生命哲学承认世界的运动和变革，但是反

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社会革命。 

    杜勒斯在他的外祖父的帮助下，得以在１９１１年进入纽约著名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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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当职员。１９１９年３１岁的杜勒斯成了该事务所的合伙人，１９２６年３８岁的

杜勒斯成为这个华尔街重要律师事务所的高级经理合伙人。在１９３１年《幸福》杂志提到

的人数不多的法律界年轻名人当中有杜勒斯。〔14〕 

    杜勒斯的资本主义法律观是在他长期的律师生活中形成的。杜勒斯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

４５年一直没有中断他的律师工作。特别是在美国国际金融资本获取巨额利润的２０年代，

他在国际律师事业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华尔街著名的国际金融、经济律师，活动的地区

遍及西欧和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律师事务所和杜勒斯的利益是来自为美国、也为英法等国的

银行和大公司向世界各地投资、贷款、销售产品、扩大美国在海外市场作开路和保护工作上。 

    在杜勒斯所从事的这种国际金融、经济律师事业中，政治与经济同外交密不可分，他常

出入国务院，接触美国政府有关官员，与美国、欧洲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大批银行家和企

业家保持着经常来往。从以下一个例子可以看到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和杜勒斯在维护银行家、

企业家的利益时，是怎样借助和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的：１９１７年２月古巴国内政局不稳。

杜勒斯为保护他的顾主在古巴的１．７亿美元投资利益去国务院建议国务院通过他的律师事

务所向古巴众议院议长施加压力和影响。杜勒斯还向他的姑父、国务卿蓝辛建议美国政府派

两艘军舰去古巴海岸，对古巴施加压力以保护美国人在古巴的投资利益。国务卿蓝辛与海军

部长丹尼尔同意了杜勒斯的意见，当天就派遣了两艘驱逐舰到古巴海面。〔15〕  

    杜勒斯的外交思想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兼而有之。实际上，杜勒斯想避免走两

个极端：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与单纯权宜之计的实用主义。杜勒斯在１９４５年的一篇文章

中写道，美国基督教徒要接受“缺少我们理想的实际局势”，基督教徒“绝不能是教条主义

的”。〔16〕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学习时，杜勒斯曾写过一篇论实用主义的论文。在这篇

文章中杜勒斯表达了他的一个看法，认为实用主义哲学有一种倾向就是“用感觉和愿望来取

代理性”，而他认为，“必须由理性对真理作出最终的判断”〔17〕。 

    作为一个虔诚基督教徒、美国理想主义者，杜勒斯强调美国外交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即基督教的道德法与“公认的”法律原则。他还强调法律要与他所说的“正义”相一致。作

为一个现实主义外交家，杜勒斯在强调宗教道德法与法律原则的同时，承认必须面对他所说

的“开明的自我利益”和国家利益。事实上，杜勒斯当然非常重视美国国家利益。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是美国国家利益强有力的代表之一。对杜勒斯来说，在国

际事务上，他有选择手段和方法的足够的灵活性。军事对抗、战争边缘、谈判，对杜勒斯来

讲都是手段，只要有助于实现美国的“理想”和完成美国的“世界使命”这一终极目标，而

又不冒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世界”失败风险的手段和方法他都会认真对待。 

     

二 

 

    杜勒斯在２０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从事他的国际律师事务，他担任英国、

荷兰及比利时派驻美国的采购团法律顾问，也是美国许多银行和公司的董事，还是洛克菲勒

基金会信托部主席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18〕同一时期，他参加美国和世界的

基督教会的活动。在此期间，杜勒斯一直没有间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杜勒

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是他自１９１９年参加巴黎和平会议之后，在近２０年的思考

中于３０年代的后半期形成的。这体现在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备忘录、所作的报告和演

说，及《战争、和平与变革》这本书中，并进一步体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所写的文章、

备忘录、报告、演说以及另一本书《战争或和平》中。 

    杜勒斯在３０年代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思想，与他在战后美苏从盟国关系逐渐走向对

抗，在５０年代演变成冷战，他担任国务卿之后的思想有所不同。主要不同在于，３０年代

及战时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经验出发形成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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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杜勒斯哲学思考的重点在于根据基督教的道德法和资本主义法律原则，提出一项解决资本

主义世界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间利益冲突，避免武力解决争端，避免另一次

世界大战灾  难的方针上。当时虽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世界已出现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

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第二次大战时期苏联仍是美国的盟国，因之当时的苏联

还没有成为杜勒斯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这同战后社会主义力量在

全世界发展壮大，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

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一个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诞

生了。杜勒斯在巴黎和平会议期间已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给会议参加国带来的冲击，担心俄

国十月革命可能给欧洲局势带来不稳定及可能会使德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步俄国十月

革命的后尘爆发革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议上说，“我们应该为了世界和平来拯救德国，

使它不被诱惑而将自己放弃给布尔什维主义；我们很知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德国之间的联

系。”〔19〕这同样也是杜勒斯的看法。 

    ２０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勒斯在从事国际律师业务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教会方

面的工作，担任了多项教会职务，其活动多与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１９２１年杜勒斯接受

邀请向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的国际正义与善意委员会提供法律建议。１９２３年接受基督教

长老会的委托研究战争问题。１９３７年基督教世界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在英国牛津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和平问题。杜勒斯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负责

起草文件，他还作为小组委员会主席，主持讨论“基督教与战争问题”。杜勒斯参加１９４

０年２月由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及北美国外传教会议联合在费城召开的一次“关于教会与国

际形势”的会议，会上杜勒斯发表演说《美国与国家世界》，并担任了研究委员会关于美国

教会与和平、战争问题的１５人委员会的主席。他从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６年一直担任基督

教会全国委员会设立的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的主席。 

    日本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向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揭开。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持续四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危

机。在战争与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国际形势下，杜勒斯在３０年代后半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

的思考集中在变革与和平变革上。他的变革与和平变革说反映在他的文章和演说中，如１９

３５年１０月《大西洋月刊》上的“通向和平的道路”；1936 年 11 月 9 日发表的“动态世

界的和平问题”；1936 年 3 月 19 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国家社会的和平变革”，１９３

９年１０月２８日的演说“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１９３９年出版的一本书《战争、

和平与变革》；１９４３年５月以杜勒斯为主席的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的正义与持久和平委

员会发表的《和平的六个支柱》小册子。 

    杜勒斯在“变革”与“和平变革”上的思考是： 

    （一）“变革是生活规律” 与“变革的不可避免性” 

    杜勒斯认为，“变革是生活的法则，国际生活的法则，也是国家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法则。”

〔20〕他说，“必须考虑生命的本质是动态的这一事实，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这种转变

是在一种和平变革方式下发生，这种转变就必然会以暴力方式发生。”〔21〕杜勒斯认为“在

国际事务中——到处都一样——我们应当消除任何一种终结的想法。‘从不’和‘永远’应

当从政治家的词汇中取消。”〔22〕他说，“对已在迫近的战争的真实解释是变革的不可避免

性及和平的努力被错误地导向阻止变革上去了。”〔23〕杜勒斯说，“我们忘记了在过去一百

年中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变革，必然会在某一时刻还要发生的。它可能是一年一年地逐渐发

生，或者，不让变革常发生，那么，一旦发生变革，就会造成很大的震动。”〔24〕杜勒斯认

为，想“保持现状”的人应当承认这是作不到的，他们应当承认“变革的不可避免性”。 

    （二）“和平变革”（peaceful change）是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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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勒斯认为，如果接受了“变革是生活的法则”及“变革的不可避免性”这个结论的话，

那么可供选择的变革不外两种：“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他说，“一种是通过灾难。这

是俄国的方案。列宁预见这将由另一场全面战争来完成，世界战争就这样开始。他认为这将

扰乱并削弱社会使之走向群众起义⋯⋯。另一种是和平逐渐地转变，这种转变将增强而不是

破坏旧秩序所给予我们的经验、文化、个人自由和物质舒适⋯⋯”。〔25〕杜勒斯于１９３９

年出版的《战争、和平与变革》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除非变革是和平地进行，否则战争将不

可避免。 

    （三）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制度”，使和平变革在法律范围内进行 

    杜勒斯认为要保证和平变革就需要“创建一个新的世界制度，战争将在这个制度下消

灭”。要有“某种世界机制，它能使变革按照变化了的社会正义需要进行”〔26〕。他认为“最

重要的问题是实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它将使我们的政治知识起作用并结束那种造成暴力革

命不可避免和经常发生的制度”〔27〕。 

    杜勒斯认为，为了支持建立一个他所说的“正义与持久的世界秩序”，美国“现在应当

承担责任”。这就是１９４３年５月发表的《和平的六个支柱》中的建议：联合国政治结构；

国家间经济与财务法的国际协议；使条约结构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的方法；各国人民的自

治；军备控制程序；普遍的宗教与思想自由权利。〔28〕 

$ 

三 

 

    杜勒斯在２０和３０年代对战争与和平进行的思考以及他在写《战争、和平与变革》一

书时的国际背景是２０和３０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列强间的利益冲突，

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在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初，杜勒斯在文章

和演说中虽然也谈论过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及革命运动对德国，对欧洲以及美国的

“威胁”，但是，当时的俄国及其后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为资本主义

世界所包围。这个时期，对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同样是资本

主义国家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当时美国及其盟国并

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其形成了当前的实际“威胁”。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４０年代初，已有３０年国际经济政治经验的杜勒斯像

其他一些美国两党人士一样预感到由于思想信仰的差别、利益的冲突及互相间由来已久的不

信任，战后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再度出现对立。杜勒斯这样预感并不奇怪。杜勒

斯曾在威尔逊政府的战时贸易局（War Trade Board）俄国处工作，参预了俄国十月革命后

美国最初的对俄国的工作，向俄国境内反革命势力提供援助。杜勒斯在１９４１年５月就写

道，“我确信，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战胜正从俄国和德国扩展开来的革命运动的话，我们就必

须有我们自己肯定的和有力的计划。”〔29〕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杜勒斯认为美国、资本主

义世界与苏联有重大差别：在美国和西方有“宗教和理智的自由”，在苏联“没有”；在美国

和西方实行“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而在苏联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30〕在二

次大战后期杜勒斯认为，“在他们一方（苏联），没有什么理由信任我们。我们反对他们的革

命。我们向反革命分子提供军事援助。好多年来，我们设法阻止他们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

济和外交的接触。我们公众领导人攻击他们直到德国的进攻使我们成为战 选！+[〔31〕 

    战后，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追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建

立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战时和战后也没有在其对外政策中完全贯

彻社会主义的原则，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推行民族利已主义政策，追求世界霸权

地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信任逐渐加深。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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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年２月美苏英三国在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划分东西欧势力范围和远东势力范

围的协议，形成了“雅尔塔体制”。美苏英三国会议上背着盟国中国，拿中国领土及主权进

行秘密交易。这种大国强权政治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它造成了美苏英

三国间的互不信任，也造成中国对三国的不信任，这对战后世界形势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产生

了不良影响和后果。这是战后冷战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大战结束前夕，美苏在东欧的利益

冲突即已开始，双方关系开始向对抗方向发展。杜鲁门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继罗斯福为

总统后，于４月２３日在白宫第二次接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就在波兰问题上对苏联采取了

强硬态度。杜鲁门总统当场交给莫洛托夫一份照会说：“苏联政府应该认识到，目前如不能

执行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就会严重地动摇对三国政府团结一致的信心以及它们在

将来像过去一样继续合作的决心。”〔3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杜勒斯离开了华尔街律师事务所转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

和实施工作。先是作为美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制订联合国宪章和建立联合国机构的１９４５

年４月至６月的旧金山会议。不久，杜勒斯作为顾问随国务卿贝尔纳斯参加１９４５年９－

１０月间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会议讨论对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五

国的和约问题，但没有达成协议。杜勒斯后来说，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战后不绥靖政策诞生

了”，“它标志着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时代的结束”，它标志着苏联是美国“朋友”的时

代已告结束。〔33〕  

    １９４７年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上半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宣布，及１９

４７年９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中说：“两个阵营形成了”，“两个完

全相反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发生了，东西欧一分为

二，分别以美苏为首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开始形成，东西方冷战逐渐加强。进入５０年

代，冷战日趋激化和尖锐，杜勒斯就是此时担任国务卿职务的。 

    杜勒斯在他六年多的国务卿任内主要想要作的事是，明确分析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世界

局势，制订并实施一项他认为能够在这场与苏联对抗中保证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用和平手

段”最终和平战胜社会主义的战略——即通过和平变革达致和平取胜的战略。 

    杜勒斯对战后世界形势的分析及其论点如下： 

    （一）战后国际形势的特点及性质 

    杜勒斯认为美苏分歧与对抗不是那种传统的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利益调整和

妥协予以解决的。战后美苏分歧是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与信仰上帝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

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间的对立，它主要是一场思想斗争，这是不可调

和的斗争。人类的生存取决于美国的命运。 

    杜勒斯１９４６年５月和９月在长老会全国会议上说，苏联领导人在“追求全世界接受

他们的制度”，“达到这一点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34〕他说，“这次⋯⋯正在发生

的事和以前不一样”，“我们正目睹对现有文明的挑战。”他说这是千年一遇的挑战，“在基督

诞生后１０个世纪，基督教世界受到过一种外国信念的挑战。伊斯兰潮流从阿拉伯席卷了大

半基督教世界”。“现在又１０个世纪过去了，⋯⋯这次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挑战。”〔35〕他

在１９４７年３月７日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

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36〕。 

    杜勒斯认为，“西方文明⋯⋯现在受到了一个无神论制度的严重挑战”，〔37〕“我们反对

国际共产主义，因为它的教义和行径同我们所信仰的原则是不可调和的。”“我们的信仰是，

每个人的生命和命运都来自上帝，因此具有精神的性质和个人的尊严。”因此，“反对把个人

仅仅当作一个有生命的物质，被用来促进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组织的世界。”〔38〕 

    杜勒斯说，“上帝的天意与历史的环境使然，美国人民被赋予了一种空前规模的世界性

机会和责任”，“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符合这个给予我们的任务的话，那么人类已知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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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世界秩序就能实现。如果我们失败了，整个国际家庭就将遭遇从未听说过的悲剧⋯⋯。”

〔39〕杜勒斯说，“再没有比我国可以完成的任务更崇高的了。人类的生存可能取决于它的

成功与否。因此，我们可以怀着无比的信心来献身于这一任务。”〔40〕 

    （二）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 

    杜勒斯认为苏联实行的是沙皇的扩张政策，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中国和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都是苏联的“傀儡”“卫星国”、“工具”。杜勒斯从他的宗教信仰和资产阶级世界

观出发，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敌视。他说，“国际共产主义是一个反动的运

动”，它“使生产者成为奴隶，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剥削统治阶级”〔41〕。“共产主义实际上已

经是暴虐的、反动的、呆板#O&的。”〔42〕他甚至说，“在恐怖统治上，最坏时的西方殖民主

义也从没有像共产帝国主义那样坏”〔43〕。 

    （三）和平变革思想是一项实现资本主义和平地战胜社会主义的战略——和平取胜战略 

    杜勒斯对战后国际形势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他认为美苏对抗的实质是两种不同哲学、思

想的对抗。在这场斗争中，美国的“麻烦不是物质的”，美国所缺少的是“正义和有力的信

念”。他强调美国“正在与苏联共产主义进行的这场冷战”是“不能单靠物质力量去赢得的”，

“这主要是一场争取人们的灵魂和头脑的斗争”。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想的只是安全，不

想它的使命；如果只用钢铁而不用精神的宝剑去寻求安全的话，这个民族就必然灭亡”。〔44〕

他认为，“精神因素要比物质因素更重要”，他并引拿破仑的话为证，“在战争中，非物质力

量与物质力量相比是三与一之比”。〔45〕因此杜勒斯说美国“需要建立强大的现代的军事力

量”，但是这“并不意味军事考虑应当主宰我们的外交政策”。杜勒斯强调“赢得一场‘冷战’

和赢得一场‘热战’一样重要”。他说美国需要一种“不战、不和”的能力。因此，杜勒斯

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是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最终取胜，这就要求斗争的手段和

方法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确认这一点之后，那么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进攻性战略

才能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也才能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取得资本主义思想的最终胜

利。 

    杜勒斯说，面对苏联的军事力量，美国有人认为这种危险是军事性的，但是他认为战争

“可能消灭俄国”，“但是战争消灭不了共产主义”。〔４６〕他认为美国采取“军事遏制”政

策是“一种自我失败的政策”和“消极政策”。〔４７〕他说，遏制政策即使可以遏制“俄国

帝国主义”，它也遏制不了“共产主义”。〔４８〕他认为对苏联的“间接政治侵略”采用军

事办法是无效的；靠向苏联进行经济“施舍”也行不通，最后美国也不能“后撤”。 

    杜勒斯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向专制暴君们实行政治攻势”。〔４９〕杜勒斯提出以“和

平的解放”来发动政治攻势，从内部瓦解和摧毁社会主义世界。他说，美国“手中要有一些

好的手段来进行一场不射击的战争”。“苏联共产党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我们创造了手段

就可以和平地将它克制”。要让苏联共产主义受到“压力”，在“压力下”，“共产主义统治结

构就会很快崩溃”。杜勒斯进一步说，共产党政权结构是“能够被动摇的，如果它的潜在困

难被激化的话”。〔５０〕他说，“我们应当让俄国共产帝国内部感到紧张和压力以便使其瓦

解”。“至于是否追求解放，何时追求解放，怎样实现解放，这是由受奴役人民自己来决定的

事”。〔５１〕 

    杜勒斯强调他的解放政策并不是指通过战争来实现，它是“和平解放”。“解放并不就是

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他说，“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

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５２〕 

    杜勒斯提出，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有： 

    （１）“美国总统和国会公开声明美国的一项政策是恢复在莫斯科统治下的欧洲、亚洲

国家的真正独立”； 

    （２）“自由世界”国家建立政治“特别工作组”，就每一个“受奴役国家”制订一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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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计划”； 

    （３）“鼓励铁幕内那  些能帮助促进这一计划的人逃离出来”； 

    （４）“美国之音、以及像自由欧洲和自由亚洲这样的私人委员会的行动可以同上述自

由计划协调起来”； 

    （５）“我们可以根据自由计划，通过中止或批准交往来经常地最有效地协调我们的经

济、商务和文化关系”； 

    （６）“我们可以中止与那些仅仅是莫斯科傀儡的国家现政府的外交关系，如果这样作

将促进自由计划的话”； 

    （７）“我们可以寻求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在一个伟大的新的独立宣言中宣布我们对受

奴役国家的政策”。〔５３〕 

    对杜勒斯来说，“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解放”政策、“推回去”及“战争边缘”等等，

都是进行这场“政治攻势”的手段，本质上都是当作一种压力来使用的。杜勒斯认为通过实

施和平变革可以最后战胜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必要冒打核战争的险。杜勒斯还认为，“现代

化武器具有非常广泛的破坏性，因而如果一旦发生大战的话，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

的”。〔５４〕 

    杜勒斯相信，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通过他所说的“和平变革”而逐步瓦解，

资本主义制度则在这个“和平变革”过程中重新在这些国家内建立起来。他说，“国际共产

主义必然会发生变革，即使这样做是违反它的意愿的。时间和环境的侵蚀，对它并不是不能

起作用的”。他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政权都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压力和难关”，“变革的酵

母正在发生作用”。〔５５〕杜勒斯说，“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变化”。他说他不对这件事“定

任何日期”，但是，“如果他（指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

的后代将获得自由”。很明显，在杜勒斯看来，只要美国坚持实行“和平变革”的战略，不

论时间需要多久，也可能需要多少代人的时间，但是“共产党政权结构”和“共产主义思想”

终将有一天会“很快崩溃”。〔５６〕 

    杜勒斯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

性”，作为他的结论，杜勒斯说，这就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战略。这就是杜勒斯为资本主义战

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出的一项不战而胜的战略。 

     

四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所追求的和平具有鲜明的政治涵义，这就是杜勒斯认

为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是对宗教道德和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从而也就是对和平构成的

威胁。对杜勒斯来说，要实现人类的和平就需要摧毁共产主义思想及根据这一思想原则建立

起来的共产党政权结构。很明显，杜勒斯的世界和平概念是与摧毁共产主义思想及共产党政

权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当然与各国人民群众及各种宗教信仰者所想往和追求的和平是完全

不同的。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性——摧毁共产主义思想及

共产党政权结构，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这是杜勒斯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的本

质特点。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力量，是信念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要

“战败”和“消灭”共产主义思想主要靠人的精神力量、靠信念而不是单纯靠物质的力量。

战后面对美苏对抗及东西方冷战形势，杜勒斯最担心的并不是美国及其盟国是否作好军事及

物质方面的准备，而是美国面对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否已建立了坚定的理想和信

念，是否丢掉了精神与理想的力量。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杜勒斯在教会中的大量活动及

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文章、报告、备忘录、书和所作的演说，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醒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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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美国及其盟国在面对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威胁”下，一定要建立起坚强必胜的信念来，他

认为这是决定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胜败的关键。杜勒斯重视人的精神作用，他相信理想、

信念对一个民族、国家、主义的存在具有根本的意义，这是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外交家的杜勒

斯与当时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家不同之处。 

    杜勒斯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上，不仅注意军事上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家的

安全，他更为强调的是国家在政治上的安全。他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目的，没有单纯的军事上

的一场战争。他强调要时刻记住美国的政治目的。杜勒斯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是政治性的。

杜勒斯的看法是，要想取得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结果，只有靠一场政治战争才能达到。

这就是杜勒斯说的，“保持着我们在道义上的攻势，和在军事上的守势”的真实涵义。他认

为战争可以消灭人，但是消灭不了共产主义思想。只要人们信仰共产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就

继续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杜勒斯十分强调要对苏联、中国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

旨在消灭人们头脑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和平变革的用意所在。 

    杜勒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其和平变革战略时所采用的主要手段是施加压力。而压力

的种类则是各式各样的，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压力手段。杜勒斯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现

实主义者，对杜勒斯来说，只要有利于实现美国的理想和最终战胜共产主义，军事（威慑、

封锁）、外交（承认与不承认）、经济（制裁、禁运）、干涉、颠覆（破坏）、心理（宣传）等

各种手段都可以作为压力采用。杜勒斯设想的和平变革的效果就是，从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

实力出发，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不同的压力，促使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在外部压力下不

得不进行变革，逐步达到推翻共产党政权，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蜕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以至最终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

家，实现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 

    虽然杜勒斯反对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说它是一项“消极”和“无效”的政策，但是事

实是杜勒斯和平变革的战略目标与凯南建议的、杜鲁门政府实行的遏制政策目标是一致的。

杜勒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仍然是一条遏制政策，也就是凯南所说的通过遏制形

成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更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期待产生“最终必然导致苏

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的趋势。〔５７〕如果说二者还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杜

勒斯更进一步用和平变  革的政治攻势将遏制政策的实施具体化了。 

    在 50 年代，一些国家的人们将杜勒斯看作是“战争贩子”。如从杜勒斯提出的和平变革

说的战略涵义来看，将杜勒斯看作“战争贩子”并不确切，它影响人们，特别是社会主义国

家的人们准确把握住杜勒斯在其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真正强调的是开展政治攻势而不是

军事攻势，从而低估了杜勒斯的政治考虑，而可能失去应有的足够的警惕。杜勒斯已经去世

３０年了，今天回过头再看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杜勒斯外交思想所重视

和强调的是政治而不是军事。他为美国和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战略是一项政

治战略，也就是他的和平变革—和平取胜战略。 

    杜勒斯鲜明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位

外交家，在一些外交问题上，杜勒斯表现出无视基本事实，缺乏历史感，其盲目和偏见也是

明显的，这突出表现在他所实行的对华政策上。 

    杜勒斯的家庭成员早年与中国有过接触，因而杜勒斯曾说他感到中美之间有着“兄弟友

谊”和“特殊友谊”之情。确实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好情谊，但是杜勒斯所感受

到的友谊是指他与中国清政府的李鸿章及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友谊。杜勒斯说，当他八岁

时，李鸿章通过他的外祖父、前国务卿福斯特写给他的一封信被他视为“最珍视的物品”而

保存着。〔５８〕还在战时，就主张美国战后应执行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给以明

确说明的大  概不是当时的总统、国务卿，而是当时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外交发言

人的杜勒斯。杜勒斯在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７日强调说，美国应当只支持它的朋友，要全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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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蒋介石，而不应支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５９〕 

    杜勒斯的哲学观从根本上对中国人民革命抱极端敌视态度。５０年代，中国是杜勒斯的

和平变革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杜勒斯说，“我们不承认共产党势力占优势”，“中国人民同

样不喜欢共产主义”，和艾奇逊一样，杜勒斯也说“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他说，“我

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  求一致的统治，

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

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杜勒斯毫不掩饰地公开

强调，一切有助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消逝”的手段美国都会考虑采用。他说，“如果⋯⋯贸

易和文化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同现政权建

立外交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种关系”，“如果⋯⋯现政权参加一些联合

国的活动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不反对它参加”。〔６０〕 

    杜勒斯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这首先要看中国是否变。杜勒斯公

开地要求中国作出“转变”以求得美国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随时可以

调整以适应不断改变的形势的要求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应该有所转变的，是别人而不是

我们”。〔６１〕 

    可以清楚地看到，５０年代杜勒斯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变”字。一切致力于让中国

“变”，向共产主义“消逝”这一方面“变”。只要中国按美国的希望“变”了，美国的对华

政策当然也就会随之相应调整。为了促进“共产主义在中国消逝”，５０年代美国对中国采

取了各种各样的压力手段，从控制中国领土台湾、不承认中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军事封锁、禁运、颠覆、情报破坏、直到心理战应有尽有。可以说，５０年代美国

对华政策是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其和平变革战略，妄图瓦解、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

一个具体例证。从５０年代到今天，美国的和平变革战略对中国并没有奏效。 

    当人类已进入本世纪最后１０年，当冷战最尖锐的５０年代已经过去３０年的今天，人

们已能看到，在冷战之外存在一条通往和平的真实道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及社会制度相

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道路。５０年代周恩来曾代表中国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阐述了和平共处思想，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及对实现各国间和平共处的愿望。周

恩来当时说：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性。他说：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

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

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

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６２〕从美国方面来看，在５０年代

美国政府、两党领导层当中认真思考过和平共处可能性的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杜勒斯当时

认为除了“热战外只剩下冷战”。他对和平共处思想充满怀疑。战后１９４６年３月一名记

者问杜勒斯资本主义是否能与共产主义和平共处。杜勒斯的回答是，“我不能肯定我知道它

的答案”。〔６３〕今天看，作为一位国务卿的杜勒斯，他的政治眼界是比较狭隘的。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党已能认识到和平共处是通往和平的真实道

路，并支持不同国家和平共处这一思想。令人遗憾的是情况还远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美国国

内仍有一些人迷恋大国强权政治的原则，他们根据自己的哲学信仰、价值观念动辄干涉别国

内政，继续采取５０年代那些为世界各国人民早已熟悉的各种手段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别国

放弃本国主权，向美国的强权政治屈膝。 

    发展、变革这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

践和总结经验将不断走向进步和繁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所有国家都会充实、发展和完善

各自珍视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同时也会放弃一些已经不再起积极作用的看法和作法。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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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只能由本国人民解决，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发展与变革的观点

不能成为一国用以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而杜勒斯的和平变革在５０年代就是这样干的。 

    今天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中仍有一些人继续坚持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变

革战略。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是否像杜勒斯所希望的那样被和平变革过去，社会主义

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是否蜕化变质并和平转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这并不取决于美国和

某些西方国家实行一项什么政策，而是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本身的矛盾发展如何而定。

毛泽东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

矛盾性”。正像原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俄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样道理，任何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内部本身发生严重失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从社会主义国家变化成为一个

资本主义国家。 

    杜勒斯的和平变革政策是一  项干涉政策，它已不符合当代的要求。今天全世界的发展

主流是和平与发展。只有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和人民和平共处，各国才能获致

发展和进步。杜勒斯说过，战争并不能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看来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就是施

加各种压力也不可能使人们屈膝放弃他们的哲学信念与理想。采用一切手段作为一种压力旨

在干涉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战略决不是如杜勒斯所说的是一项“积极政策”，也

决不是“通向和平的道路”的政策。这应该说是从杜勒斯的一生经历，从他的和平哲学及其

和平变革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的政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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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超级大国 
 

张也白 

 

 

中国刚刚庆祝了它的４０周年诞辰。４０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世界

正形成一个两极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最强大的实力，在

国际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它们之间的对抗（冲突）或合作（缓和）对世界形势具有最大的

影响力。尽管战后多极化的倾向不断发展，两极世界的结构至今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中国的外交政策，当然不能不受两极结构的制约与影响。４０年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

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过若干次重大的调整，而每次重大

调整都主要反映了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可以认为，如何处理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

始终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特点。 

     

（一） 

 

    ４０年来，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时期： 

    １．５０年代是中苏结盟联合抗美的时期。 

    由于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国作为一个刚刚取得革命

胜利而又亟待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大国很难采取“中立主义”的政策。本来中国革命的根

本目标就是要铲除西方在中国的特权与影响，而在三年的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又支持了国民

党政府，站到了中国革命的对立面。因此，早在１９４９年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

即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当时，中国除了倒向苏联一边外，几乎没有其他更为

现实的选择。 

    诚然，中美两国在当时要避免严重的敌对，以至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并非没有丝毫机

会，可是，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却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美国重新卷入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两国又兵戎相见，从而大大加剧

了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 

    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对苏联极为有利。当时，美苏均势尚未形成，美国在力量对比上

占据优势。然而，中苏结盟改变了美苏力量的对比，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美国不得不

面对“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的挑战，被迫从欧亚两线作战，实行全球遏制。 

    ２．６０年代是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处于敌对状态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而日趋恶化。美国则视中国为“冒险

主义”，甚至把中国看作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与此同时，美苏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

的缓和。中国怀疑与担心美苏合谋反对中国，从而采了“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的方

针，其结果是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在整个６０年代都处于敌对与僵冷的状态。 

    ６０年代的中苏分裂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好处。美国开始改变“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

看法，不再感到面对中苏两国协调一致的压力。问题是当时的美国当政者并未很快意识到中

苏分裂的深远意义，也未及加以利用。６０年代后期，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某些有利于改善

中美关系的变化，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一心想赢得越南战争，同时中国又处于“文革”的

动乱之中，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当时还无法被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制订安全政策的人仍需继续

对付来自东西两线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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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０年代是中美联合制衡苏联的时期。 

    70 年代，在全球力量的重新组合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中美关系的解冻。 

早在６０年代后期，中苏敌对的日益升级使中国面临来自北方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自

１９６５年起，苏联一直在远东扩军，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继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入侵捷

克斯洛伐克之后，１９６９年３月起，中苏之间爆发了数次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苏联甚至

还威胁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2〕中苏对抗已从着重在意识形态方

面的分歧进而成为国家关系上的尖锐冲突。与此同时，７０年代初，美国被  认为是一个日

趋衰落并将开始撤出亚洲的大国。继１９６９年７月，尼克松在关岛宣布了美国将从越南脱

身的“尼克松主义”之后，１９７０年２月，美国政府又决定将其军事战略从“两个半战争”

改变为“一个半战争”〔3〕。这一切使中国意识到对它的安全构成更大威胁的是苏联而不是

美国，终于下决心为摆脱孤立处境而同美国实现了和解。７０年代，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

线”的战略思想形成。中国认为，在抗衡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与政治影响的全球战略中，

中美两国可以进行战略合作。同美国的和解使中国从两条战线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转为集

中主要力量对付苏联的威胁。 

    ７０年代是世界政治格局中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由于中苏仍然激烈对抗，中国对来自

苏联的威胁极度担忧。美国则为了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而急需利用中苏分裂，以阻止苏联在亚

洲填补真空。中美两国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都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

与扩张。然而，美国并不想公开响应中国联合抗苏的主张。相反，它在７０年代的大部分时

间里热衷于寻求美苏缓和。以１９７２年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为高峰，美苏关系

在经历了战后长期的冷战后，进入了一个“缓和”时期。尽管这种“缓和”依然保持着美苏

对抗的性质，中国仍担心美苏勾结主宰世界。实际上，中苏两国都想阻止对方同美国联合，

并利用同美国改善关系来制约对方。情况的变化终于使一种十分微妙的三角关系形成。这种

三角关系是一种战略关系，其本质是安全问题。在这种关系中，由于中苏关系是最糟糕的，

美国处于某种“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在相互施加影响方面保持了最大的机动性。当然，

美国对中苏两国的政策并非“不偏不倚”。尽管它不愿因同中国结成抗苏联盟而危及缓和，

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则是它的政策的基调。及至７０年代后期，随着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的加

剧，美苏缓和开始走下坡路，中美战略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在经过一段时期的

停滞不前后，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４．８０年代是中国逐步走向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保持友好与稳定关系的时期。 

    １９８２年前后，中国外交政策开始从建立“反霸统一战线”调整到强调不同任何大国

结盟的独立自主，其结果是中国适度地拉开了同美国的距离，同时着手改善对苏关系，从而

在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持较为平衡的方针。 

    中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自７０年代末起，中国把国内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

来，并开始实行开放与改革。为此，中国希望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以便获得一

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对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中国认为，

美国在里根领导下，正在重整国力，而苏联的全球影响则因其国内经济的停滞以及在国外的

过度扩张而下降。苏联已不再如７０年代那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此

外，进入８０年代，美苏再度激烈对抗。中国既不必担心美苏联合对付中国，又不愿卷入美

苏冲突。中国感到执行独立自主方针将使自己在同美苏两国打交道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当

然，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还反映了中国对美国的某种失望情绪。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印度

支那形势因越南入侵柬埔寨而日趋恶化之后，中国要求同美国进一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要

求遭到美国的拒绝。中国还把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及里根总统要使美国同台湾

关系升级视为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企图倒拨时钟，并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改善。尽管中国在三角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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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最弱的一角，美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关系的改善使美国丧失了它在７０年代三角关系中

那种“左右逢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1983 至１９８４年，美国也相应地调整了它的

对华政策，主要是把中国看作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强调日本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从

而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 

    当然，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并不奉行“等距离”的政策。出于战略安全和国家发展

方面利益的考虑，中国仍然优先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并在战略上继续同美国保持合

作，其结果是在整个８０年代，中美关系始终要优于中苏关系。 

    及至８０年代后期，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中美关系因两

国在广泛领域里双边合作的发展而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外交

“新思维”，加紧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并在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方面采取了一

些实际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以１９８７年签订的中导条约为契机，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

的缓和时期，并由此带动了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认为同苏联实现

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正常化不会损害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１９

８９年５月的中苏最高级会谈使中国４０年的外交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

保持正常友好关系的情况。世界则进入了美中苏三国都致力于同时改善与其他两国关系而不

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第三国的新时期。 

     

（二） 

 

    如果说上述历史回顾是对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纵向分析，剖析决定中国与超级大国关

系的因素则是对这种关系的横向分析。正是这些因素的消长与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与超级大

国关系的变化。 

    在各种复杂因素中，下列因素是决定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发展与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１．战略与安全因素 

    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与关心一直是决定中国对超级大国的政策与立场的主要因素。 

    建国初期，鉴于当时国际上正在出现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局面，中国不能不考虑到：新

中国诞生后，国际上的敌人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

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一样，于是就决定了中国同

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的必要性，而“一边倒”政策的宣布即是这一考虑的逻辑结果。７０年代

初，中国“联美反霸”战略思想的形成体现了我国领导人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中国认为，

在美国日趋衰落并开始从亚洲撤退的情况下，与中国有着７２００多公里共同边界并正在远

东大规模增兵的苏联已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８０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则是基

于这样的认识：力量对比趋势已重新变得对美国有利。苏联自身的困难减轻了它对中国的威

胁。联美反霸的必要性已经降低。 

    ２．经济因素 

    应当指出，在４０年的大多数时期，同安全方面的利益相比，经济因素最多只是第二位

的。对中国来说，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国家的生存始终重于发展。然而，经济方面的考虑

也是决定中国同超级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５０年代，中国所以倒向苏联一边，原因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迫切任

务，为此离不开国际援助。而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中国认为，要想从英美政府那里获得援

助，只是“幼稚的幻想”，“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

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4〕６０年代，由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导致闭

关自守，致使中国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但是，恰恰是这种封闭型的发展模式使

中国无需在经济上依赖超级大国，因而敢于顶住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８０年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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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作用明显地增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８０年代中国外交采取更

为独立自主方针的最重要的原因。为了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缓和同苏联的紧张关系，

同时转向着重发展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因而相应地降低了同美国的战略关

系。 

    ３．意识形态因素 

    所谓意识形态因素包含了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制度、道德信仰、民族特性等多种

成分。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无法不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大国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悠久或

国际地位的不同，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往往尤为明显。 

    中国总是透过它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与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经验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处理美中苏三角关系时还可以从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时期

得到许多重要的借鉴。这一时期充满着三国相互间的联合与冲突以及它们之间力量平衡与相

互制约方面的斗争艺术。长期的“中央王国”历史使中国无法在大国角逐中接受某种从属与

受支配的地位。而近代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往往与长期内乱又使中国饱尝遭受列强欺凌和国家

分裂的痛苦，因而对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倍觉珍惜。中国对外国干涉其内政的敏感

与厌恶有时甚至使一些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实际上，４０年来的中国外交始终贯穿着强烈的

独立自主意识，强调以我为主，不受超级大国支配。即使在５０年代的中苏结盟时期，中国

也保持了独立自主而不愿听命于苏联。这正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外交路线在前３０年的时

间里还反映了强烈的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的意识。按照毛泽东思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

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政策始

终强调要在国际上分清敌友，其基本模式是以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在６０年代是以两个

超级大国）为主要敌人，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为依靠对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１

９７４年，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谈话则再次明确地把这一模式提到了战略高度。 

    耐人寻味的是，意识形态因素不仅影响到中国与美国这两个社会制度与政治信仰截然不

同的国家，而且还曾成为同属于社会主义的中苏两国之间发生摩擦的因素。众所周知，６０

年代的中苏分裂正是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开始的。 

    进入８０年代，中国外交政策逐渐转向了以更加重视自身国家利益为特点的现实主义方

向，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减少。当然，意识形态因素并未消失。例如，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的同时，始终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侵袭保持警惕，并把这方面的利益看作是它的国家利益

的一部分。目前，中国正在总结近十年来忽视意识形态斗争的教训，以便在继续推行改革开

放的同时，进一步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４．超级大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无疑还取决于超级大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中苏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沙文主义态度

以及它对华政策的僵硬有关。８０年代，苏联对华政策逐渐有所改变。１９８２年，勃列日

涅夫在塔什干发出了要求同中国和解的信号。及至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外交“新思维”，苏

联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折，它把改善对华关系作为它的新亚洲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

为此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从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创造了一些良好条件。 

    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７０年代，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战略的形成是因为尼克松

政府改变了美国长期来敌视与孤立中国的政策，转而采取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苏联的方针。

８０年代，促成中国进一步采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并同美国拉开距离的原因之一先是因里根

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而引起中美冲突，后来则是里根政府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

用。至于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时发生摩擦，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放弃干涉中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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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政策。 

    ５．超级大国相互间的关系 

    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苏关系的状况。由于当代世界是一个以美

苏对抗为基本特点的两极世界，美苏关系对中美、中苏关系的制约自然要比中美、中苏关系

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大得多。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对他们相互关系的重视也总是超过对他们同

中国关系的重视。从根本上说，美苏两国都是从他们的全球战略高度，即从他们相互争夺的

利益出发，来看待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并确定他们的对华政策的。因此，美苏关系的好坏对中

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确定它对超级大国的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对超级大国的政策同中国对美苏力量对比的估计分不开。一般说来，中国总是愿意

倾向在美苏力量对比中处于不利地位或对中国威  胁较小的一方。无论是５０年代中国倒向

苏联一边，７０年代中国同美国建立战略合作，或是８０年代中国适度地改善对苏关系并同

美国拉开距离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规律。 

    中国最担心的是美苏合谋反对中国，因而总是以一种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美苏关系的改

善。当美苏激烈对抗时，中国会感到在处理同超级大国关系中处于某种主动的地位，它既可

联合一方以制约另一方，也可为避免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争端而同双方都保持距离。而当美

苏关系出现缓和时，中国或者对美苏均持敌对态度（如６０年代），或者通过加强同一个超

级大国的关系来增加美苏关系的复杂性，以防止美苏联合并改善自己的地位。近年来，中国

对美苏缓和的态度已有明显变化。鉴于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利益以及由于中苏关系的改

善，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整个国际形势的趋缓，中国已不必如以往那样担心美苏关系的缓和。

相反，中国认为，美苏缓和有利于它获得一个持久的和平国际环境。 

    以上五方面的因素并非决定中国同超级大国关系的全部因素。像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

国同西欧、日本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

系。但是，上述诸因素则是主要的，其中有些是中国的国内因素，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国家利

益的考虑与选择；有些则是外部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相互影响与

制约。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因素起着不同的作用。总的说来，战略与安全因素始终是最主

要的，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不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前３０年里，意识形态因素

尤为明显。进入８０年代，意识形态的作用减少。这种减少反映了国家利益的需要，但是在

政策执行中也出现了某种失误  。与此同时，经济因素正逐步取代战略因素成为中国决定它

同超级大国关系的主要因素。然而，战略因素仍然是重要的，只是其概念有所变化。 

     

（三） 

 

    今后，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将继续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向与特点，它对于中国

现代化建设和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及对整个国际战略格局的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有人鉴于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大体上每１０年经历一次变化，因而预言

９０年代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将再次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对此种推理，笔者并不

敢苟同，然而却愿通过分析导致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变化的诸种因素的消长，对中国与超级

大国关系的前景作出估计。 

    １．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将继续存在发展友好与稳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双方在广泛领域里

的共同利益。 

    首先，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基础是牢固的。在这方面，两国并无利害冲突。相反，尽管

８０年代后期，缓和已有很大发展，中美两国仍然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对中国来说，中苏

关系正常化不会完全消除它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保持中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可牵制苏联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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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胁，继续保持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动地位。就美国而言，美苏缓和难以达到根本

改变两国关系对抗的性质。美苏互为对手的格局将继续下去。美国国内压倒的观点仍然是强

调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认为保持一种紧密的中美关系有利于增强美国抗衡苏联的

地位，并防止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今后，中美两国在解决亚太地区的一些重要冲突问题上

仍然有着良好的合作前景。中国是亚洲力量平衡中的关键因素。美国要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

方面发挥作用，离不开同中国的合作。从长远看，中美两国还有可能会相互寻求把对方作为

在亚洲抗衡日本的力量。 

    其次，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贸易方面，目

前美国已居香港地区和日本之后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又是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二大市

场。美国在华投资已超过３０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地区，居各国之首。在技术转让方面，美

国已逐步放宽了对华限制，从而加快了两国科技合作的步伐。近年来，中美在文化、教育与

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现在，中美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强调双方在广泛领域里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已远远超出了对苏联采取一致态度的范

围。两国关系的基础已变得更加广泛与稳固。 

    此外，由于近年来台湾内部形势的变化和海峡两岸之间关系的松动，中美在一直构成两

国关系主要障碍的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目前，双方在维持台湾内部

局势的稳定，并使台湾问题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的官方政策

是“一个中国，和平解决”，它不愿介入台湾问题的解决，但也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对解

决台湾问题既是有原则的，又是有耐心的。它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损害中美关系的稳定，相

反，维持中美友好有助于促使美国在台湾问题及其他涉及我国领土完整与主权的问题上至少

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 

    不久前，由于美国陷入了中国国内的这场政治风波，中美关系降到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最

低点。但是，布什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并继续强调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不应“轻率地把２０年间精心建立的具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拆毁”。

〔6〕美国并不准备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更不想把中国推向苏联。从根本上说，保持中美

关系的友好与稳定符合双方的利益。目前，中美关系开始走出谷底。尽管要恢复到原有水平

尚需克服严重困难，两国关系将逐步回升。 

    当然，导致中美之间产生摩擦与冲突的因素将继续存在，有的因素在新的条件下可能发

展成为两国关系中新的重大障碍。 

    首先，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减少是一个正在损害中美关系的重要的不利因素。本来，

美国国内总是有一股势力轻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主张不应过高估计中国在战略上对美

国的重要性。他们强调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认为同中国的战略合作在根本上同美国在世

界各地一贯奉行的反共政策是不一致的。近年来，随着美苏缓和的出现，中苏关系逐步走向

正常化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缓和，原先构成中美关系主要基础的战略因素正在减少。于是，

美国国内对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重要性的怀疑以及那种认为中国更多地有求于美国的看法

开始增长，其结果是促使以往两国之间由于共同战略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的矛盾突出

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在诸如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以及在西藏问题、人口

控制等所谓“人权”问题上加紧指责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原因。 

    其次，意识形态利益的冲突反映了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差

异。作为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交往中总是怀有强烈的“使命感”，那

就是始终不忘向世界推行美国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美国总是用它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中国

的国内政治，并以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为由，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好处提出怀疑。近年来，“人

权”问题已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十分消极的因素。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进展，国内

政治形势日益改善，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却有增无减。美国总是愿意支持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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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那些主张按照西方样板来发展国家和对现实不满的人。这种企图影响中国的政策和干涉中

国内政的做法实际上是美国在８０年代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反映，其结

果不能不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在这方面，美国国会的消极作用尤为明显。在国会的处

事原则中，很少顾及长远的战略方面的利益，而常常表现为目光短浅，感情用事和根深蒂固

的偏见。意识形态因素以及美国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约，使美国政府难以在处理中美关

系中采取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在经历了中国国内的这场政治风波之后，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不仅无法避免，而且将成为除台湾问题外的影响中美关系稳定

发展的另一重大障碍。 

    此外，中美在发展双边关系上仍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美国支持中国现代化是有限度的，

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还要受美国自身经济状况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近年来，亚洲国家

正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美国的经济状况。由于日本成为亚洲核心的经济大国，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经济地位正在被日本所取代。美国高额的财政赤字与外贸逆差正迫使美国削减对外援

助，并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对华技术转让上的限制也未

完全消除。美国国内总是有人担心向中国转让高技术可能会被中国用于军事目的，或向不应

从美国获得这类技术的第三国转让，从而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在文化交流

方面，中国除担心人才外流外，还对伴随文化交流而来的西方意识形态冲击感到忧虑。这种

冲击已成为导致中国国内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当然，台湾问题将继续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目前的问题仍然是美国坚持执行《与

台湾关系法》，并据此向台湾出售武器。从根本上说，台湾问题这个障碍长期无法消除是因

为美国始终不肯放弃它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美国除了在台湾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外，美国

国内的亲台保守势力仍然认为台湾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一个可以依靠的战略上的“盟友”，

并且把台湾当作制约中国的一张“牌”。今后，只要美国继续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并向台

湾出售武器，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就无法消除，台湾问题仍将是两国关系中的一颗“定

时炸弹”。 

    ２．中苏关系 

    随着正常化的实现，中苏之间长期来的敌对状态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将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基础上，开始一个睦邻友好的新时期。 

    首先，由于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它面临的种种困难，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已不再构成

严重威胁。中苏关系正常化又使苏联的威胁从现实转为潜在。中苏两国甚至在裁军和某些地

区冲突问题上存在着相同的观点和利益。 

    其次，中苏在经济合作上有着相当大的潜力。两国经济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苏联的技术

尽管不如一些西方国家先进，但在许多方面对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尤其在改造原有工业设施

方面，可能比西方技术更为实用。中苏贸易也有着良好前景。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以及西方国家不时利用经济手段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会更加重视发展同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在苏联经济遇到困难，无法满足国内需要的情况下，中国商品

对苏联无疑也具有吸引力。两国贸易的另一有利条件是双方都可利用易货贸易，避免动用两

国都感到十分紧缺的外汇储备。 

    此外，两国在国内改革上也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一国改革的成功会起到鼓励另一国改

革的作用。双方都可以借助对方改革的成功来证明自身改革的必要性。 

    中苏两国毕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说来他们之间不存在像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因社

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尖锐差异而引起的冲突。中苏之间也不存在像台湾问题这样棘手的障

碍。即便在中苏敌对时期，苏联也始终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但是，中苏之间的分歧并不会随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完全消失。从长远看，主要矛盾仍

然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同时，在发展双边关系上将继续存在局限性与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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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苏联内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中苏关系也已正常化。然而，中国对苏

联威胁的担忧难以完全消除。中苏之间漫长的共同边界，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具有从

三面包围中国的潜力始终是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当前，苏联在远东的兵力部署仍占苏联

全部军事力量的１／４到１／３。中国对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能不抱有警惕。今后，

对中国的主要军事威胁仍将来自苏联。加之苏联历史上长期的扩张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传

统，要消除中国对苏联的不信任感尚需时日。 

    中苏经济合作也有局限性。双方都难以从对方获得资金与高技术。同时，由于中苏贸易

主要是易货贸易，两国均无法从中得到硬通货。因此，中苏经济关系的发展无法取代各自同

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不仅如此今后在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以及在亚太地区的经济竞争

中，中苏两国还可能进一步成为竞争对手。 

    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早已淡化，但两国在国内改革方针与模式上的差异有可能使双方产生

新的意识形态分歧，并对双方国内政治造成冲击。在这一点上，若两国不是相互尊重和坚持

不干涉内政，则将对中苏关系产生有害影响。 

    中苏关系的发展还要受各自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制约。两国都不希望因中苏关

系的发展而影响到各自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看来，中苏关系将保持稳步前进的势

头而不会走得太快。 

    ３．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从长远看，有理由对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保持友好与稳定

持乐观态度。经过长期的共同努力，中美在广泛领域里的共同利益已使两国关系的基础变得

更加稳固，而中苏关系也已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这就为继续发展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友

好与稳定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后，中国仍将坚定不移地推行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方针，

因而不会改变同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友好与稳定关系的政策。就美苏两国而言，维护对华关系

的友好与稳定也是他们的共同需要和切身利益所在。同时，整个国际形势将继续走向缓和，

在可见将来，这一趋势难以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将

是双方唯一的明智选择。 

    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今后在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冲突与曲折仍

然难以避免。要想在９０年代真正实现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友好与稳定还有待双方作出共

同努力，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与障碍。 

    应当指出，近来事态的发展已经或正在引起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新的变化。一方面，

由于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已不再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从而使两国双边合作得以加

快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插手了中国的动乱，并对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进行制裁，中美

关系受到了自１９７２年两国实现和解以来所从未有过的严重损害，从而扩大了两国之间的

鸿沟。 

    通过美国在中国这场政治风波前后的所作所为，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美国支持中国的现

代化和改革开放是有目的和有代价的，那就是除了认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和美国友好的中国有

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外，并未放弃向中国输出美国的制度与价值观念的长远目标。１９８９

年７月，布什总统在访问欧洲期间再次明确宣告，美国要利用经济援助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

的“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布什说，“我们所谋求的新世界是一个行动

一致的自由国家的联邦——在这个新世界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不断扩大的自由圈

子。”〔7〕这表明，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而且正利

用近年来国际上的缓和形势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

政策。这当然不能不引起中国的警惕。 

    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愿意同时维持和发展同美苏两国关系的友好与稳定，但

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不会奉行“等距离”的政策。８０年代，尽管中苏关系逐步改善，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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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始终优于中苏关系。中国希望同美国保持比中苏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基于战

略安全和国家发展方面的考虑所作出的选择。然而，鉴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今后那种中

美关系优于中苏关系的格局可能改变。一方面，中国对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的担忧可能进一

步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对国内发生动乱的警惕将大大提高。而美国若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

的政策，将被看作是导致中国国内不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从而迫使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作

出某种重新估价。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将很难保持比中苏关系更为良好的状态。尽管中

国不会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美国也不想把中国推向苏联一边，中国可能不得不更

多地依靠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并寻求它们在政治上对中国的

支持。 

    以上仅仅是对今后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发展趋势的大致估计。在可见将来，中国与超级

大国的关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其前景究竟如何还将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变化。它取决于中国

和超级大国在确定相互关系时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与选择，也取决于双方国内形势的发展

以及相互间政策的变化，同时还要受美苏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目前看来，决

定今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最大未知因素似在苏联一边。今后苏联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美

苏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从而也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

响。整个国际社会不能不对此做好充分准备。 

    今后，如何处理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仍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中心课题与成败关键。就中国

而言，它绝不会屈服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但可相信，它将以谨慎的态度，以不损害

独立自主为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友好与稳

定关系。对超级大国来说，要维持他们对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关键是能否从根本上放弃干

涉中国内政或对中国采取沙文主义的政策，使他们的政策真正转到现实主义和符合双方国家

利益的方向上来。 

     

注释：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１９

６７年版，第１３６２页。 

〔2〕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３８页。 

〔3〕“两个半战争”战略设想美国将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分别打两场大战，以对付中苏两个敌

人。此外再加上一场小型的局部战争，以对付中东、拉美或其他地方的不测事件。“一个半

战争”战略则根据中苏分裂的情况，抛弃了在欧亚两地同时与中苏两国作战的设想，把同时

打两场大战改为打一场对付苏联的大战。 

〔4〕同〔1〕，第１３６３－１３６４页。 

〔5〕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１９２６年３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１９

６７年版，第３页。 

〔6〕引自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６日在纽约市亚洲协会发表的演讲：

《太平洋地区伙伴关系》。 

〔7〕引自布什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７日在荷兰莱顿发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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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军备控制谈判 
 

吴  展 

 

 

今天的国际事务中，军备控制是一个重要方面。其重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裁军谈

判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而后者的主角又是两个超级大国。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已在多边基础

上谈了多年，但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突破。 

     

一、美苏核裁军谈判 

 

    （一）战略核武器 

    笔者在几篇有关的论文中曾对美苏能否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表示乐观，并在本刊１９

８９年第１期《世界和平与裁军》文中，估计条约可能会在一二年内签署。写文章时是里根

总统任期末尾，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才签字一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文本已完成９０％。解决

剩下的一千处字句争议虽非易事，但双方当时大有一鼓作气赶快拿下又一个条约的势头。笔

者在文中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削减战略核武器可以减轻核恐怖的威胁，可以降低军费；二是

两国核武器超过需要，减少一半仍足以满足需要。此外，笔者以前还谈过，美国的“星球大

战”计划（即ＳＤＩ）近期不会过关，不可能部署。尽管苏联一直要把它同战略武器挂钩，

但总会找到妥协办法的。这些理由依然成立，但它们只是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创造一定的条

件，而不会必然使条约成功。签署条约还须取决于更多的因素。 

    １９８９年１月布什接任美国总统后，情况好像变得不那么乐观了。布什处事谨慎，慢

条斯理。他表示要研究一下战略武器问题，然后再确定谈判方针。这一研究进行了近半年，

才于６月下旬在日内瓦同苏联重开谈判。一上来，美国就提出在谈判过程中即开始核查。就

是说，未达成协议就要到导弹工厂和发射基地进行监督和检查。对这种近乎蛮横的要求，苏

联虽未坚决反对，但显然是不太高兴的。美国还提了一些别的什么要求尚不得而知，但从各

方面情况看来美国并未做出让步。它似乎打算先解决欧洲常规武器裁军问题，而不想马上签

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因为： 

    １．布什政府虽然重新研究了战略武器问题，但对究竟部署哪些武器，部署多少，还未

完全拿定主意。美国的战略核武器大都是６０年代生产的，基本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导弹

核潜艇已确定用三叉戟式来取代海神式。地下井中的洲际弹道导弹已受到精度愈来愈高的苏

联导弹的威胁，于是要不要部署更不易受打击的机动导弹的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了。苏联已

部署了铁路机动及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各一种。美国本来是坚持在条约中写上禁止机动导

弹这一条 模瑣 

现在自己也在考虑要不要了。布什政府的办法是把５０枚地下井中的ＭＸ导弹（１０个弹头）

装上２５列火车，并另行研制公路机动的单弹头侏儒式小型导弹５００枚。两者共有弹头１

０００枚。 

    这一方案在国会引起激烈争论。侏儒式导弹的问题是费用高，５００枚约需５３０亿美

元，部署后每年维护费高达５亿美元。在美国要缩减军费的今天，这当然是个问题。５０枚

ＭＸ导弹的装火车费用仅需５６亿美元，而以后每年维护费不过２亿美元。然而，火车机动

的问题是在得到警报后，从基地分散出去约需６小时之久。侏儒导弹从公路分散开来仅需３

０分钟左右。因此火车机动的ＭＸ导弹的生存能力有问题。在美国国会内对两种导弹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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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不休。〔1〕 

    在战略轰炸机方面，原有的Ｂ－５２轰炸机将逐步退役，新型Ｂ－１Ｂ型轰炸机已部署

了１００架。Ｂ－２型潜隐式轰炸机正在试飞。美国对这种飞机寄予很大希望。它的形状特

别，外覆吸收电波的材料，不易为雷达发现，从而可使苏联的防空系统失效。Ｂ－２的计划

生产数量是１３２架，但其成本太高，每架约需５亿多美元，究竟要多少，美国国会的意见

很分歧。 

    此外，在不易核查的海基巡航导弹方面究竟应装备多少，美国也未拿定主意。由于美国

尚未完全确定如何更换战略武器，所以当时不想立即签署条约，以免将来手脚受到束缚。 

    ２．苏联国内经济困难很大，急需缩减军事开支，以腾出更多资源来改善其经济，故此

很想在裁军上同美国早日达成协议。在苏联有所求的情况下，美国认为自己在谈判中要稳住

一点，要价高一点，等到苏联作出最大让步后再签订条约也不迟。 

    ３．美苏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处于均势，不马上签订条约问题不大。但是在欧洲的常规兵

力方面，则北约处较大的劣势，因此北约的战略是依靠核武器的威慑来防止华约的进攻。但

是依靠核威慑并非万全之计，因为核战争意味着双方的毁灭。到时候北约未必敢动用核武器

来抵挡华约的常规攻击。首先实行常规裁军，在常规兵力上也取得均势，才能保证安全。 

    ４．美国的军费近一半用于北约的防务，其中大部分耗费在常规武装上。从消除中程导

弹的经验看来，裁减核武器的前几年实际节省不下多少钱。只有裁减常规兵力才能大量节约

国防费用。因此美苏双方都十分看重常规武器的裁减。 

    苏联方面既想尽快实现欧洲的常规裁军，也希望尽快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且急不

可耐。果然，到了１９８９年９月下旬，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美，同美国国务卿贝克举

行会谈，苏联作出了重大让步。其主要内容如下。 

１．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削减战略武器同星球大战武器相联系的方针。星球大战武器是一

种反导弹武器。苏联原来一直要求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包含１０年内不退出反导弹条约的

内容。现在苏联同意即使在星球大战问题上双方没有共同语言，也可以先签署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但仍附有一个条件，即在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如果有一方破坏了反导弹条

约，则另一方有权退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２．如何限制海基巡航导弹问题可以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分开另行谈判。以前海基巡航

导弹的核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种导弹体积很小，军舰很大，容易隐藏，而且美国又

不同意苏联核查人员进入军舰内检查。这是以前谈判中的一个难点。 

    ３．同意单方面拆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大型雷达站。美国一直说这是一座反导弹预警

雷达站，其位置在西伯利亚中部，违反了反导弹条约，因为该条约规定这种雷达必须设在边

境，其方向朝外。苏联则一直坚持说这部雷达是服务于空间测量的，同反导弹系统无关，因

此不存在违反条约的问题。 

    美国也作了一点让步，就是不再反对机动导弹。过去美国之所以不同意机动导弹，其理

由是这种导弹的地点不 

固定，难于核查。现在则由于美国自己也要部署，而且苏联已经部署，想禁止也禁止不了，

因此美国就不再反对。 

    这样一来，美苏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已经被排除掉了。苏联在星球

大战武器不再挂钩的承诺上虽然附带着不得违反反导弹条约的条件，但由于美国的星球大战

武器在技术上远未成熟，在近期内不可能部署。在战略武器方面一旦签署条约，并已经削减，

只要不发生重大的破坏反导弹条约的行为，苏联就不会去恢复战略核武器。 

    在这次外长会谈中，双方还约定在１９９０年春末夏初举行首脑会谈。届时能否签署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现在虽不能断言，但可以说签约的时间不会太远了。作这样估计的理由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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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在苏联作了主要的让步后，双方的分歧已不那么大了，不会再成为签订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的重大障碍。美国虽然曾经打算把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暂时搁一搁，现在看来也没有理

由久拖下去了。 

    ２．美国本来曾对苏联是否真正寻求缓和心中无底，因此不想过早承担义务，降低核威

慑能力。现在美国发现苏联国内的困难近来显著增加，再拖下去，万一什么时候戈尔巴乔夫

倒了台，换上一个强硬派的领导人，撤回现在已经作出的让步，那时再要签订对美国有利的

条约就会困难得多了。美国朝野有许多人认为现在是签订条约的有利时机，一旦签署对美有

利的条约，苏联再要翻悔就办不到了。美国国务卿贝克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旧金山联邦俱乐

部所作的演说中说：“正是由于苏联的改革命运未卜，我们才更应该抓住当前的机会，而不

是与此相反。如果苏联人已经销毁了武器，将来的任何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想扭转这一进程，

维护其军事优势都将极其困难，并耗资费时。” 

    美苏谈判当前仍存在的主要分歧如下。 

    １．双方同意的战略核运载工具不得超过１６００件，战略核武器不超过６０００件（现

各有约１２０００件），弹道导弹弹头不超过４９００个。但是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导弹的

弹头数应如何分配尚未确定。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最强，现有６４００个弹头，美国希望把

它们削减到３０００。美国的潜射导弹最强，现有５４００个弹头，苏联也希望把它们削减

到３０００。双方都想削弱对方，加强自己。 

    ２．由于轰炸机实际携带的巡航导弹数不易确定，美国提出每架按１０枚巡航导弹计算，

而苏联则坚持应按轰炸机的最大携带能力计算。实际上美国的Ｂ－５２轰炸机可装载１２

枚，而苏联一般轰炸机只能装载６枚，因此按美国的计算方法，对苏联不利。 

    ３．陆基机动导弹无固定地点，故不易核查。双方同意机动导弹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移

动。苏联地广人稀，要求范围定得大一些。美国的地域较小，公路上车辆拥挤，导弹不能移

动很远，所以希望范围小一些。 

    ４．苏联提出海基巡航导弹问题可以与削减战略武器分开进行谈判。这算进了一步，但

实际上分歧并未完全解决。苏联建议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海基巡航导弹问题放到海军武器

控制中去解决。这样做的难处是美国根本不愿意讨论海军裁减的问题。二是削减战略武器谈

判集中解决海基巡航导弹的核查办法，后者的限额则用另外的协议加以规定。这两项建议都

附带一个条件，就是都必须先定出可核查的限额，才能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由此可见所

谓分开讨论并不是干净利落的。目前双方仍在讨价还#O&价。〔2〕 

    尽管有这些困难，在谈判中会遇到不少周折，但是由于双方在最难的问题上已经妥协，

所以只要真正有达成协议的愿望，双方迟早总是会签约的。 

    （二）战术核武器 

    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涉及５００－５０００公里射程的全部弹道导弹。射程更远的导弹是

战略武器，正在谈判中。剩下的５００公里以下的弹道导弹，双方尚未讨论，这就是近程弹

道导弹。苏联现有ＳＳ－２１、飞毛腿、蛙式近程弹道导弹上千枚。美国在欧洲还有射程１

１０公里的长矛式导弹数百枚，另外还有一些这种导弹分散在西欧各国军队中。这些是北约

除飞机和核火炮以外在陆地上仅有的核武器了。美国认为它们比较陈旧，射程太短，想使它

们现代化，重新设计一种射程接近５００公里的新型长矛二号导弹，取代老的长矛导弹。苏

联对此反应很大，表示如美国使长矛导弹现代化，苏联就要重新考虑按中程导弹条约销毁Ｓ

Ｓ－２３（射程５００公里）的问题。北约则意见分歧。西德要求同苏联谈判这种导弹的销

毁问题，因为它的射程短，打起仗来必然大都在德国境内爆炸。英国则认为北约只剩下这一

种核导弹了，为保持 

灵活反应战略中的核威慑，不能把它取消。争论非常激烈。最后，美国于１９８９年５月在

北约首脑会议上提出先同苏联达成常规武器裁军协议，然后才同苏联谈判消除近程导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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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一立场调和了北约内部的矛盾，得到北约各国的赞同。 

    为了促进核武器的进一步裁减，苏联提出它将单方面削减５００个战术核武器，包括近

程导弹、核炸弹和核炮弹。 

     

二、欧洲的常规裁军 

 

    从１９７３年维也纳的共同均衡裁军会议开始，北约和华约间的欧洲常规裁军谈判进行

了１６年。在前１０年期间，双方对各有多少部队和武器没有一致的意见。后来的争论又是

究竟应按北约的意见不对等裁军（华约兵力多，应多裁），还是应按华约的意见对等裁军。

１９８８年苏联终于承认华约部队人多、武器多，双方可不对等地裁军，但问题是双方裁减

的比例应是多少。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表示苏联将单方面

在两年内裁减军队５０万人，坦克１００００辆，大炮８５００门、战斗机８００架，其中

包括驻东欧６个坦克师、５０００辆坦克。 

    苏联宣布这一决定对西方震动很大。美国非常被动，研究了很久并与北约盟国协商后，

才提出下列常规裁军建议： 

    １．双方坦克各２万辆，装甲运兵车２．８万辆，大炮１．６５万—２．４万门。 

    ２．把双方的作战飞机和直升机削减到比北约现有数量少１５％。 

    ３．美国驻欧军队裁减２０％。美苏两国在大西洋到乌拉尔区域内本国外的部队减到２

７．５万人。 

    以上第１条早已在维也纳常规裁军会议上提出了。北约以前的建议如下：〔3〕 

    １．坦克数         华约现有 57300 辆 

北约现有 22224 辆 

各应减到 20000 辆 

大炮数         华约现有 46270 门 

北约现有 17328 门 

各应减到 16500 门 

装甲运兵车     各应减到 28000 辆 

 (未公布现有数。北约略多于此数，华约为２倍。） 

    ２．任何一国的武器数不得超过双方裁减后总和的３０％（飞机和直升机在外）。 

    ３．双方在其任一盟国领土上部署的现役武器数不得超过３２００辆坦克、１７００  

门大炮、６０００辆装甲运兵车。 

    华约的建议大体是：第一步，双方部队及武器数应减到比最少的一方低１０－１５％；

第二步再减２５％；第三步减少到只能起防御作用。 

    华约建议的第一步看来与北约建议第１条差不多，所以双方很快在这方面达成协议。但

是在其他方面双方还有不少分歧。 

    １．双方在飞机数量的限额上虽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华约认为谈判的主要目标是限制进

攻能力，而不应将华约的大量防空飞机也计算进去（北约有作战飞机５０００多架，大部分

有进攻能力；华约有作战飞机８０００架，大部分是防空歼击机）。北约则不同意，认为飞

机用途很难严格区分。英法为保持其核力量的独立性，不同意将其核轰炸机列入裁减范围。 

    ２．美国驻欧部队约３４万人，苏联驻欧部队约６０万人。如都减到２７．５万，苏联

减得太多，于是它提出驻本国以外的部队限额为３５万，这还不包括其驻东欧空军数万人。

苏联还认为北约的建议不包括英法驻西德的部队１０多万人是不公平的。 

    ３．苏联不同意它驻任一盟国的武器限额为北约、华约总数的３０％，即坦克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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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辆、装甲运兵车１６８００辆，而要求坦克１４０００辆，装甲运兵车１８０００辆。 

    ４．华约要求将美英两国储存在欧洲的数千辆坦克以及许多装甲运兵车和大炮计入限

额。北约则反对，认为这些武器是非现役的，是为了在战时能快速增援。苏联离战场近，能

快速增援，而美国距离远，不易增援。 

    虽然华约和北约在维也纳的常规裁军中还有一些争执，但是由于双方都有明显的裁军意

图，所以在不久的将来达成协议是颇有希望的。在谈判中双方均有让步，特别是华约终于接

受了不对等的裁减。例如在坦克方面，华约须裁减３７３００辆，而北约则仅须裁减２２２

４辆，差别很大。北约也接受了一向不同意谈判的飞机和军队总人数裁减。 

    促使双方积极从事常规裁军的因素首先是双方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自二次大

战结束以来，华约和北约集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兵力相互对峙，双方都厉兵秣马，经常处于

战备状态，局势非常紧张。而兵力的主要成分是常规的，因此不实现大规模的常规裁军，就

不足以缓和欧洲的局面。 

    另外两个因素在前面讨论核裁军的部分中已有所论述。即花费在常规武器上的钱比花费

在核武器上的钱多得多，因此只有常规裁军才能大量节约军费。从北约方面看，再一个因素

是双方的核武器比较均衡，而在常规兵力上，北约较弱，不通过常规裁军实现常规均势，仅

依赖核均势是靠不住的。 

    以上所讨论的都是欧洲陆地上的陆军和空军的常规裁军问题，而海军则不包括在内。北

约的海军与华约相比享有优势，因此尽管苏联一再提出，北约却一直不肯讨论海军的裁减。 

     

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一）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即一般所说的毒气及化学毒剂。其作用虽受气候及地势的影响，但现代化学武

器的毒性大、渗透力强、杀伤范围大、作用时间长，因此其威力可能仅次于核武器。化学武

器的生产和使用比较容易，因此扩散得较快，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拥有这种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使用了化学武器，从而造成了百万人的伤亡。１９２５年各国

在日内瓦签订了禁止使用毒气的议定书。中国于１９２５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５

２年加以确认。在第二次大战中，虽然更致命的新型毒气已经研制出来，但交战双方均未使

用。 

    二次大战后，国际上开了许多次会议讨论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但始终无结果。存有这种

武器的国家都说是用来进行威慑，以防别国对它发动化学武器战，因此在得不到其他国家停

止研制、生产、储存化学武器的保证时，都不肯放弃这种武器。 

    一些国家尽管在１９２５年议定书上签了字，仍然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在越南

战争中使用过橙黄色落叶剂，这种毒药对人体也有害。更明显的例子是伊拉克和伊朗在相互

战争中都大量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了大量伤亡。 

    美国正在研究新型的二元化学武器，就是两种均是无毒的化合物，平时分别储存以保安

全，但在用时合在一起就成了致命的毒气。苏联可能也在搞这种武器。 

    １９８９年初，１００多个国家的外长参加了巴黎的化学武器裁军会议。各国代表在会

上强烈谴责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禁止其生产和储存，却达不成具体协议。化学武器原是东

西方的问题，美苏间已就此进行过多年谈判。近来化学武器大为扩散。原先仅几个国家有这

种武器，现在已扩散到２０个国家了，因此这次会上又出现了南北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不

愿禁止化学武器。有的说美国正在搞二元化学武器，怎么谈得上禁止？有的说以色列有了核

武器，不解决核扩散问题，如何能禁止化学武器？有的说，超级大国有了核武器和先进的常

规武器，还想搞二元化学武器，又怎能制止化学武器对小国的诱惑力？你自己还吸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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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止孩子吸烟呢？由于大家七嘴八舌，所以讨论不出个结果。看来还得由超级大国带头，

但即使它们带了头，已扩散了的化学武器未必收得回。 

    美国说它已开始销毁化学武器。苏联说它建成销毁工厂后即着手销毁。双方外长于去年

９月在美国商定共同努力，争取缔结全球公约以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并签署了双边监督试

验和交换情报的备忘录。 

    布什总统于去年９月２５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在努力达成一项全球性协议的同时，

如苏联同美国把化学武器削减到同等水平，美国将销毁其８０％以上的库存，并同意进行核

查；一旦签署了一项国际条约，只要苏联也一起行动，美国将在８年内把目前库存的化学武

器销毁９８％以上；在能够生产化学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参加协定后，其余２％化学武器将在

其后的两年内销毁。他向参加日内瓦禁止化学武器４０国条约会议的所有国家提出挑战。 

    美国之所以主动提出同苏联一道销毁大部分化学武器，是因为这些都是过时的单元化学

武器（本身有毒），平均存储期已达２６年。它们的毒性大，腐蚀性强，再  存下去已不安

全了。其实，美国早在１９８５年就通过了９９－１４５号公法，规定将美国库存的单元化

学武器在１９９７年４月３０日前全部销毁。〔4〕美国是否不要化学武器了呢？当然不是，

它要的是少量储存起来很安全的二元化学武器。布什所说的８年期限正好与公法规定的１９

９７年相吻合。可见美国并非突发善心，而是根据国内需要有计划地销毁过时武器，并代以

少量新式化学武器。 

    美苏双方各有多少化学武器，无确切数字。有消息说苏联有３０万吨，而它自己仅承认

有５万吨。据美国参加日内瓦禁止化学武器会议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去年４月说，美国已销毁

了７０００吨化学武器。可见其  库存不会少于数万吨。 

    从以上情况看来，要禁止和全部销毁已扩散开的大量化学武器并非易事，恐怕不是短期

内能够实现的。 

    （二）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又名细菌武器，有杀伤力强、攻击范围大的特点，但它也受气候、自然条件及

对方防护能力的限制，因而实际效果难于确定。１９２５年的禁止使用毒气议定书中包含了

禁止使用细菌方法作战的内容。 

    有关生物武器研究、生产和使用的情报很少公布。据报道，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在我国

东北组建了７３１部队，利用中国战俘研究细菌武器。又据报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也使用

过细菌武器。 

    １９６９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无条件放弃各种细菌战方法并销毁库存的生物武

器。这可能是由于当时这种武器的作战效果不够确定的缘故。1972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

止生物武器的公约。我国于１９８４年参加签署。 

    近来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已有可能人工制成新品种的高效病菌和毒素，致病以后甚至

无药可医。传说美苏两国都在进行秘密研究。前些年美国报纸说苏联乌拉尔地区某生物武器

工厂发生事故，引起附近疫病流行。消息确否，无法核实。但是只要技术上有了新发展，超

级大国为了夺取世界霸权，秘密进行新的生物武器研究，这并非没有可能。 

     

四、对裁军形势的分析 

 

    当前国际上出现了东西方缓和的明显趋势，裁军颇有希望。这同东西双方的态度有密切

的关系。北约的防务负担一向大部分压在美国肩上。美国虽仍是西方之首，但其经济地位已

今非昔比。美国的财政赤字经过努力压缩，去年仍有１５００亿美元。外贸逆差有所降低，

但全年仍在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这里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美国人好消费、不喜储蓄的毛病

难以克服，要扭转经济颓势并非易事。美国军事预算约占财政预算的２７％，是一个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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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以削减，很难使财政平衡，这样做又会影响北约的防务。西欧各国也苦于军费负担，美

国如过多减少对北约的贡献，必将削弱内部的团结。美国如何定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

的做法。如苏联仍实行对抗的政策，美国只好咬牙坚持下去。 

    苏联的经济困难远大于  美国。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搞了７０年，但由于制度僵化，缺

乏活力，所以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如不改革，即使拥有强大的武力，也必然会在同美国的竞

争中失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察觉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开始了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他的政治

改革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进展很快，但是经济改革则进展缓慢，阻力很大。老的做法已根

深蒂固，改也难。结果好处不明显，问题却引出一大堆。目前，需求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

速度，供求矛盾增大，市场紧张。政府对物价的补贴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从去年起，苏联

的生产开始大滑坡。群众由于生活水平下降、怨声载道。在政治开放性的影响下，国内的民

族矛盾明显上升，闹事的情况此起彼伏，搞得戈尔巴乔夫穷于应付，焦头烂额。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把军事思想从进攻型改为防御型，在军力上只要求同美

国保持低水平的均势，并提出了各种裁军的倡议，其目的是求国际环境的和平和稳定。开始

时西方各国对此半信半疑。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吗？是缓兵之计吗？情况好转后，苏联还会

重新采取强硬路线吗？ 

    近来东欧各国的局势急转直下。波兰团结工会已组成政府。匈牙利共产党已变为社会党，

并实行多党制。东德、保加利亚和捷克党的领导人已在群众的压力下更换。东德已开放同西

德的边界，大量东德人涌往西德。对这些变天的事件，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不加干涉。同过

去出兵匈、捷相比，苏联已转弯１８０度了。 

    现在，西方各国开始相信戈尔巴乔夫的缓和意图是真的了，同时又对局势发展之快感到

措手不及。它们甚至希望悠着点劲，唯恐发展太快会触动苏联的根本利益，引起反复。 

    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真意何在？笔者认为，苏联国内的困难已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不

赶快采取措施，危险很大。依靠经济改革，短期内难以见效。目前只有大量减轻军费负担才

能缓解经济困难。西方估计苏联军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７％（美国只约占６％）。这个

比例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不过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不到美国的一半，还要在军事上平

起平坐，另外苏联在华约前线  驻扎大量军队，在经济上又要支援东欧各国，因此负担必然

十分沉重。因此苏联必须减轻负担，才有出路。 

    这样搞下去，华约会瓦解吗？有此可能。戈尔巴乔夫大概已经看穿，华约瓦解也在所不

惜，因为苏联国内经济崩溃才是真正危险。他相信北约目前不会进攻苏联，华约瓦解反而会

促使北约也瓦解，因而有利于离间美国同西欧的关系，使美国逐渐退出欧洲。苏联的真正安

全取决于国内情况好转，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只要苏联自身能健康强大

起来，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如不从根本上扭转局势，苏联迟早会被沉重的军事负担拖垮。

当然事情还要一步步做，戈尔巴乔夫还要考虑国内其他人的接受能力，急了也不行。 

    戈尔巴乔夫如此大胆，有被赶下台的危险吗？这当然不能排除，但他已大批更换了领导

班子，领导层中已无重大的反对派了。即使群众对生活不满，军队有人反对裁军，但一时都

成不了气候，短期内对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构不成严重的威胁。从长期看，自然可能出现问题，

这就要看他能否较快扭转局面了。 

    这就是笔者对裁军前途表示乐观的主要理由。 

     

注释： 

 

〔1〕罗伯特·杜德尼(Robert S. Dudney)：《洲际弹道导弹问题仍在讨论中》（The ICBM Problem 

Rolls On）,《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４６－５１页。 

〔2〕《核与空间谈判中美苏双方的建议》（Nuclear and Space Talks: U.S. and Sov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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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als），美国驻华使馆新闻稿（Wireless File），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８日。 

〔3〕麦克尔·戈尔顿（Michael R. Gordon）：《欧洲裁军谈判已进入细节阶段》（Cutting Arms 

in Europe: It's Down to the Details），纽约时报国际版（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１９８９年３月９日，Ａ６。 

〔4〕《美国化学武器非军事化计划》（The U.S. Chemical Weapons Demilitarization 

Program），美国驻华使馆新闻稿（Wireless File），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５日。 

 
 

 

美国借债兼并面面观 
 

陈宝森 

 

 

１９８９年岁首在美国报端上和总统换届同样引人注目的消息大概要算和借债兼并相

关的两大新闻了。 

    一个是由华尔街兼并大王考尔伯特·克拉维兹·罗伯特公司（以下简称ＫＫＲ）用２４

８．８亿美元收购了位于亚特兰大从事烟草和食品制造的ＲＪＲ纳比斯科公司（以下简称Ｒ

ＪＲ）的超巨型借债兼并。 

    另一个是华尔街投资公司中的暴发户德莱克塞尔·伯恩海姆·兰伯特公司（以下简称Ｄ

公司）被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后承认触犯刑律，自愿受罚６．５亿美元。该公司负责借债兼

并部门主管，高风险，高利息债券发明者米尔肯（Milken）继鲍茨基（Boesky）之后正在受

到起诉和审查。 

    愈演愈烈的借债兼并对美国究竟是吉是凶？导致这股风的原因是什么？政府应如何对

待借债兼并？这些都是从上述事件中引起的热烈争论。 

     

贪婪的借债兼并 

 

    ＲＪＲ公司的兼并战最初是该公司经理约翰逊（Ross Johnson）发动的。约翰逊曾向董

事会宣布，他和其他经理们愿意用借债兼并的方式把这家公司买下来。新闻媒介立即报道说：

约翰逊和另外七位经理仅用２０００万美元就可以获得新公司８．５％的股份，而当他们完

成这一交易时约翰逊等人的资本价值将上升到２亿美元。报道还指出：约翰逊的策略是在买

进该公司后，卖掉一批食品厂和商标，把其余部门私有化。在此情况下，如果经营得法，５

年内他们的股份将上升到１８．５％，资本将达到２６亿美元。这一来自公司内部经理阶层

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袭击惹恼了该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们议决采取招标的办法挫败约翰逊的企

图。于是引起了在约翰逊，ＫＫＲ公司以及第一波士顿集团之间为占有ＲＪＲ而进行的激烈

的角逐。ＫＫＲ终于在１９８８年终在投标中获胜。 

    ＫＫＲ公司有三位老板，它以兼并企业为目标。它的创始人考尔伯特早在１９６５年就

发明了借债兼并的新方法以１４００万美元的代价对一家公司实行了兼并，是为借债兼并之

滥觞。１９７６年考尔伯特和克拉维兹以及罗伯特合伙兴办了ＫＫＲ公司，但是考尔伯特与

克拉维兹等意见不合，１９８８年退出了ＫＫＲ公司。现在的ＫＫＲ公司实际上还只剩下两

位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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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ＫＲ对兼并企业十分贪婪，借债兼并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兼并ＲＪＲ公司以前，自１

９８４年起至１９８７年止先后借款２６７亿美元以２９１亿美元的代价购买了１１家大

企业，其中如安全路（Safeway）超级市场，毕垂斯（Beatrice）食品公司都曾是各自领域

中的巨擘。 

    ＫＫＲ在借债兼并中通过三条渠道谋取厚利。首先是从它借得的资金中收取１．５％的

管理费，例如它在筹集的一笔用于兼并的５６亿美元中每年可以获利８４００万美元。它还

收取成交费，例如，从安全路的借款兼并中得到６０００万美元的成交费。此外，在每一次

兼并中照例要创利２０％。克拉维兹和罗伯特两人每年拿回家的报酬估计为７０００万美

元。 

    在ＫＫＲ公开的成就后面是为控制更多公司而进行的争夺。克拉维兹和罗伯特两人精力

充沛、雄心勃勃。他们有控制更多企业的强烈欲望。这两个人现在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属于

私人的公司帝国。不过他们个人和公司的巨额财富却是建立在向其他大公司和金融机构借债

的基础之上。 

    在这一场场贪婪的兼并战中究竟谁受益谁吃亏呢？商业周刊以ＲＪＲ的兼并为例做了

以下分析。 

    盈家。首先是原ＲＪＲ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他们可以获利８０亿美元到１４０亿美元。

在兼并的消息开始传播时，这家食品－烟草公司的２．２５亿股股票每股卖５６美元，而兼

并者一下子把股票抬高到９４美元至１１８美元一股。 

    其次，兼并者可以获利２０亿美元，假定他们在兼并之后能卖掉一部分财产，裁减人员，

则可能赚得更多些。 

    第三，向兼并者放款的投资者可以得到每年高达４０％的收益。由ＫＫＲ经管的用于兼

并的资金比其他投资收益要高得多，因而能把可口可乐公司的养老基金，哈特佛特保险公司

的资金都吸引过来。 

    第四，投资银行家可以获利３亿到３．５亿美元。一些投资公司如希尔森·雷曼·胡通

公司和Ｄ公司为帮助投标者报价并给他们筹集资金而收取一大笔费用。每个参预者可以得１

００万至２００万美元的酬金。 

    第五，商业银行可得１．７亿美元或更多些的好处。凡不能用高风险高利息债券筹集的

资金必须向商业银行告贷。对这种风险极大的放款，商业银行照例要在已经很高的利息上加

收１．４％的费用。 

    第六，律师可得１至２亿美元。他们为兼并出谋划策，拟订合同，审查交易是否违法。 

    第七，高风险、高利息债券的持有人，每年可得高达１４．５％的利息。这是因为他们

担的风险极大，如果新兼并的公司破产，他们拥有的债券要轮到最后被偿付。 

    输家。第一是被兼并公司原来所发行债券的持有人。ＲＪＲ原来发行的５０亿美元信誉

很高的债券在兼并消息传开后，价格下跌２０％。这是在听说ＲＪＲ的经理们将用高息大量

借债，把ＲＪＲ公司买下来时，原来的债券持有者感到不安全的结果。 

    第二是政府，而归根到底是纳税人。估计他们将损失２０－２５亿美元。在开始阶段，

政府将从ＲＪＲ股票持有人出售股票所得暴利中征收一笔利得税。然而就长期说，由于为公

司债务所付的利息可以享受课税扣除，所以政府将遭受巨额损失。 

    ＫＫＲ对ＲＪＲ的借债兼并在上层社会造成了如此巨额的财富集中和再分配，无怪乎它

在社会上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 

    违法的公司和经理人员。 

    Ｄ公司本来是一家并不起眼的小投资公司。自从起用米尔肯主持高风险债券的营业以

来，立即平步青云，跃升为美国第五家最大的投资公司。高风险债券市场也因此而迅速繁荣

起来，资产规模达到１７００亿美元。Ｄ公司与兼并大王ＫＫＲ是并肩作战的。米尔肯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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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高风险债券的方法筹集资金已成为ＫＫＲ实行借债兼并最好的资金来源。高风险债券是以

兼并而成的新公司资产为抵押所发行的债券，它的利率远远高于其他证券，因而对养老金经

营者以及保险公司等有组织的大投资机构极具吸引力。１９８５年ＫＫＲ在兼并毕垂斯食品

公司时化了６２亿美元购买其股票。Ｄ公司用发行高风险债券的办法给ＫＫＲ筹集到２５亿

美元。而毕垂斯的股票价值不过４．１７亿美元，因而风险很大。但是在ＫＫＲ拍卖毕垂斯

一部分资产之后，投资者仍然获得４倍的收益。 

    高风险债券这种新发明是特定条件的产物。条件之一是美国资本市场有大量游资在寻求

高额收益。通常是养老金基金之类的经营者，他们愿意购买高风险债券以取得高利息，从而

成为兼并者的资金  供应人。条件之二是存在实际财产价值远远高于股票市场价值的企业，

因而在兼并之后通过处理部分财产就有可能偿还债款。在这一经营过程投资公司是可以大显

神通的。一方面它们与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掌握资本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它们与企业界

有密切联系掌握企业资产和经营情况，所以它们就成为兼并者最好的伙伴，而投资公司通过

与兼并者的联合对某个企业将成为兼并对象，其股票的市场价格将大幅度上涨的信息是了如

指掌的。这就给投资公司在股票市场上赚钱创造了最好的机会。然而，美国法律视投资公司

通过内部信息买卖股票为非法。因此它们要违法赚钱就不得不匿名委托第三者为之经营。 

    Ｄ案件就是这种依靠内部信息非法经营的典型案例。Ｄ公司与鲍茨基所经营的公司相互

勾结，以该公司的名义进行各种非法的股票买卖。鲍茨基按照Ｄ公司的指示为Ｄ公司经营股

票，但不透露股票的真实买主，这就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在这些交易中Ｄ公司承担鲍茨基在

经营中的风险并偿付其损失。此外还对鲍茨基用于买卖股票的资金支付利息。Ｄ公司还通过

经营高利息债券的米尔肯非法利用鲍茨基公司操纵股票价格，从事各种非法的兼并活动，并

利用内部信息进行股票的买进卖出从中谋取暴利。 

    米尔肯继鲍茨基之后被联邦检察官提出控诉。在长达１１０页的起诉书中例举了９８件

犯罪行为。如果这些罪行全部成立，被告将依法被判处监禁２０年，罚款３６００万美元，

他的１２亿美元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接着报纸大量报道了米尔肯从经营高风险债券中所获得

的经营报酬和他积聚的巨额财富。１９８７年Ｄ公司给他的酬金为５．５亿美元。这笔钱比

圭亚那共和国７７．９万公民一年创造的国民总产值还多９０００万美元。华尔街日报更绘

形绘色地描述说，在米尔肯刷牙的瞬间就赚得了他一年应  付的社会保障税。在他上班路上

的一点时间，他已挣得普通美国人一年的收入。他一天的收入相当１５０万美元，每小时的

收入相当１０．７万美元。联邦政府在诉讼中要求扣押他收益总额达１８．５亿美元，其中

付给米尔肯的薪金为１１亿美元。 

     

新兼并风的来龙去脉 

 

    在美国工业发展史上兼并风于８０年代以前已有三次高潮，但借债兼并则是８０年代的

新创造。 

    第一次兼并风以１９０１年为顶峰，它的特点是以水平方向的兼并为主，把许多原来的

竞争者联合起来，达到垄断某种产品市场的目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是另一次兼并高潮，除

公用事业之间的相互兼并以外，在工业界主要是进行垂直方向的兼并。依产品生产过程把前

后环节的各个企业联合起来。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反垄断法对水平兼并的限制，新的

混合型兼并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兼并把从事不同行业，互不相关的公司企业捆在一起。８０

年代由于放松了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大型兼并迅速发展，金融媒介对这种兼并的支持更是不

遗余力，使借债兼并获得了前进的动力。 

    借债兼并的特点在于其资金主要来自债务筹措。它以被收买公司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

为保证发行债券，这就与主要以兼并者的资产为后盾的典型兼并活动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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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债兼并之风之所以能风行一时还因为有若干经济的和政治的事件为它创造了肥沃的

土壤。 

    首先是７０年代持续的高通货膨胀使企业资产的帐面价值与更新价值发生很大差异，这

就产生了所谓的“潜在资产价值”，以这种资产作抵押发行债券对放款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其次资本收益税率的降低导致风险资本的急剧增加，这种风险资本一部分专门从事兼并活

动，为兼并者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随着政府对银行的放松管理，利率上限逐步

取消，导致金融机构为拉拢存款而进行的激烈争夺，使存款利率上升，它反过来又迫使金融

机构寻求更高收益的贷款机会。于是形成许多新的贷款集团，它们很快就把为兼并企业而进

行的财务活动当作放款谋利的捷径。 

    随着资本渠道的大大增加，可以兼并的公司也在增加，这当中本来并没有必然联系，但

这种巧合却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在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的兼并风中，许多大公司遭受“消

化不良”症之苦。这些大公司吸取教训，改弦更张，对不适合母公司战略计划的子公司和分

支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肢解，把它们卖掉。这种“消除混合兼并”的时代持续到８０年代，

被肢解的单位则成为借债兼并中的主要收买目标。与此同时，许多由大众持股的公司股票，

特别是“大烟囱”型的工业企业，在技术上已经成熟很少发展余地，它们生意萧条，公司股

票的销售价格往往低于帐面价值。长期吃苦的股票持有人在兼并者超过市场价值提供大量贴

水的情况下就变为热情的股票抛售者。 

    除此以外，华尔街的大投资公司在１９８７年的黑色星期一之后，面临的是一个不景气

的股票市场。股票收益因之大为下降，于是兼并就成为它们谋取利润的一个出路。大投资公

司把自己的活动更多地转向为借债兼并穿针引线，于是就使这种新型兼并日益走向高潮。据

统计１９７０年借债兼并只有１０起，１９８０年达到９４起，１９８７年共发生３５６５

起，总值２１９５亿美元，１９８８年进一步达到３６３７起  总值３１１４亿美元，比１

９８７年增长４１．６％。在兼并中大投资公司收取巨额费用，１９８８年达到１２．８亿

美元，比１９８７年的８亿美元增长３９％。在投资公司的利润中由兼并而得到的利润１９

７８年只占５％，１９８８年估计要占到５０％。 

    在兼并中利用发行高风险债券筹集资金最初是米尔肯的创造。现在则已成为进行企业兼

并的主要集资形式。用这种办法转眼间可以从资本市场——主要是养老基金，保险基金，风

险资本——获取几十亿乃至上百亿资金，使兼并者可以鲸吞股票市场价格低于财产实际价格

的大公司，并用兼并后出售部分财产的办法使债券得到偿还从而使兼并者由此获得极大利

益。无怪乎人们称米尔肯的这一发明为炼丹术士的点石成金术。 

     

借债兼并合理与否之争 

 

    借债兼并发展到如此规模，引起如此巨额的财富再分配，自然在社会上要引起强烈反响。

首先关于这种兼并是否合理，有无积极的经济意义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赞成借债兼并的人有两条理由。第一，它是撤换无能经理人员提高生产效率的最佳方式；

第二，这给寻求高利息的巨额养老金找到了投资场所。关于第一点，他们争论说，在美国，

许多公司经理不过是平庸之辈，但人们却对他们无可奈何。评论一个经理人员的成绩往往不

看他们的盈利，而看有多少人向他们汇报工作。总经理的报酬主要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而不看

他们为公司赚得多少收益。另一方面美国的经理人员有一种生存的本能，他们所选择的二把

手通常都不比自己更干练，因而当他们在位时不会给自己造成威胁。一旦总经理退休，二把

手接班仍然是无能之辈。这就形成一种违反达尔文进化论的恶性循环。尽管“公司民主”的

呼声很高，实际上靠民主程序改变公司领导的事实并不存  在。这是美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

日益处于劣势的原因。大凡这种经营不善的公司，它们的股票市场价格都低于实际价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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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把这些公司的经理人员赶走，股票的实际价值就得到恢复。因此，以高于市场价格购买一

家公司的股票，表面上是为控制该公司而交纳酬金，实际上不过是恢复公司股票的本来面目。

因此，他们认为借债兼并是医治破坏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无能经理的最佳药方。而兼并企业则

是赶走公司官僚的一种市场机制，它可以控制成本的猛增使美国公司重新获得竞争力。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认为借债兼并的盛行标志着美国金融资本正在把生产资本当作自己

的玩物。在兼并活动中，它们是真正的导演。由于做这种生意特别有利可图，使票据企业家

们大发横财，因而他们不仅作掮客而且是由他们向自己的客户——公司董事，主管经理人员

和养老金经理们建议何时、何处以及如何进行兼并。通过这些活动产品和票据的历史关系被

完全颠倒过来。投资银行家们不再认为他们是在为公司服务。相反，公司似乎反而为投资银

行而存在。在投资银行有专门的部门在随时监视美国几百家大公司，看有哪些果实已成熟到

可以采摘。就像医生和汽车修理工挨家挨户指示人们应如何避免死亡和汽车趴窝，同时摧残

他们，毁坏它们以便按照他们的药方去治疗，用他们的方法去修理。事实上美国的投资银行

正在取代由大众占有的工业公司而成为美国最有权力的经济机构。２５年以前大多数投资公

司还是小的合伙公司。现在许多已成为巨人。１９８７年Ｄ公司赚得５亿美元净利润，超过

施乐、孟山都和克拉夫特等大公司。在１／４世纪以前，美国各界最有权势的人是大工业公

司的总经理。现在和１９世纪末相似，他们是投资银行家。例如ＫＫＲ公司的两位老板克拉

维兹和罗伯特，他们已经是近２０家公司的主要所有者。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个人能做到

贡献如此之少，而报酬却如此之高，很少有几个人在切美国经济馅饼时能行使如此大的权力。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并不认为公司财产的重新配置都是浪费性的。如果资本转移到能发挥最好

效益的地方，它可以提高生产，使经济得到改善，但他们认为就近年来在借债兼并中表现出

来的猖狂投机和欺诈行为看，人们有理由向这些好处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 

 

短期行为和长远利益问题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还认为这种经济活动多数是以马上赚钱为目标的短期行为。这与股票

持有者的变化有关。他们说在不久以前股票大部分为个人所持有，许多股票在个人手里存放

许多年。这种股票持有人对于公司现在做些什么将来做些什么并不进行干预，他们对财产收

益的要求也比较温和。现在７０％的股票买卖是由有组织的机构，主要是互助基金，养老基

金和保险公司进行的，而这些组织都受到顾客的压力要求很快盈利。这种股票持有者模式的

变化是鼓励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兼并行为的重要原因。 

    对公司说，或者是惧怕兼并，或者是为了偿还兼并所引起的巨额债务，经理们必须集中

精力考虑眼前利益，因此往往要削减长期投资。以通用电气公司兼并ＲＣＡ为例，其结果是

同时减少两家的科研经费。在１９８７年通用电气削减３亿美元的研究支出；ＲＣＡ在新经

理的领导下把几十年来电视技术的孵化器，著名的大卫、萨尔诺夫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减少

了２５％。 

    拍立得公司原来是靠基础研究起家的，现在也把它的研究与发展重点转移到短期需要方

面。部分原因是去年夏天受到来自罗伊·迪斯尼家族拥有的沙母罗克控股公司进行兼并的威

胁。现在拍立得公司正集中力量于它的核心业务——图像研究而把需要更多费用与时间实现

商业化的课题放弃。其结果是研究部门原有的２００职员已提前退休。就全国看不重视研究

和发展的苗头可以从科研经费增长率的变化得到信号。尽管１９８８年各公司花在研究与发

展方面的经费达到６２０亿美元，比１９８７年的５８０亿美元有所提高，但据国家科学基

金的材料，增长率只有２．６％，而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间它的增长率为５．５％。国

家科学基金认为兼并活动刮起的旋风至少要部分地对研究与发展预算所受到的消极影响负

责，并且预计这种倾向仍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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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则不承认借债兼并促进短期行为并影响基础研究的说法，他们认为一些企业削弱

基础研究是经营管理问题与借债兼并并不相干。他们的另一个论据是兼并狂并没有发生在基

础研究很强的部门如医药、航天和高技术等方面。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还从浪费人才的方面批评借债兼并对企业的长期消极影响。理由是它

使美国最有才能的人把自己的精力用到兼并的经济战略方面，其结果是人的才华从改进产品

转向研究票据。他们认为现在美国公司的经理人员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如何防

止别人兼并，或者寻找可以兼并的公司，或者应付法律诉讼而不是关心他们产品的质量以及

如何把产品进行更有效率的分配。许多美国高级公司经理人员在法律和金融方面所受的训练

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受到的训练为多，这与３０年前相比是全然不同的，那时经理人员在市

场、工程、销售等方面的知识要更为丰富。 

    同时，美国最有头脑的人现在正越来越被拉到法律、金融等分配馅饼的职业中去，而不

是到工程与科学等扩大馅饼的职业中去。哈佛教授罗伯特·里奇的抱怨是：他最有才能的学

生正在向华尔街进军，在那里薪金和奖金一开始就是１０万美元，甚至更多。结果法律和金

融的研究院日趋昌盛，而工程和科学的研究院则逐渐萧条。这种状况与其他工业化国家恰成

鲜明对比。１万公民中仅有１人是律师，３人是会计师。在美国２０人是律师，４０人是会

计师。在日本每１万公民中有４００个工程师而在美国只有７０人。帮助ＲＪＲ从发股票转

向发高风险债券的银行家和律师去年大约赚了１０亿美元，这笔费用超过美国１９８８年用

于研究根治艾滋病的开支。批评者认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现象是一种扭曲。 

     

债务负担的经济后果问题 

 

    借债兼并的典型做法是借债。为了进行敌对兼并所需要的钱，为了保卫自己防止兼并所

需要的钱，为了把一个公司从大众拥有股票变为私人占有所  需要的钱都是借来的。这种大

规模的借债活动为赢利创造了特别的机遇。但是一旦经济停滞，利息支付发生拖欠也会造成

巨大风险。这就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利用借款从事投机所得到的教训。８０年代公司债

务达到惊人比例。２５年以前美国公司税前利润中每１美元所支付的利息为１６美分，２０

年代  是３３美分，然而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它已超过５０美分。据估计，１９８８年公司利

息负担相当公司现金流量的近２４％。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通常只有在衰退时才会发生。在

过去６年中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债务已达到１８０００亿美元，而股票资产则减少近４０００

亿美元。 

    美国工业企业抽回资本代之以债务的过程是在较好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许多公司财务

结构的削弱还没有经过经济紧缩的考验。到了那种环境中企业销售不畅，将没有收入可以用

来立即偿还日益膨胀的大笔债务。届时以大量借入资本为依托的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将超过正

常周期性经济收缩时所遭受的损失。对许多公司说，到了这种时候将必须重新安排还款计划

以避免破产诉讼。 

    届时，这类问题将被提到一定的政治环境中去考虑。国家是否准备接受市场纪律，消除

这些过度的债务，是否就让这些借了大量债务的公司倒闭，即使加重经济衰退也在所不惜？

或者政府将设立一个安全网，由政府充当最终的放款人帮助将要破产的公司摆脱困境？但有

一点似乎是清楚的，许多在借债兼并狂中出了力的放款人——主要是承担着信托责任的银

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将遭受极大痛苦。到了这种时候联邦储备系统将处于进退两难的艰

难处境。中央银行将实行放松银根政策以避免立即发生金融灾难呢？还是考虑到保证日后无

通货膨胀的经济复苏而坚持紧缩政策呢？在这里很难找到两全的良策。 

    由公司债务的爆炸性发展所引起的国际后果也令人担忧。正当美国力争提高自己的国际

竞争能力以改善贸易地位时，日益增长的债务将对许多公司发生消极影响。欧洲或日本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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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金融地位在强化，而美国的公司却因金融紧缩而被迫放弃提高生产率的长期计划。 

    沉重的债务负担已使许多美国公司的信用下降。连续７年来美国信誉下降的公司要比信

誉上升的公司多。只有少数大公司仍然达到ＡＡＡ等级。Ａ级和ＡＡ级公司的数量也在迅速

收缩。 

    反对借债兼并风的批评者还指出，尽管美国公司债务负担日趋沉重，但它的发展势头却

方兴未艾。这是因为卷入借债兼并的各方面都从兼并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就在职的经理人员

说通常他们拥有股票的购置权，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酬金。在经理人员自己实行兼并时他们

可以得到新实体的大部分股权并将依靠它而得到极高的利润；就大多数个体股票持有者说，

他们是被动的，但他们可以从投标者对股票的报价中得到很高的酬金，并把这笔钱拿到随便

什么地方去用。就商业银行说，他们可以从组织与参加贷款辛迪加中收取高额费用，他们还

可以得到比优惠利率高出许多的巨额利息，随着争取存款的激烈竞争，银行不管有多大风险

也要做这种生意，这一趋势几乎是无法抗拒的；就投资银行家和律师说，他们做为顾问可以

收取如此丰厚的高额费用，致使他们很难对自己承揽来的生意从其消极方面提出反对意见。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投资银行家还可以从作担保人或作债券销售者而得到双重利益。在借债

兼并中唯一遭受损失的是公司现有债券的持有人。但他们不可能联合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把自

己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或者在法庭前争取补偿自己的损失。因此，他们反对借债兼并的呼声

也难以变为阻止其发展的物质力量。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借债兼并所引起的债务负担及其后果表示担心。有些人认

为在欧洲和日本，很久以来就存在很高的债务-股金比率，而并没有不良后果。他们还认为

当公司经理不需要屈服于股票市场的短浅眼光时，他们将更容易奉行有远见的长期战略。 

     

政府对借债兼并应采取什么立场 

 

    借债兼并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了政府应不应加以干预的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当干预。因为借债兼并使一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削弱到经不起衰

退的冲击，一旦经济收缩政府要用大量纳税人的公款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即使不发生衰退，

政府对高风险债券所付利息的课税扣除，将达数百亿美元之多，这实际上是政府对美国企业

的非资本化所进行的不合理补贴。 

    至于干预的措施许多人建议： 

（１）用税收政策引导资本流向。议论最多的是现行所得税制度的不合理。它对股本所

得实行双重课税，即对利润先课征一次公司所得税，分红后再课征一次个人所得税，而对借

入资本利息则给以课税扣除优惠。据认为这种税收政策是企业借入资本大增而股本则逐步缩

减的原因。逻辑的结论是修改税制取消对股本所得的双重课税，以引导企业增加股本减少借

入资本。 

    此外，为了抑制投机鼓励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投资，有人主张对短期资本收益提高税率，

而对各种长期投资收益则取消课税或降低税率。 

    （２）加强对借债兼并的管理。这需要从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对那些由经理班子投标购

买本企业的借债兼并要弄清他们是否在利用未向股票持有人透露的内部信息。还应当要求他

们书面解释为什么他们准备在借债兼并成功之后实行的业务计划不能在该公司仍由公  众

持有时推行。对由在职经理班子提议搞借债兼并者应当至少有９０天时间让外界投标者参与

竞争。 

    其次，对向举债兼并者提供资本的金融机构要严格审查，它们是否达到法定的资本标准。

对借款给那些靠卖掉一部分附属单位作保证而举债的兼并者的金融机构要特别严格对其风

险资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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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对为兼并者发行债券担保的投资公司必须不许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介入其中，如

获得一部分股权或发放临时贷款等等。 

再一点是不应当允许把由政府保险的存款贷放于举债兼并或者购买用于还债而发行的

高息债券。如果一些银行和储蓄所愿意参与举债兼并的金融活动，他们只能用不属于由政府

保险的存款。 

    对向举债兼并放款的外国金融机构和放款人也要有所约束。美国和外国的管理机构在银

行投资问题上应有一致的标准，对兼并放款也应有明白而协调的原则。 

    （３）对在举债兼并中受到伤害的一方给以保护。这主要是指被兼并企业原有债券的持

有者。如果他们的利益因借债兼并使公司的信誉降低使债券贬值而遭到伤害，他们有权向法

庭控告借债兼并的组织者。 

    公众对举债兼并的抨击，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角逐中也必然有所反应。民主党领袖把

举债兼并与预算赤字放在一起，列为最重要的议程，主张采取立法措施加强管理。共和党政

府的财政部长布莱迪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和布什总统对公司兼并的日趋高涨感到“忧心如

焚”，布莱迪表示赞成改变对股本所得进行双重课税的现行制度。但是事隔一周布莱迪又表

示目前没有必要对借债兼并进行控制。他说：“当我们这样多的年轻人才和国家的财源都导

向金融操纵而其余世界却正在为未来奠定基础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我们是在奔赴一个错误

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处在借债兼并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但是他接着又说，“我

们应当再观察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种习惯，即在水到渠成的时候去纠正事物”。 

    布莱迪的摇摆反映出布什政府对举债兼并这个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对社会舆论的

抨击不能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又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华尔街金融资本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要

靠借债兼并维持其繁荣，而布什政府则显然不愿丧失他们的支持。此外对经济放松管理是７

０年代后期以来的主导思潮，里根政府把它推进到新高峰。加强政府干预仍然是一种不合时

宜的举措。至于修改税法取消对股本所得的双重课税显然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使富者愈富，

因而也遭到广大群众的非议，这也许是布什政府举棋不定的原因。 

    综上所述，美国盛极一时的借债兼并是有其存在根据的。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改组落后企

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规模效益，因而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这种资本集中的新

形式也可以成为金融资本谋取高额利润的手段，因而置企业的长远利益于不顾，使之变为对

企业的摧残，资源的浪费和社会不安定的根源。目前借债兼并的消极方面已经有很大发展，

如果不加约束它是不会自动停止的，因为它对卷入借债兼并的各方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发展

下去前途只能有两个，其一是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然后改弦易辙；其二，强化管理从而把其

消极方面限制到最小程度。从目前的政治潮流看还没有给第二种前途准备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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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的新垦地 
 

——评公共选择理论 

 

 

张  健 

 

 

如同美国经济富于创新一样，美国经济学家也长于创新。他们善于提出新的经济理论，

不断开辟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１９８６年，随着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共选择理

论作为一个新  的经济学派，正式汇入了美国经济学不断扩充的阵容之中。 

    公共选择学派的建立，开辟了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就是把经济分析工具应用于政治研究领域，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

去考察政治领域中的集体决策或其他非市场决策。根据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的说明：

“公共选择实际上是经济理论在政治活动或政府选择领域中的应用和扩展”。〔1〕公共选择

理论可以看作是一门新的横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科学。它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

辟了经济学的一个新垦地。 

    公共选择学派别开生面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意和富于启发性的论点。它从“经济

人”假设出发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所作的分析；它针对国家干预过多而阐明的“政府失败论”；

它所倡导的进行制度和宪  法改革以从根本上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论”，被认为是对

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最有摧毁力的打击，代表了美国

经济学中日益扩展的新自由主义趋向。 

    如今，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堪

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并且对政府决策产生着日益增大的影

响（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平衡预算法案”就受到公共选择学派的直

接影响）。公共选择理论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给予高度重视的新经济学流派。有鉴于此，本

文打算对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理论作一概要的考察。 

    由于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也由于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公认

的领袖和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我们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将主要以布坎南的论著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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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

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考察个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出发点。 

    公共选择学派是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开始其分析的。布坎南指出：“我们的模型

把个人行为作为其重要特征来体现，因此，把我们的理论归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一类也许

是最恰当不过了。”〔2〕按照这种分析方法，个人被认为是决策的基本单位和决定集体行为

的唯一最终的决策者。任何集体行动都是由许多具有独立地位的个人的行动所构成，个人在

社会有机体中居于中心地位。是个人决定了组织，而不是组织决定了个人。布坎南反对从集

体的角度出发考察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分析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将国家不仅看作是

一个超个人的单位，而且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看作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而存在的东西，

进而“将国家看成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唯一决策单位”。〔3〕 

    公共选择学派作为出发点的，不仅是独立的个人，而且是具有功利主义的个人。在公共

选择学派看来，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

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简单地

说，他们就是经济学家早已定义的“经济人”。 

    所谓“经济人”，是经济学家在考察人们的经济行为时所作的一个基本假设：每一个活

动于经济市场的正常的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而且当他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

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一个合乎理性的“经济人”，

必定是一个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广泛采用的“经济人”假设。公

共选择学派认为，这一假设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也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人们在

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是遵循趋利避害、舍小利求

大利的行为准则。 

    公共选择学派说明，许多因素使政治市场很像一个普通的经济市场。政治市场是一个复

杂的交易机构，既存在需求的一面，也存在供给的一面。需求者或消费者（选民、纳税者）

和供给者或生产者（政治家、官僚）都遵循相同的行为准则——个人效用最大化。每一个政

治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决策时，都以个人成本—收益的计算为基础，不仅注重自己从公共决策

行动中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自己所要花费的成本。没有理由认为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

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差别，他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而行事的。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一个选民（公民）总是愿意投票赞成那些预计能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愿意投票

赞成有可能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甚至损害的政治家。 

    同样，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利为目的。他们像企业

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权力、地位、

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也可能有促进公共利

益的某些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很容易被其他更有诱惑力的愿望所

压倒。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指出，人们并不会因为占据了局长或部长位置，追求自利的本性就

会发生变化。不管是在哪一级公共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官员们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

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或心理上的）的决策。尽管大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承认，

但政治家和官员们的的确确具有“经济人”的基本性质。 

    公共选择学派说明，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考察人们的政治行为，会得出许多与人们的传统

政治认识不同的结论。例如，经济人假设对不少人所持有的政治、经济“善恶二元论”就是

一个有力的否定。这种二元论认为，如果说在经济市场中，人们的行为是自私的、丑恶的；

那么在政治领域中，人们的行为要纯洁得多、高尚得多。那些“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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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己任，在一些超个人主义的社会目标（如“真理”、“正义”、“公平”）驱使下而行动。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这种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割裂开来，将人们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截

然分开的“善恶二元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支配人们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动机在本质上

是一样的——都是以自利为行为准则。没有理由否认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出于自利的目的；也

没有必要“拔高”人们的政治行为动机。布坎南明确指出，人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

为了去实现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政治活动。“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4〕

他并且公开宣布：“在公共选择的透视中，诸如‘社会目标’、‘国家目标’或‘社会福利函

数’之类的东西是完全不存在的。”〔5〕 

    通过深入的分析，布坎南认为，唯有“经济人”的假设，才是正确认识与考察人们政治

活动的出发点。对于公共选择理论来说，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行为假设能被用来说明选民、政

治家和官僚们的行为准则了。如果人类行为的这一假设被否定，那么，公共选择理论家所作

的努力将完全是一种徒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公共选择或政治活动的经济理论的首

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在所有行为环境中人们都应该被看作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者这个命题的‘发

现’或‘再发现’。”〔6〕 

    公共选择学派通过将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领域，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一

个坚实的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一系列分析和结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由此推论而出。

同时，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引入，也为政治决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工

具。在这些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二、政府失败论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对当代西方民主政体下的

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 

    公共选择学派首先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不少人都虔诚地认

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

由他们组成的政府也理所当然地按照公共利益原则行动。公共选择学派指出，这种对政府行

为的理想化认识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那些行使公共选择权的政

治领袖和政府官员并不是“经济的阉人”，在参与公共选择中，他们与普通的经济人一样具

有自利的动机。由于任何政府机构都是由人组成，政府行为也由人去完成，而组成政府的这

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性质，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因而，没有理由把政府看

作是超凡至圣的机构，没有理由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也会犯错误  ，

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自身的私利。 

    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指出，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行为动机有

什么不同，而在于人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到的制度约束在政府部门中比私人企业中松弛

得多。其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在政府部门中人们最有可能恣意追求最大的个人私利，

而不顾它是否违反了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旗号下最容易损害公共利益，这已为无数政府

部门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事实所充分证明。因此，那种视政府为圣物，将政府行为理想化，

一旦发现市场有缺陷就寄希望于政府干预的观点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它会容忍和助长政

府干预的倾向。公共选择学派的论点是：在西方现行民主政体下，政府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

公众和社会利益。“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常常是使之恶化。”〔7〕公共选择学派“以一套

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8〕 

    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的效率。其原因在

于：（１）缺乏竞争。约束政府官员活动的限制体制的特点（利润概念的消失），使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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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的自由比私营企业经理更大，但却没有私营企业经理所受到的降低成本的

同样压力，其结果是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使社会支付的服务费用超出了社会本应支付的限

度。（２）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提供超出公众实际需要的超额服务，导致公共服务的过剩生

产，这使社会资源不能用到更需要它的私营部门中去。而这种过剩生产公共服务的倾向又是

与政府追求个人威信与政绩的意愿相联系。（３）对政府官员行动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由

于监督者往往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工作的质量既缺乏经

验，又缺乏热情（对于监督者来说这并不违背经济人的行为准则）。 

    公共选择学派还从其经济人假设出发，剖析了政治决策领域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官僚主义，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见解。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官僚主义的产生和存在

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政府官员合乎理性的经济人行为的自然产物。政府官员也是个人利益

最大化者，他们总是希望不断扩大其所在机构的规模，增加其层次（可以相应地提高级别），

制订更多的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强化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增

加自己的薪俸和享受（更高级的轿车、更舒适的办公室、更多的出差旅游等等）。官僚主义

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政府机构的工作性质多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正如经济市场中垄断

者可利用其所处的地位谋取超额利润一样，政府官员也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用提高服务价

格、降低服务质量的方式（也就是降低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方式），变相谋取更多的个人利

益。为了维持个人既得利益（地位、声望、工资、级别等），政府官僚们在其决策中，总是

愿意避开有风险的敏感问题，采取推托、敷衍态度，以求明哲保身，维护其既得的个人利益。

这些官僚主义行为，显然不符合社会利益；然而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说，却是合乎经济人理性

的选择。官僚主义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僚主义行为通常是给政府官员带来个人

利益的最佳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官僚主义总是禁而不绝、普遍存在于政府机构之中的主要

原因所在。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政府官员经济人的本性不变，官僚主义现象也会随之而长期

存在。 

    在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分析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政府善于

做表面文章。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以追求最大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的政治家们，决策

的着眼点不是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因此，一项政策的宣传效果是第

一位的，它是否具有实际效益则是无关紧要的。对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言，

决策的舆论（宣传）效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因为正是前者决定了他的个人目标能否

实现。政治家的利益是与公众的情绪（因为它很容易受舆论宣传的影响）相一致，而不是与

公众的真正利益相一致。因此，政府很愿意做表面文章。“一场大肆渲染的节省几个美元而

取消政府高级官员轿  车待遇的运动在政治上获得的好处可能超过为纳税人节省成百万美

元的复杂的政府机构改组计划。”〔9〕 

    在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考察之后，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现行的建立在代议制民

主基础上的公共选择机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起到制约政府不合理行为的作用。分析的基本出

发点仍然  是经济人假设和成本—收益原则。公共选择学派指出，参与公共选择的选民都是

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参加公共选择的动机是选择对个人最有利的政治决策；但同时，成本—

收益原则又使选民在每一公共选择中都以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为基础，这就使他不仅注重自己

在投票赞成某一方案时所能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这一行动的成本。正是这一考虑，在相

当多的情况下使选民放弃了寻求最优选择的努力。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政治市场中（和经济

市场一样）作为正确决策基础的信息不是一种免费的资料，而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得。

因此，获得为作出最优决策所必需的充分信息的高昂代价（成本），使大多数选民往往不能

去掌握足够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选民对那些由政治家们所提出的方案对他的福利有何实

际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因而也就无法作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优选择，而常常被那些追求私

利的政客们所引导和利用。“因此，有理性的不知情的选民对特殊利益集团并无多少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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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过上述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公共选择学派得出了“政府失败”的必然结论：政府并

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纯洁无私和正确无误的天性。国家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出决

策的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同样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我们应当用这样一种现实的

认识来修正以往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不真实的假设上：政府

可以代表社会，它公正无私地行动，以其更有远见的干预纠正市场的缺陷，而这种干预又不

会带来新的严重问题。人们必须从这种虚构中彻底解放出来。公共选择理论并不是反对一切

国家干预，但必须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如果说市场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经济机制，那么国家

干预也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11〕

相反，过多的国家干预只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生活的内在自然秩序，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严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因此，困扰当代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失败”，

不如说是“政府失败”。所以，必须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尽力发挥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永

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只有当事实确实证明市场解决比政府干预代价更大时，或者更恰当

说，只有在政府缺陷明显小于市场缺陷下，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政府干预。“公共选择学派的

结论是，凡有可能决策应转交私营部门。”〔12〕 

    “政府失败论”是公共选择学派最重要的分析结论，它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论点。

这一论点的提出具有历史意义。５０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曾以

“市场失败论”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说作了否定；现在，

作为新自由主义流派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又以“政府失败论”否定了国家干预的合理性，

对国家干预主义作了  否定之否定。  

 

三、凯恩斯主义与赤字财政 

 

    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败论”，最集中指向了对战后美国政府决策产生了最大影响的

凯恩斯主义。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当前困扰美国社会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和公共部门规

模的不断增长都可以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创造的干预偏向。凯恩斯主义者摧毁了信奉

已久的预算平衡原则，从而拆掉了一个限制政府无限增长的节制闸门，滋长了政府挥霍无度

的自然倾向。因此，凯恩斯主义在政治上可以看作是长期内危害民主政体生存的巨大灾难。

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可以进一步揭示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

看到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现行政治决策机制的弊害。 

    布坎南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理想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理想的经济

环境包括整个经济处于严重的萧条状况，市场商品充斥，失业人数庞大，在总的有效需求方

面，政策引致的变化在不影响价格水平的同时能够提高产量和就业；理想的政治环境，就是

假定不管是在英国的白厅和美国的白宫，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由一批贤哲之士制定的，政治

家们贤明、慈善，唯这些贤哲之士的马首是瞻，当政治决策与一些选民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

时，这些贤哲之士也能依照公众的利益来办事。布坎南指出，不管凯恩斯主义者在他们的著

作中承认不承认这两个理想的环境，他们政策主张的实施都隐含着这些基本前提。如果社会

的实际环境确是如此，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就会如愿以偿，补偿性财政政

策也不会产生持续的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不断扩大的公共部门。因此，就其理想的环境而

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摧毁传统的平衡预算原则，只是延长了其适用的时间阶段而已。 

    然而，在布坎南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理想化环境严重脱离了西方国家经济运行

过程和政治决策过程的现实。就美国而言，战后 30 多年来，国民经济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

模型所构想的那样处于严重的萧条状况，总需求总是伴随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美国的政治

决策结构也不像凯恩斯主义者所构想的那样，少数贤哲之士操纵政治决策大权。美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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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通常由当选的政治家来制定，他们跟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私利，不能超

脱选民的政治压力。正是在这些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凯恩斯主义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实

施在竞争的民主政治活动中必然会出现持续的赤字预算、通货膨胀和日益扩大公共部门的政

治偏向。 

    布坎南重点考察了在竞争的民主政体中赤字预算选择的必然性（因为它是造成通货膨胀

和公共部门扩大的基本原因）。他认为，如果政治家提供给选民的政策方案是预算节余，那

么，这个方案就意味着实际税率的提高，实际公共开支的减少或者两者的组合。不管是哪一

种情形，预算节余方案的选择只会直接地创造受损者，而不会直接地创造受益者。因为税收

提高，某些选民的可支配收入将会减少；公共开支减少，某些公共产品和劳务的直接受益者

就会受损害。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中，预算节余方案都将降低选民的现在消费。当然，从间

接的结果看，预算节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通货膨胀起抑制作用。但是，这种间接的收益需

要选民用创造性的想像力去感知未来时刻的好处。这种遥远的收益对于以直接的选择计算为

行动指南的选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由此而产生的要求实施预算节余方案的正面政治压力也

是极其微弱的。反之，阻止预算节余方案的反面政治压力却十分强大。属于下列三种状况的

选民都会反对这种方案的实施：第一，他也许属于税收直接被增加，或者来自公共提供的产

品和劳务的收益被降低的那些人中的一员；第二，他也许属于认为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作

为工人，投资者和资产所有者）在总需求的向下变动中最敏感的那些人中的一员；第三，他

也许属于预期将从通货膨胀中获益的那些人中的一员。面对这些政治压力，为了当选或再当

选的政治家都不愿意向其选民提供预算节余方案。 

    如果政治家提供给选民的政治方案是预算赤字，那么，这个方案就意味着实际税率降低，

实际公共开支提高或者两者的组合。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预算赤字方案将直接地创造受益者，

而不会直接地创造受损者，因为这个方案将直接地增加选民的现在消费。当然，从间接的结

果看，预算赤字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膨胀。这种未来的损失同样需要选民用创造性的

想像力去感知，由此而产生的阻止这种方案实施的反面政治压力也是极其微弱的。相反，来

自正面的政治压力却十分强大。布坎南认为，属于以下两种情况的选民都会支持这种方案的

实施：第一，他们也许属于实际税收被降低，或者预期来自政府的收益流（包括直接的货币

转移收入）将会增加的那些人中的成员；第二，他们可能属于那些（作为雇主、投资者、实

际资产所有者或官僚）由于总需求的提高其自身的经济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人中的成员。面

对这些正面的政治压力，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政治家和选民都会支持这种预算方案的实施。因

此，在民主的政治决策中，持续的预算赤字的选择偏向无疑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凯恩斯主

义的预算不平衡原则解除了预算平衡原则对政治家和选民行为的制约。 

    当然，凯恩斯主义的原意也不是要实施持久的、不变的赤字财政政策，而是双向性的补

偿性财政政策，即是以一些年份的财政盈余来补偿一些年份的财政赤字，也就是要交替使用

预算节余和预算赤字两种财政政策。但事实上按凯恩斯的主张放弃平衡预算原则之后，西方

现行的民主政体必然会使凯恩斯主义政策成为单向性的，即萧条时很容易增加政府开支，而

繁荣过度时却很难紧缩政府开支，从而使赤字财政成为一种持久的、经常性的政策偏向。凯

恩斯之所以没有看到这一点，其关键问题在于，他未能在公共选择领域内分析问题，忽视了

所有重大的财政金融政策都必须通过公共选择（政治选择）来完成，政府一旦放弃了预算平

衡这一限制因素，在现行民主政体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限扩大政府支出的倾向。布坎南

认为，接受凯恩斯的理论就消除了在一个多世纪内使政府支出一直得以控制的道义约束。一

旦经济学家断定可利用财政赤字管理经济，对政府无限扩大行为的有效控制也就被取消了。 

    总之，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平衡预算原则的丧失改变了政治决策过程的制约因素，补偿

性财政政策的对称现象在竞争的民主政体中只是一幅镶嵌画而已，宽松的财政政策已成为现

代政府的必然选择。其后果将是持续的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日益畸形发展的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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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约束论 

 

    “政府失败论”的分析，使公共选择学派得出了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结论：当代西方

民主社会的问题，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制度的失败；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

不在经济方面，而在制度结构方面。因此，美国当前的急迫任务是进行一场制度结构改革，

重新构造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地制约政府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公共

选择制度），以从根本上限制国家干预的无限扩大。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制度改革论”。

它实际上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行动纲领。 

    公共选择学派之所以如此重视制度结构改革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

对于任何个人和组织（包括政府）的活动制度结构（包括组织、秩序、规则）具有根本性的

约束作用，制度结构从本质上决定了一切个人与组织活动的性质、特点和客观必然性。布坎

南在详细地研究了各种政治决策机制（主要是各种选举制度）之后深刻地指出：一旦制度或

基本规则确定之后，一些问题的结果往往在它还未表决之前事实上就已经预先被决定了。因

此布坎南提出，重要的是选择产生结果的程序和规则，而不是结果本身。他引伸而论，政府

行为的非理想化，主要不是人（政府官员）的问题，而是约束政府行为的制度结构问题。因

而布坎南寄希望于通过制度结构的改革来约束政府行为。他认为制度的约束是最有效的约

束。因此，公共选择学派把构造新的能够有效地制约政府不合理行为的公共选择制度作为首

要的政治任务。 

    在公共选择学派的“制度改革论”中，宪法改革居于重要地位。公共选择学派力求通过

新“宪章运动”，重建基本宪法规则，并通过新的宪法规则来约束政府的权力。作为宪法改

革的第一步工作，布坎南首先提出了一套经济政策的新宪章： 

    １．重新采用平衡预算原则。持续的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日益扩张的公共部门是凯恩

斯主义者摧毁传统的平衡预算规则的必然产物。因此，重新采用平衡预算原则是抑制这些不

良后果，维持民主政体生存的必然要求。在美国目前的政治与经济的状况下，这条原则不应

该只是作为惯例而采用，而应该作为一条宪章规则写进美国的宪法。 

     2. 联合预算原则。在政府开支规划独立于其收入规划的几个国家中，美国是最突出的

一个。为了使政府开支决策和征税决策同时进行，强调财政核算这两个方面之间的重要联系

是十分必要的。 

    ３．向预算平衡自动调节的规则。采用预算平衡原则只能实现名义上的预算平衡，而不

能确保实际上的预算平衡。因为政府对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报告只是建立在一些预测的数

字之上。在经济变化  的现实之中，准确地估算这些变量是十分困难的，原来的平衡预算规

则在实施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偏离。因此，采用自动调节规则来应付这种偏离的产生是必要的。

这条规则的具体要求是：当预算规则被证明是错误，预算赤字在规定的范围内发生时，政府

的开支必须在三个月内向下调节以恢复原来规则上的预算平衡，当预算剩余产生时，政府的

剩余资金应该用来清偿国家债务。 

    ４．循序渐进的过渡原则。在预算赤字庞大的情形下，在一个财政年度内完全消除预算

赤字一定会产生经济恐慌。为了避免这些调节上的问题和保证预算平衡规则最终得以充分实

施，预算平衡的目标必须在几年内分阶段，有秩序地来实现。循序渐进的过渡原则的具体做

法是：在完全采用平衡预算规则之前的五年内，政府每一年必须把年预算赤字总额降低到不

少于２０％的水平。 

    ５．国家非常时期的自动放弃原则。采用平衡预算规则是为了根除现在财政宪章中的偏

向，而不是完全阻止政府在国家非常时期（如自然灾害、经济大危机和战争等）借助负债筹

款来应付这些突发事件的规划。因此，平衡预算的自动放弃原则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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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在国家非常时期结束后的一年内中止实行。 

    布坎南新经济宪章的核心，就是通过预算平衡原则的确立，从根本上限制政府的无限度

增长，以消除不断自我膨胀的“政府怪物”对民主社会的危害。 

     

五、分析与评论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派，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体现了经济学自身内在逻辑和外部世界

发展的要求。 

    早在本世纪初以前，传统经济学理论建立了一个完全自由竞争，市场机制能使社会资源

有效地达到最优配置的完美世界。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转并没有导致像传

统经济学所设想的  完善结果。本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世界性大危机使人们开始着

手于对市场经济缺陷和不足的研究。１９３６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标志了西方经济理论

上的一次革命，从此，政府作为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力量直接参与了整个社会经济活动。

时至今日，把政府视为市场制度的合理调节者和干预者已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同时，

主流政治学家们也认为民主政府通过利益集团的竞争而能合理反映社会的意志。在这些思潮

的影响下，政府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增强，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面对连年的财

政赤字，持续的通货膨胀，日益庞大的政府机器，人们不禁要问：政府在干什么？政府能干

什么？政府要干什么？人们发现，在旧的经济学框架内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

的。为了深入地揭示政府行为的性质和特征，就必须像在微观经济学中分析消费者和厂商行

为那样实证地分析政府行为，而这种努力的结果便导致了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 

    尽管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布坎南不是一个正统的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很长一段

时间也不是以主流经济学的面目出现，但是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政界和理论界的影响正在日

益增长。１９８５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在１９９１年确保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格拉姆—拉德

曼—霍林斯法案就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应用。随后，在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和诺德

豪斯所编著的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公共选择理论已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学流派与凯

恩斯主义相并列。这表明连作为公共选择学派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也不得不承认公共选

择学派在美国经济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日益增长的影响。特别是１９８６年公共选择学

派领袖布坎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公共选择理论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界获得了承认

和重视。如今，公共选择理论已成为一个堪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的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流派，人称“弗吉尼亚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日益增大的影响和不断看涨的“行情”，反映了当今美国经济学中日益扩

展的新自由主义趋向。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选中布坎南是对当今

偏向保守主义的气氛的认可”〔13〕。公共选择理论从５０年代的默默无闻、冷落一旁到８０

年代的一鸣惊人、声誉日隆，应当说主要是得益于美国经济学潮流的变化。当然，从另一方

面来说，公共选择学派也为这一潮流的转变贡献了力量。 

    公共选择理论具有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特征。它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收益分

析方法，论证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政府失败论”，以此彻底否定国

家干预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的原则是，凡有可能，决策应转交私营部门。由此可见，公共选

择学派表达了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它在２０世纪后半期复活了１８世纪古典经济学

家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基本原理已

被  人们遗忘了２００年之久，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就是要回到古典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去。

布坎南曾公开申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活动所提供的观察与亚当·斯密原来对市场

运行所提供的洞察是相吻合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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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西方学者来说，公共选择学派最为人称道的贡献是它对国家干预主义的彻底批判。这

种批判被认为是独具特色和激动人心的。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人角度出发对政府行为非理想

化的分析，它针对国家干预过多而阐明的“政府失败论”，它所倡导的进行制度结构改革以

从根本上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论”，被  认为是对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

最切中要害、最有摧毁力的打击，它从根基上动摇了国家干预的神话。“公共选择学说——

连同其对公共决策的告诫和洞见——正在改变人们思考和谈论政府的方式，从而开始改变政

策。由于詹姆斯·布坎南以其公共选择经济学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奖，这样的变化无疑将会加

快。”〔15〕公共选择学派在这方面的观点得到了西方学者最高的评价，以至有人把公共选择

学派的“政府失败论”看作是对国家干预主义的经典性批判。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受到人们

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公共选择理论的深厚意义并不是简单地用指出政府的失败来显示其自由主义的性质，而

是从人的性质——人的经济性指出了改变这一切的方式和原则。人民应得的“公共选择”权

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否则，政治、经济的落后，人民被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实则追求其私利

的官僚政治愚弄、控制、驱使是不可避免的。 

    与其他经济理论与思潮一样，经济政策是公共选择理论重视的热点之一。但是在它的框

架中，经济政策几乎是政府的等价物，直接表现了政府的行为。与其他学派的经济政策分析

相比，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政策分析着重从制度的深层结构去揭示它得以形成的客观条件和

基础，这就使公共选择学派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问题，提出对策。这正是公共选择学派

功力所在。 

    公共选择学派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在于上述理论和政策主张，还表现在它对经济科学

自身发展的贡献。应当说，公共选择学派在这方面的工作绝不比其理论逊色，毋宁说，正是

依赖于在经济学科建设上的创造性工作才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学派对传统经济学

进行了创新。它将经济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从而把经济分析从市场领

域推广到以前很少涉及的非市场领域，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公共选择理论摒弃了传统

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善恶二元论的观点，把  人们的经济与非经济行为纳入统  一的模式之

中，将应用于市场的微观经济方法引入公共决策领域，打通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隔离，

创立了一门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边缘的交叉学科——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美国经济学的一

个新垦地。公共选择理论的创新，代表了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布坎南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

响，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从公共选择理论的整个体系看，宪  章改革既

是极其重要的论题，又是论述最不充分的论题。自从７０年代末以来，布坎南和其他学者就

这个主题发表过一些文章，但是，在宪章改革应该如何进行才能获得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

的研究方面进展缓慢。从８０年代初开始，公共选择的研究领域又兴起了一个研究寻租理论

（Theory of Rent Seeking, 借助于特定权力追求个人利益之谓）的热潮。１９８０年，布

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三人共同编著了《发展一个寻租社会的理论》一书，提出了一些基本

命题，但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宪章改革和寻租在今后几年中会成为公共选择学派研

究的重点。 

    从公共选择理论目前的影响以及上面提到的两个研究重点来看，公共选择理论在未来的

一段时间内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它的新进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1〕James Buchanan, “From Private Preferences to Public Philosophy: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hoice”, in Arthur Selden, ed. The Economics of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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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3.  

〔3〕James Buchanan, “The Pure Theory of Government Finance: A Suggested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7, Dec. 1949, p.496. 

〔4〕J. Buchanan, op.cit., p.5. 

〔5〕James Buchanan, Liberl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 

Brichton: Wheatsheaf Book LTD. 1986, p.87. 

〔6〕J. Buchanan, op.cit., p.17. 

〔7〕Jane Shaw, “James Buchanan and Public Choice Economics”, in Dialogue, Number 

77, p.23. 

〔8〕Ibid. p.23. 

〔9〕Ibid. p.24. 

〔10〕Ibid. p.24. 

〔11〕Ibid. p.23. 

〔12〕Ibid. p.23. 

〔13〕Ibid. p.23. 

〔14〕J. Buchanan, Libert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 p.261. 

〔15〕J. Shaw, op.cit., p.287. 

 
 

 

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鲍允的 

二元竞争论 
 

肖  炼 

 

 

二元竞争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鲍允（Joseph Bowring）于１９８６年创立的一个

新的竞争理论。〔1〕 

     

一、二元竞争论的假设条件 

 

    传统的竞争理论一般都把竞争视为完全相同的厂商之间发生在单个产业内的行为。二元

竞争论的研究与此不同，它根据厂商的规模及其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把它们划分为两个基本

范畴：核心厂商（Core Firms）和外围厂商（Periphery Firms）。与此相适应，市场上的竞

争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鲍允在二元经济的范围之内提出核心—外围理论

（Core-Perphery Theory），并以产业的二元性和经济的二元性为基础。 

    在以往的产业组织文献中，一般认为由于厂商和产业在经济分析中同等重要，因而厂商

之间的竞争和产业结构相一致。按照这种观点，产业是由同质的厂商组成的，尽管它们在规

模和产量等方面很不相同；厂商是其产业的唯一成员，并以其产业成员的身份予以确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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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表示产业的内部结构并以其特性调节产业的内部技术机制时，产业可作为一个经济分析

单位。 

    而核心—外围理论则把厂商作为一个经济分析的单位。当产业地位很重要且厂商市场力

量的某些方面仅与一个产业相关时，那么大厂商就独立于具体的产业成员。重要的是把厂商

划分为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产业的特殊成员。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中，一般都把拥有巨大市场力量的大厂商看作是孤立的（与其他

厂商不发生关系），并把大厂商获得的利润不看作是直接代表正常利润的部分。 

    而在核心—外围理论看来，核心厂商不是绝对孤立的，核心厂商的竞争运动是相对于外

围厂商的竞争运动而独立的。因此，不是一般性的竞争过程制约非竞争性的小厂商，而是存

在两种普遍性的竞争过程和竞争制度：一是仅有核心厂商参与的，二是仅有外围厂商参与的。

核心厂商的竞争行为将导致建立同质的利润率，而外围厂商的竞争行为却引起利润率的不稳

定性和异质性。 

    核心厂商的竞争制度不适用于外围厂商。核心厂商的投资有利于强化其在本产业内的市

场力量，因为这种投资又筑起新的进入壁垒并直接获取较高的利润。外围厂商由于受低利润

率的限制，一般来说，在单个产业中和在单个产业的外围部门中是孤立的，并且在产业间的

竞争中无利可图。结果，外围厂商的利润率使核心厂商的利润率异质化。 

 

二、二元竞争论的内容 

 

    １．厂商规模和市场份额 

    以往的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都强调确保最大利润的寡头市场结构，它无需竞争就使大厂商

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仅仅有规模优势。〔2〕与此不同，二元竞争

论认为，规模对于厂商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当然，寡头的合谋  行

为也不是重要因素，那么重要因素是什么崐呢？规模与占有市场的份额相结合所形成的市场

力量，才是确保核心厂商比外围厂商获得较高利润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竞争模式认为，资本供给将投入高于正常利润的产业，由于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

厂商的数目是有限的，竞争的结果使需要这种投资的产业得到高于正常利润的利润，大厂商

之间不受限制的竞争使他们比小厂商获得较高的收益，而在不存在这种资本投资壁垒的产业

中，与此相当的投资却只能获得正常收益。这种观点暗含的假定是：资本可以完全流动。在

不受产业内部资本流动束缚的条件下，由于产业内部竞争的存在而使大厂商的利率下降只是

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这些大厂商可以转向高利的产业，这样，原有产业需求的减少又会使

价格和利润水平回升到原来的均衡位置。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大厂商赚取高于其他厂

商收益的唯一条件是：有利于大厂商的大规模投资和资本供给。 

    在二元竞争论看来，新古典竞争模式认为在均衡条件下，大厂商比小厂商赚取较高利润

的分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假定产业内资本是可以完全流动的；二是假定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这两个假定在二元竞争论中是不存在的。二元竞争论认为，核心厂商的统治地位并不需要每

一个大厂商都投资，因为这种统治地位是历史上投资过程的一部分，是在竞争中所处的有利

地位和设置进入壁垒而逐渐形成的。核心厂商在产业中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它意味着厂商

在市场效益、价格、利润率、产品属性和技术革新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能力。〔3〕核心厂商的

市场力量在于它大于所有其他厂商的规模与占有市场的份额。 

    由于大厂商的发展和控制市场的力量成为资本流动的障碍，它既能阻止外产业核心厂商

的进入，又能阻止本产业内外小厂商的进入。这样，市场力量的发展，使现有的壁垒更为坚

固。〔4〕一般来讲，核心厂商不愿离开本产业是因为他们不愿丧失历史上业已形成的价值。 

    被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１）阻止产业外大厂商的自由进入和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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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核心厂商的自由退出；（２）这就在核心厂商间引起报复行为。二者结合迫使核心厂商逃

避价格竞争，〔5〕因为大厂商在市场上价格竞争只能使其利润低于最大化利润，这样对他们

是不利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核心厂商所需要的是非价格竞争。〔6〕但是，核心厂商如果把

非价格竞争作为利润最大化的战略，必将受到其他核心厂商的反抗。因此任何竞争优势都将

消失。这就是说，核心厂商获取超额利润不是绝对的，它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从某种

角度讲，核心厂商采取有效的竞争战略，如广告、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技术革新等，可

能比单纯的降低价格的效果为好。非价格竞争对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结构影响是十分重要

的。许多非价格竞争形式作为产业内部利润最大化的手段，结果导致进入壁垒的产生，又进

一步限制了竞争，这种进入壁垒既阻止产业内外的外围厂商的进入，又阻止产业外核心厂商

的进入，还阻止那些容易在别处投资的核心产业的退出。产业内与核心厂商有纵向联系的外

围厂商往往处于一种不利的竞争地位；同核心厂商有横向联系的外围厂商的好处，归那些有

潜力但其竞争行为受到核心厂商控制的外围厂商。 

    总而言之，核心厂商规模大而且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导致市场力量的产生。核心厂商能

从小厂商无力投资的项目上获利，其最终利益来源于投资壁垒，这些壁垒又进一步阻止资本

的流动。为获取高于其他厂商的利润率，核心厂商必须采取核心竞争行为，取得市场力量。 

    ２．商业结构 

    根据核心—外围理论的观点，二元竞争制度的产业结构一般有三种模式： 

    （１）产业生产的最大部分由几个核心厂商生产，剩余部分由外围小厂商生产。 

    （２）产业的全部生产或大部分生产由外围厂商生产，产业中不存在核心厂商。 

    （３）产业生产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核心厂商手中，剩余部分在外围大厂商中分配。 

    这样，产业内部在核心厂商之间，核心厂商同外围厂商之间以及外围厂商之间存在竞争。

〔7〕 

    在第一种模式中，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竞争的性质取决于产业结构。在只有几个小

厂商的情况下，外围厂商可以同核心厂商发生纵向联系，既可以作为崐核心厂商的原料供应

者，也可以作为它的批发或零售对象。外围厂商也可以生产同核心厂商一样的产品，但它们

只是核心厂商全部生产线上的“子集”；或者生产没有引起核心厂商兴趣的产品。总之，外

围厂商在产业中受到核心厂商的控制。作为原料供应者和零售商，外围厂商只是价格的接受

者，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核心厂商讨价还价；作为产品的直接竞争者，外围厂商必须

接受在全部生产者行列竞争所决定的价格和市场份额。外围厂商经常受到周期性价格波动的

影响，因为它们没有其他生产行业作为其亏损的补偿，而且，核心厂商可以把它们推向产业

中价格变化最大的地方。 

    在第二种模式中，只存在外围厂商之间的竞争。在第一种模式中，外围厂商作为特殊的

生产者而存在，或者，作为同核心厂商的纵向联系者而存在。对于价格和利润竞争的压力，

一开始就来自于核心厂商，而不是来自于外围厂商。与此不同，在外围厂商“控制”的产业

中，小厂商之间开展广泛的竞争。由于没有来自产业内核心厂商的压力，外围厂商可以通过

诸如减价，技术革新和施加市场影响等方面的竞争来建立市场力量。市场上新来者的进入会

增加竞争的压力，而这种竞争形式可被认为是对该产业中利润率的一种调节手段。 

    在第三种模式中，核心厂商面临许多外围大厂商的竞争。尽管核心厂商有竞争优势，但

有许多因素可以使外围大厂商生存。例如，产业旺盛的增长需求，可以使核心厂商和外围厂

商同时扩大，或者，核心厂商的价格政策允许外围大厂商赚取利润。但是，核心厂商更愿意

扩大其产品销售，它们可以降低价格、放慢其增长速度，迫使边际过剩厂商减少或破产；它

们可以在外围厂商扩大的同时扩大其市场份额，而外围厂商却不能效仿它们。结果，一些外

围厂商可能被排挤，而另一些外围厂商则可能由于竞争成功而取得较稳固的地位，有时甚至

变成为新的核心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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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产业间的资本流动 

    二元竞争论认为，资本不会简单地从一个产业流向另一个产业。核心厂商在进入新的产

业时要考虑其优势和进入壁垒。核心厂商可以运用其雄厚的资本、科学技术知识、管理技能、

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的能力去改变它们所进入的产业的性质，这样核心厂商就可以在扩张

时创造出新的“核心产业”。与新古典竞争模式不同，在二元竞争模式中，由于资本流动与

产业内部结构的多样化相结合，竞争并不导致单一的利润率和简单的均衡，而是通过不同的

竞争过程创造不同的利润率。这就是说，竞争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竞争的结果不是简

单的平均利润率，而是二元利润率（核心厂商的利润率和外围厂商的利润率）。 

    产业之间资本的流量取  决于具体产业内竞争的结构。资本的流向取决于原始资本和将

要流动的资本的状况。新古典竞争模式认为，获得正常利润率或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资本一定

要流向高于正常利润的产业，但二元竞争论的看法则不同，它认为，核心厂商经常能赚取高

于平均收益的利润，由于考虑其与外围厂商的协作关系，所以原始资本并不一定总是流向高

于正常利润率的产业，它既可以流向可获得正常收益的产业，也可以流向可获得高于正常收

益的产业，甚至还可以流向低于正常收益的产业。 

    在受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中，核心厂商不倾向于大规模的价格竞争。相反，受退出壁垒

限制和受进入壁垒保护的核心厂商的竞争行为，使它们的利润率往往高于平均水平。但是，

这种高额利润率不是无限的，它受到内外因素的限制；内部因素是产业内竞争的压力，外部

因素则是受其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的制约。例如，产业增长和需求弹性的扩大、技术革新的

成本耗费、其他产业的核心厂商竞争的潜力等等，都对核心厂商的超额利润是一种限制。 

    ４．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 

    在二元竞争制度下，对核心厂商来讲，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比追求短期利润化更有可能

性，因为：（１）短期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作为一种固定资本存量，而核心

厂商有一个计划方案来指导其投资决策及实现利润的方式；（２）短期利润最大化可能与核

心厂商的长期设想发生冲突。 

    与核心厂商不同，外围厂商一般不具有强大的市场力量，而且它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力量

同核心厂商进行平等竞争。从产业之间的角度来看，外围厂商间相互竞争较少，是因为受本

产业中资源的限制。因此，外围厂商的竞争多发生在崐产业内部，但是，外围厂商无论是同

其他外围厂商竞争，还是同核心厂商竞争，它都不会获得核心厂商那样的利润。 

    在一个产业中，外围厂商的竞争会使其分散的利润率减少，如果不能获得维持生存的利

润，那么这种竞争会使外围厂商向新产业转移；反之，如果外围厂商之间的竞争能带来高利

润率，那么这种竞争又会吸引新的进入者。但是，与完全竞争不同，这里不存在自由进出的

条件。 

    外围厂商的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尽管它们至少可以改变其在本产业内的竞争战略

或转向新的产业，但是，由于它们缺少足够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优势，所以它们不可能获得高

额利润。这并不是说外围厂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处于劣势。外围厂商在较小的市场

领域（核心厂商尚未涉及的领域）可能拥有较多的优势，这种优势为它们提供了较高，但不

稳定的利润率。外围厂商倾向于短期利润最大化，而且其竞争不系统化。有时，外围厂商比

核心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 

    在一个产业中，任何一个核心厂商都可能通过其全部产品同其他产业的核心厂商进行直

接的和有效的竞争。核心厂商的这种竞争行为使产业间核心厂商的利润具有相对同质性。这

种以核心厂商之间竞争均衡为基础的能力，对外围厂商来说是不存在的。产业壁垒和外围厂

商有限的资源，制约着它们在产业间移动和通过产品差异进行竞争的潜在的和实际的能力。

但这并不排除某些外围厂商可能通过产业壁垒而创造高额利润。尽管存在转移的不完全性，

但外围厂商的竞争有时可能通过产业壁垒而获得平均利润或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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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外围厂商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取决于产业内竞争的程度，并使外围厂商在产业

内的利润率多样化。 

    如同核心厂商一样，外围厂商既可以进入受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也可以进入受其他外

围厂商影响的产业。然而，小厂商的资本不可能经常在产业之间移动。外围厂商一般只能获

得较低的和不稳定的利润。它们一般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转移，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更

新。外围厂商进入受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对核心厂商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这种进入不会直

接构成对核心厂商的挑战。外围厂商的生产水平较低，生产行业较窄，可供竞争的资源有限。

保护核心厂商获取超额利润率的进入壁垒，一般只限制本产业外围厂商的扩张，而不阻止其

他产业外围厂商的进入。因为外围厂商的进入，不会对核心厂商的超额利润率产生潜在的影

响，尽管外围厂商可以不断扩大其市场份额。与此相反，在产业内和产业外，核心厂商的竞

争却限制着外围厂商的利润率，从而扩大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的差距。因此，在核心厂

商和外围厂商之间不会产生利润平均化的趋势，外围厂商利润率的向心力比核心厂商分散得

多。 

    在二元竞争结构中，不仅存在两种不同的利润形成机制，同时还存在两种不同的利润与

风险之间的联系机制。如果说风险与产业条件和市场环境相关，那么核心厂商的市场力量则

可以抵销一些产业的特殊风险，并使核心厂商比外围厂商更经得起这些风险的打击。核心厂

商在产业中的统治地位及其同产业中其他厂商的联系，可以使他们在任何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使外围厂商处于不利的地位。 

    核心厂商可以通过避免风险的竞争战略，诸如选择纵向一体化、较好的分配制度、产业

生产多样化等，减少风险。但这些战略并不能完全减少风险。这些战略中的每一种都旨在与

其他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的竞争中谋取利润最大化。这样，这些竞争战略为谋求最大利润的

核心厂商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环境，即确保高额利润和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源。 

    核心厂商的市场力量使其有利于改进风险和收益率之间的替换条件，并获得利  

润率比外围厂商高，风险比外围厂商小的利润。相反，外围厂商一般只能获得利润率比核心

厂商小、风险比核心厂商大的利润。这里不存在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单一替换关系，而存在二

元替换关系。两种不同的收益与风险替换关系的形成，是两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竞争过程

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是正常的或平均利润率的单一结果。核心－外围理论则

认为，在核心厂商参与下竞争所形成的同质收益，不同于在没有市场力量条件下外围厂商之

间竞争所形成的收益，它不适用于一般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分析。 

    综上所述，在二元竞争制度下，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相较，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一般来说，以产业集中化为特征的核心厂商赚取的利润高于所有外围厂商。由于

核心厂商能将其规模优势与其市场份额相结合，因而容易获得外围厂商达不到的投资利润

率，并且其利润率一般不会在竞争中降到外围厂商利润率的水平。由于核心厂商在竞争中的

优势地位，致使进入壁垒的高筑，从而使核心厂商同外围厂商的竞争进一步发生分离。 

    其次，核心厂商利润率的变化大大小于外围厂商。由于核心厂商对本产业的支配地位及

其对大量资本的控制，他们在产业之间的竞争中以及在潜在的竞争中能够获取稳定的收益，

并通过核心厂商之间的竞争使利润率平均化。外围厂商却从各种形式的市场竞争中被分离出

来，因为在产业内，外围厂商规模小，其经营条件和利润率经常发生变化和波动；在产业之

间，外围厂商没有足够的资金参与资本转移与竞争。由于受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竞争的限制，

在外围厂商之间很难形成一个“平均化”的利润率。 

    再次，核心厂商赚取利润的风险大大低于外围厂商。核心厂商在市场上的力量使它们在

风险和收益的替换关系上取得更多的优势。它表现为：（１）核心厂商可以发挥其在本产业

内的整体优势，暂时削减销售量以适应价格的波动；（２）核心厂商可以控制产业中比较稳

定的产品而把周期变化较大的产品推给外围厂商；（３）核心厂商在市场宣传和广告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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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外围厂商有较大的优势；（４）由核心厂商投资筑起的进入壁垒使他们免遭周期性、破坏

性竞争的威胁；（５）核心厂商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因而能减少市场风险，并维持其资本

结构的稳定性。 

    在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的竞争中，由于核心厂商在规模经济和市场力量方面的巨大优

势，从而使它们的利润率大大高于外围厂商。据美国对十四年的国内收入服务（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项目的统计资料分析，核心厂商的利润率一般比外围厂商高２５％－

５８％。〔8〕这种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的竞争格局，显然对外围厂商是不利的。而且，核心

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利润率的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 

     

三、对二元竞争论的评论 

 

    与传统的竞争理论相比，二元竞争论很有自己的特色。 

    １．竞争载体的二重性，即竞争载体不是同质的厂商，而是在规模，市场份额、市场力

量、集中度，收益和风险机制等诸方面各不相同的两类厂商：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 

    ２．竞争结构的双重性，即竞争结构不是单一平面式的，而是划分为核心厂商参与的竞

争性市场和外围厂商参与的下承包竞争性市场两个层次。 

    ３．价格竞争的二元性，即厂商之间不仅在产品价格上进行竞争，而且在非价格上，诸

如在市场份额，厂商规模，集中程度，产品差别度，技术革新等方面进行激烈的竞争。 

    ４．厂商竞争目标的二元性，即核心厂商往往以长期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的最终目标，

外围厂商由于经营的非稳定性，往往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种二元化的目标结构，也

使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常常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 

    ５．竞争结果的二元性，即双重竞争结构使不同层次间的利润难以平均化，从而导致形

成两种不同的利润率：核心厂商间的利润率和外围厂商间的利润率。由于受市场进出壁垒的

限制，核心厂商的利润率有平均化的趋势，即同质化的趋势。相反，外围厂商的利润率则处

于不稳定的状态，呈异质化的趋势。 

    ６．收益和风险机制的二元性，即在双重竞争结构下，核心厂商收益大，风险小；相反，

外围厂商风险大，收益小。 

    ７．竞争环境的非平等性，即竞争的环境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二元结构之中，核

心厂商在竞争中始终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外围厂商则往往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８．竞争方式的多样化，即竞争不仅是在产业内进行，更主要的是在产业内和产业间同

时进行。 

    ９．竞争程度的尖锐性，即竞争的非平等性非但没有削弱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激烈。 

    10. 竞争的自发性，即二元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不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形成的，而是在垄断

竞争的市场上自发形成的，所以，它又不同于自由竞争市场上的自发性。 

    总之，二元竞争论对传统的竞争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比后者更切于经济现实。

然而，从竞争的协同性角度讲，二元竞争论仅仅触及到竞争协同性的某些方面，它没有对此

从严格的科学方法论上提出问题，更没有对如何解决问题作深入的理论分析。 

    首先，二元竞争论只看到竞争载体的异质性质，而没有分析这种异质性之间的联系。二

元竞争论对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这两个基本经济范畴的划分，是对厂商性质的抽象和理论概

括。但是，二元竞争论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描述核心厂商对外围厂商的竞争优势，描述外围厂

商在竞争中的艰难处境，论述核心厂商在产业中的统治地位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

我们只看到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竞争的一面，而看不到二者是否可能合作的一面，如果能够

合作，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这种合作会不会影响双方的竞争实力和各自的经济利益。

这个问题二元竞争论都没有很好地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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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二元竞争论以双重竞争结构为基点，使竞争层次化。这在理论上比单一平面式的

竞争结构显得更为丰满。然而，二元竞争论只是提出了分层竞争问题，但对两个层次之间竞

争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则缺乏分析，也没有考察分层竞争之间是否存在“跨层联合”的可

能性。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那将是怎样的一种联合形式，它与分层竞争又是怎样的一种关

系。这个问题二元竞争论也没有探讨。 

    再次，二元竞争论以利润的同质化和异质化作为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竞争的不同结果，

这个论点对传统竞争理论的单一平均利润率是一个挑战。按照二元竞争论的分析，同质利润

和异质利润的差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能否影响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从而破坏二

元竞争市场结构，对此二元竞争论没有回答。 

    第四，二元竞争论的收益风险机制，严格讲，是一种不稳定的市场结构，因为在这种市

场结构中，只有少数核心厂商处于稳定状态，而绝大多数的外围厂商则处于不稳定的动荡之

中。如何把微观机制的竞争活力与市场结构的稳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二元竞争论没有深入

研究这个问题。 

    第五，二元竞争论看到经济生活的非平等性，并把它作为其理论的基本前提，与理想中

的平等式完全竞争相比，它更接近于经济现实。二元竞争论从根本上抛弃了以平等式完全竞

争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并试图以非均衡经济理论取而代之。但是，二元竞争论把竞争的

非平等性绝对化，没有探讨竞争的平等性和非平等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市场结构和厂

商竞争的行为的影响。 

    第六，二元竞争论对竞争程度的尖锐性和协同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深入探求，对竞争

的多样性和协同性的关系也没有作充分论证。 

    第七，二元竞争论的非价格竞争与传统竞争理论中的非价格竞争并无实质区别，这就是

说它们没有从产业组织和厂商内部组织结构方面考察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的协同机制，

没有研究什么样的非价格竞争更有利于不同厂商之间的合理构成及市场结构的稳定性；没有

探究什么样的非价格竞争可以使核心厂商的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与外围厂商的短期利润最

大化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减少竞争中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第八，二元竞争论缺乏对“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而把竞争完全看作

是厂商的自发竞争行为。二元竞争论只考察了厂商、产业与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通

过核心厂商来协调），却没有考察国家与厂商、产业以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协调关系。所以，

二元竞争既缺乏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的协同联系，又缺乏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和市场与厂

商之间的协同联系。因此，尽管二元竞争论含有协同的要素，但从其理论的基点上看，它仍

然属于非协同型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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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seph Bowring, Competition in a Dual Economy, 198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2〕William Baumol, Business Behavior, Value and Growth, rev.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7. 

〔3〕William G. Shepherd, "The Elements of Market Structure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4 (February), pp.25-37, 1972. 

〔4〕贝恩１９５６年提出进入壁垒的概念；卡威斯和波特１９７６年对现有的壁垒进行了

分析；卡威斯、佳尔和波特１９７７年认为，厂商的行为既能加强产业内的，也能加强产业

之间的壁垒；卡威斯和波特１９７７年发展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和一般壁垒的移动问题。 

〔5〕Michael E. Porter, Interbrand Choice, Strategy and Bilateral Market Power,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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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F. M. Scherer, Industr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2nd ed. 

1980, Chicago: Rand Mc Nally, p.18. 

〔7〕Robert T. Averitt, The Dual Economy, 1968, New York: W. W. Norton. 

〔8〕J.Bowring, op.cit., p.184. 

 
 

 

美国黑人奴隶歌曲 
 

施咸荣 

 

 

美国黑人文学起源于黑人奴隶歌曲，而黑人奴隶歌曲又是与非洲的古老文化一脉相承

的。达尔文称非洲为“人类的摇篮”，那  里原有古老的历史和悠久的文化。美国著名的黑

人学者杜波依斯曾说：“不用怀疑，１５世纪西非洲黑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比同时期的北欧

人的文化水平要高。”〔1〕在欧洲殖民者尚未入侵之前，西非洲早已有极为丰富的口头文学。

非洲黑人习惯于一边工作一边歌唱。黑人被殖民者掳去当奴隶后，他们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

里，在戴着镣铐干活的田野上，在奴隶们居住的简陋小屋里，在人迹罕到的沼泽和丛林中，

创造了黑人的奴隶歌曲。这些奴隶歌曲在南北战争以及战后数十年中经人收集整理，成为美

国黑人文学中最有独创性、最富于艺术特色的珍品。 

    总的说来，美国黑人奴隶歌曲是美国黑人在蓄奴时代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中倾吐内心积

郁、表达切身感受的呼声。奴隶贩子们在贩卖奴隶时，故意把同一部落、种族和家庭的黑人

拆散，把语言不同的奴隶编在一起拍卖，以防奴隶们叛乱。因此非洲的自由黑人被掳后，马

上被迫与自己的亲人分离，先在奴隶船黑暗的底舱里熬过横渡大西洋的漫长而恐怖的岁月，

然后在陌生的国土里被当作奴隶拍卖，孤苦伶仃地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像牲畜一样干着无休止

的重活，他们的内心自然蕴藏着无比的悲痛，这种悲愤心情往往用歌声表达出来，是谓悲歌。 

    奴隶出身的黑人领袖道格拉斯在他的自传里谈到，普通人是高兴时唱歌，奴隶们却是借

歌消愁，用歌声来表达内心的悲哀：或是用非常狂热的声调唱出特别凄凉的感情，或是用非

常凄凉的声调唱出特别狂热的感情，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倾吐出苦难深重的奴隶们满

腔的悲愤和无限的哀愁。道格拉斯写道：“现在我写着关于那些歌曲的回忆，仍抑制不住我

的热泪和激情。我当时对奴隶制度灭绝人性的性质之所以能有模糊的初步认识，应该归功于

那些歌曲的作用。那些歌声至今还伴随着我，加深我对奴隶制度的痛恨，增长我对仍套着奴

隶枷锁的弟兄们的同情。”〔2〕道格拉斯还用生动的文笔描写  奴隶们去领口粮时兴奋、激

动和悲哀的心情，说“他们总是边走边编歌边唱，既不讲究节奏也不在乎曲调是否优美。他

们脑海里涌现出什么样的想法，就随口把它唱出来——如果来不及编词儿，就先把声音哼出

来——因此经常是有词儿的占一半，没词儿的也占一半。”杜波依斯在著名的《谈悲歌》一

文中讲得更为透彻：“这些歌曲的确是经过多少世纪淘汰后遗留下来的菁华；乐曲要比歌词

更为古老，我们从音乐上可以或多或少找到一些发展的痕迹。我祖父的祖母在两世纪前被一

个罪恶的荷兰奴隶贩子捕获。她这个娇  小玲  珑、活泼可爱的姑娘在凛冽的北风下发抖、

畏缩，对怀里的孩子哼着一个异国的乐曲，她的孩子把这支歌唱给他的孩子们听，他们又唱

给自己的孩子们听，这样过了二百年，乐曲一直流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也就照样唱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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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们听，而且跟我们的祖先一样，并不知道歌词的意思，却很清楚音乐的意思，这就是

原始的非洲音乐。”〔3〕 

    因此，黑人奴隶歌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非洲音乐，第二阶段是美国

黑人音乐，第三阶段则是黑人音乐与黑人在美国土地上所听到的音乐的混合。混  合的结果

是清晰地保留原黑人音乐的特色。美国研究黑人文化的著名学者劳伦斯·勒旺认为，不论是

奴隶制之前或之后的黑人圣歌都是“即兴的集体意识”的产物。它们并不是全新的创作，而

是许多早已存在的古老歌曲的片断与一些新曲调、新抒情诗相结合后而采用的一种传统的、

但决不迂腐的韵律模式。它们是个人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实，不少古老民歌也都是通过这

种众口相传的民间活动去芜存菁，花样翻新，才成为艺术珍品的。〔4〕 

    美国黑人奴隶歌曲大致可以分为宗教性与非宗教性两大类。宗教性的奴隶歌曲通称“圣

歌”（Shirituals），有时也泛称“悲歌”（Sorrow Songs）。杜波依斯指出，黑人奴隶歌曲是

黑人奴隶通过歌曲向世界说话，也是黑人奴隶的灵魂向人类吐露真言。〔5〕但  黑人奴隶歌

曲为什么多半带着宗教色彩呢？原因很多，首先黑人的狂欢会很少为外人听到，其音乐更少

为外人所知，因此一些非宗教性的歌曲渐渐失传。而奴隶主们从一开始，就企图用基督教义

来“教化”奴隶，让他们对自己的悲惨命运逆来顺受，并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和死后的天堂。

于是奴隶们往往被迫参加宗教活动，皈依宗教。所谓“圣歌”一般就是指奴隶们在教堂里或

宗教仪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奴隶们无法赤裸裸地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通过歌曲

表达的呼声当然也有所掩饰，使自己的“真言”若隐若现。歌词和音乐彼此遮掩，用引自神

学和圣经的一知半解的新辞句和术语来替代或掩饰自己的真正思想感情。道格拉斯在自传中

说，对他自己和许多黑人奴隶来说，圣歌中的法老代表奴隶主，以色列民族代表黑人民族，

迦南代表加拿大。圣歌“迦南啊，美丽的迦南／我奔赴迦南的乐土”象征逃往北方，而另一

首圣歌“奔向耶稣，逃避危险／我不想再在这儿逗留”也语带双关，主要暗示逃避奴隶制。

杜波依斯夫人雪莉·格雷汉姆曾举圣歌《溜吧》为例来解释它对奴隶主与奴隶的不同涵义。

奴隶主以为奴隶在歌颂耶稣，歌唱生命的短暂与天堂的永久幸福，因此只注意到曲调的优美

和感情的“圣洁”。其实这首圣歌经常被用来鼓吹暴动和传递信息。“溜吧”的真实意义是“逃

走”，“耶稣”和“家”象征“自由”，“我不会在这儿久留”的真正意思是“时间紧迫，赶快

准备！”奴隶们就这样利用圣歌同其他种植园的奴隶们联系，通知他们逃跑或起义的时刻已

经来到。〔6〕 

    列宁曾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7〕奴隶主最初的动机是用宗教来驯服和麻醉奴

隶，但奴隶们也利用圣经和牧师们的布道学习了语言（有的还学会了书写），培养了自己的

领袖。奴隶主常常让一些黑人奴隶当牧师，以便于接近奴隶，而这类奴隶牧师却  很快成了

广大奴隶的精神领袖，有的如南特·吐纳还成了奴隶起义的领袖。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广大奴

隶得到解放以后，圣经一直是黑人群众所知道的唯一书籍。黑人奴隶们在圣经故事中发现某

些人的生活与自己的奴隶生活颇有类似之处，他们从中汲取了信念，相信压迫他们的人将来

一定会得到报复，相信真理与正义一定胜利。因此，圣歌尽管被称作悲歌，表达深沉的哀怨，

但有时也反映光明与理想，表示对解放与幸福的追求，甚至在哀怨中夹杂着胜利的信念。圣

经的语言在奴隶歌曲里也时常起质的变化，例如“哭吧，锡安的女俘”奇怪地变成了“锡安，

轻轻哭吧”，以西结的轮子（见《旧约》《以西结书》第１０章）在奴隶们神秘的梦中有各式

各样的转法，直到后来在歌中唱道： 

        有一个小小的轮子在我心中直转。 

    圣歌作为宗教歌曲或赞美诗，歌词都是宗教乐队中某个主要歌手临时凑成或即兴创作

的，唱歌时的环境、歌的节奏和思想的限制使大部分歌的歌词局限在一、二行之内，很少有

发展到四行或者更长的诗节的。但这些歌词在因袭的神学和骤听上去没有什么意义的字句下

面，隐藏着真正的诗意。像所有的原始民族一样，黑人奴隶有一颗更接近大自然的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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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汹涌澎湃的海”，旷野是“上帝的家”，寂寞的山谷是“通向生活之路”，大雷雨使黑人

奴隶害怕，但也使他们感染到它的威力，给他们带来“主在召唤”的幻想，如圣歌《溜吧》

第二诗节领唱部分所表现的。 

    有的圣歌用“巍然天地之间”的、用富于诗意的想像来表达对自由的渴望： 

你可曾 

        站在高山之巅 

       在白云中 

       洗手？ 

或是站在高山上了望世界，世界变成了新的： 

我了望世界，世界焕然一新； 

        我看看我的手，它们也焕然一新； 

        我看看我的脚，我的脚也焕然一新。 

    一首很有名的圣歌《有时候我觉得像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虽充满哀愁，但也唱出雄鹰

翱翔太空的豪迈气概： 

        有时候我觉得 

        像一只空中的雄鹰，展开双翅 

        飞啊，飞啊，飞啊。 

    也有一小部分圣歌直接控诉奴隶制，歌颂自由，为广大黑人所传唱，到今天仍有现实意

义。较流行的有《不再有拍卖台拍卖我了》、《没有人知道我所经历的苦难》、《哦，没有人，

没有人，没有人再能阻挡我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圣歌《自由啊》： 

        自由啊自由！ 

        我要完全的自由！ 

        我不情愿当奴隶！ 

        宁肯进坟墓长眠，我也要享受自由。 

        留在上帝身边。 

    另一些圣歌如《流吧，约旦河，流吧》、《去吧，摩西》、《钉十字架》、《千千万万的人去

了》，对奴隶们来说也都有不同的含义。《去吧，摩西》是号召人民争取自由的壮丽颂歌；《钉

十字架》把耶稣看作黑人民族受苦受难的灵魂的化身。《千千万万的人去了》唱道： 

        不再有一斗玉米给我了⋯⋯ 

        不再有工头的鞭子抽我了⋯⋯ 

        不再有一包食盐给我了， 

        不再有了， 

        不再有了⋯⋯ 

        千千万万的人去了。 

    这也是一首号召暴动的歌曲。一斗玉米和一包食盐是奴隶的口粮。 

    圣歌的形式也从非洲歌曲发展而来。非洲歌曲一般是领唱人唱一句，合唱的应答一句。

最原始的圣歌也采用这一形式，例如最著名的圣歌《低低地摇吧，轻便的马车》采用的形式

是： 

        领唱：低低地摇吧，轻便的马车， 

        合唱：来送我回家。 

        领唱：低低地摇吧，轻便的马车， 

        合唱：来送我回家。 

        领唱：我了望约旦河上，看见了什么？ 

        合唱：来送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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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唱：一队天使来迎接我， 

        合唱：来送我回家。 

    领唱人独唱的声音与汹涌如波涛的合唱声相呼应，产生奇特的雄壮效果。但这样的形式

毕竟失之于单调，因此美国的黑人圣歌逐渐有所改进，最普通的形式是把合唱放在最前面，

成为整支歌的主体，接着才是领唱与应答。例如流行的圣歌《溜吧》： 

        合唱：溜吧，溜吧， 

        溜到耶稣那里去 

        溜吧，溜回家去， 

        我不会在这儿久留。 

        领唱：我的主在唤我， 

        他在用雷声唤我， 

        号角在我的灵魂里发出回声。 

        应答：我不会在这儿久留。 

    此外虽有其他形式，如圣歌《深沉的河》与《孩子们一同走吧》有更为复杂的结构，但

以合唱为主体则千遍一律。 

    像《溜吧》与《低低地摇吧，轻便的马车》都是圣歌中的典范，它们庄严到了极点，歌

声配合着圣乐能打动人们的心坎深处，同时还包含着很深的哲学，并如前面所评述，对奴隶

来说都有另一层深意。 

    非宗教性的奴隶歌曲通称黑人民歌，研究者们对这类歌曲作了不同的分类，例如纽曼·怀

特在《美国黑人民歌》一书中分作劳动歌曲（Work songs）、胡诌歌曲（nonsome songs）、

社会歌曲（Social songs）及关于动物的歌曲等等。也有人除上述分类外还加爱情歌曲、游

戏歌曲、怀旧歌曲、讽刺歌曲等等。这类非宗教性歌曲大多由奴隶们个人即兴创作，流传时

随唱随改，因此一种民歌流行时往往有几种唱词，例如一首讽刺歌曲这样唱道： 

        我的女主人答应过我， 

        她一死就给予我自由， 

        可是她活到已秃了头， 

        仍没一点要死的念头。 

    在流传中有人觉得最后两句的讽刺意味不够强，就改作“现在女主人死了很久／留下这

黑鬼春耕夏耘”。另一种唱法中只改最后一句，但抗议的声音更为突出：“毒药一包送了她的

终。” 

    民歌与圣歌不同，它们一般都反映生活，有较大的现实性和反抗性，因此奴隶们只能偷

偷地唱，如被主人或监工发现，就会遭到重责。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好些民歌流行一阵之后

就失传，在南北战争之后研究者和学者们在采集战前奴隶歌曲时，发现保存下来的黑人民歌

已为数不多。 

    流传下来的少数黑人民歌中有一部分极富于战斗性，例如民歌《哈丽·塔布曼之歌》刻

画了杰出的废奴主义女奴隶塔布曼的英雄形象，  对奴隶的解放事业起过很大的鼓舞作用；

《弟兄们都来吧⋯⋯》抒写万恶的奴隶主死时众奴隶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由的诺言》用讽

刺手法揭露奴隶主的伪善。《我们种麦子》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奴隶主的残酷剥削。最富于战

斗性的是一首歌颂奴隶起义领袖南特·吐纳的民歌： 

        你也许是脑满肠肥的大阔佬， 

        坐上马车到处跑； 

        可你拦不住地球的转动， 

        挡不住人心转向南特·吐纳。 

    民歌中的劳动歌曲在奴隶时代主要指奴隶在田野上劳动时所唱的歌曲。美国民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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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鲁麦克斯指出，奴隶主发现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能使奴隶们提高工作效率（就像被掳的

奴隶在奴隶船上的押运途中如一路唱歌，就能减低死亡率），因此不但不加禁止，反而予以

鼓励，但这类歌曲后来流传下来的往往一鳞半爪，完整保存下来的极少。某些劳动民歌如《采

摘一包棉花》原流行于南方种植园里，后来在节假日用来作为舞蹈歌曲（奴隶们缺少乐器，

往往用唱奴隶歌曲作为音乐伴舞），南北战争以后在黑人罪犯服刑劳教农场上也鼓励黑人们

唱这类劳动歌曲以提高效率，囚犯们唱歌时还可以合着劳动的节奏（如挥动铁锤或装卸货物）

扭动身体或臀部。黑人们集体劳动时唱的劳动歌曲最有代表性的是《水孩子》，唱时全体劳

动者像跳芭蕾舞一样用舞蹈动作合着歌的节拍挥动劳动工具。这支歌要由一个歌手领唱，由

他来确定歌的节奏速度，例如什么时候举起铁锤，什么时候捶下，什么时候停顿。《水孩子》

是黑人歌星保尔·罗伯逊最爱唱的黑人民歌之一。 

    非洲音乐的特点是节奏，与鼓或舞蹈相配合。这种节奏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配合身

体与头部的摆动，另一种是配合拍手或跺脚。圣歌的节奏一般配合前者，而非宗教的奴隶歌

曲一般配合后者，而劳动歌曲则属于另一种节奏，即是与劳动节奏相配合。用和声合唱，节

奏感强，往往伴随舞蹈动作——这些是美国黑人奴隶歌曲有别于世界上一般民歌的特点。 

    所谓的“胡诌歌曲”也不完全是胡诌，有时也可以被利用来传达特定的信息。例如最有

代表性的胡诌歌曲《今晚上闹一闹》唱道： 

        来吧，孩子们，来吧， 

        趁月儿高照， 

        上船吧， 

        顺流而下， 

        今晚上我们要闹一闹。 

    这儿的“闹一闹”可能是指胡闹一阵，但也可能指闹事或暴动。〔8〕 

    美国黑人奴隶歌无论是圣歌也好，民歌也好，都是在南北战争以后才开始受到注意，１

９世纪７０年代才被介绍给美国公众，但此后一直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悲歌后来发展为布

鲁士，成为爵士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２０世纪初开始在美国各地流行，全曲１２小节，节

奏平滑，拍子较慢，因突出“忧郁音”（blue notes）而得名，因此也译作“怨曲”或“忧

伤曲”。布鲁士与圣歌的区别在于，前者流行于本世纪，主要抒发个人的幽怨感情，而作为

悲歌的圣歌则表达广大奴隶的集体感情。从形式上区分，前者是即兴创作的抒情诗，后者则

是宗教歌曲和赞美诗。例如一个黑人坐在码头上，想到自己不久就要到河的下游（即“南方

腹地”，指美国最保守、最虐待黑人的地区）去服苦役，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不久我就要去河的下游， 

        不久我就要去河  的下游， 

        不久我就要去河的下游。 

    开始时他只是把心中想的随口唱出来，然后重复一遍，加重语气，倾吐深藏在心中的积

郁。布鲁士的原始格律是三行成一节，每行歌词都重复。后来大概觉得这种原始格律太单调，

就改为第一句描写事实，第二句重复，第三句描写反应，这种三行一节的格律成了布鲁士的

标准格律。 

    美国黑人奴隶歌曲对美国文化曾作出卓越的贡献。没有多少文化遗产的美国由于有了黑

人奴隶歌曲，才在非洲原始音乐的基础上发展并创造了自己的音乐——爵士音乐，从爵士乐

发展的比博普、摇摆  曲、迪斯科等今天已遍及世界，成了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另一方

面，黑人奴隶歌曲对美国黑人诗歌创作又产生了无法估计的巨大影响。美国许多著名的黑人

诗人如詹姆斯·韦尔顿·约翰逊、兰斯顿·休士、斯特林·布朗、罗伯特·海登等，不仅是

黑人圣歌和民歌的研究者、搜集者和宣传者，他们本人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也都深受

黑人民间诗歌的影响，使自己的作品不仅富于  民族特色，而且能唱出一个受压迫、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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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的心声。例如约翰逊曾收辑两卷《美国黑人圣歌集》，对保存与宣传圣歌颇有贡献。

休士是美国黑人的桂冠诗人，他的诗深受黑人民间诗歌的影响，如黑人奴隶歌曲、布鲁士、

爵士乐的精髓都被吸收和融汇在他的诗作里。他在晚年还在他的诗集《问你的妈妈——爵士

乐十二式》（１９６１）中企图把爵士乐的特点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探索诗歌创作的新形

式，人们称这种诗为“爵士诗”。美国黑人诗歌由于尊重传统，充分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养料，

又与人民的心灵息息相通，因此最富于朝气，在今天美国诗歌发展中也最有前途。连属于新

超现实主义派的美国白人诗人唐纳德·霍尔也在他编选的《当代美国诗选》（１９８０）再

版序言中承认：“美国黑人诗歌不是客体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也不是用任何其他标签可

以概括的。它是现实的诗歌，有点近似罗伯特·洛威尔在发表《人生研究》后所写的类似小

说中的现实，但不是自白式的，从中看不到一点心理分析学家诊榻的影子。它是写性格的诗

歌，描绘像勇气、斗争性和温柔之类的品质。我猜想，我们这一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中最好的

美国诗歌大部分将由美国黑人诗人来抒写。” 

     

注释： 

 

〔1〕W. E. 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7),  p.163. 

〔2〕Benjamin Quarles, ed: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ten by Himself (The Belkrah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Chap.2.  

〔3〕W. E. B. Du Bois: "Of the Sorrow Songs", 见 Addison Gayle, Jr. 编: The Black 

Aesthetic (Anchor Books Edition, 1972), p.95. 

〔4〕Lawrence Levine: "Slave Songs and Slave Consciousness: An Exploration in 

Neglected Sources", 见 Tamara K. Hareven 编: Anonymous America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p.107. 

〔5〕"Of the Sorrow Songs", pp.92, 97. 

〔6〕杜波依斯夫人１９５９年应邀来我国第一次访问期间，曾在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学

院等地作学术讲演，题目是《美国文学中的黑人》，译文见《世界文学》１９５９年５月号，

第１４６－１５６页。 

〔7〕 《列宁全集》第１０卷第６２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8〕John A. and Allan Lomax, ed: Folk Song U.S.A. (A Signet Book, New American 

Liberary, New York, 1966), p.112. 

 
 

 

现实的抉择：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 
 

刘  军 

 

 

１９８６年，菲律宾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二月民主风暴”。这场反对马科斯独裁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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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蓄之久矣，其发必烈，不仅推翻了马科斯建立２０年的独裁政权，而且对美国战后

长期支持马科斯的政策也提出严峻挑战。在这次菲律宾政权更迭过程中，里根政府扮演了突

出而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客观地讨论马科斯政权式微时期，里根政府对菲政策的演变过程，

并且进而分析、探讨美国政策变化的实质、特点及指导思想。这有助于看清美国政策的调整

在马科斯政权垮台这一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认识当前美国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

也是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历史回顾 

 

    （一）从殖民地到不平等的盟友 

    美菲关系源起于１８９８年的美西战争，这是美国“跟上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东方的步

伐”，打开自己“通向东方的无比巨大的贸易走廊。”〔1〕美菲关系诞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从

开始便打上了不平等的胎印。为了长期霸占菲律宾为殖民地，美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

略。一面镇压人民的反美斗争，另一面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渗透和影响。二战

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外交也从“孤立主义”转向“全球主义”，对菲政策自然要

考虑到战后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格局。为使菲纳入美国势力范围，并且尽可能地使其在战略

上、经济上服从美国的利益，美国统治集团改变了对菲采取直接殖民统治的方式，而转向扶

持政治代理人。 

    从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６６年马科斯上台，美国先后扶持了五届亲美政府，并同它们签订

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其中主要的有：《美菲一般关系条约》（１９４６年），《美菲贸易及其

他问题协定》（１９４６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１９４７年），《美菲军事援助协定》（１

９４７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５年，美国通过《马尼拉条约》把

菲纳入《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美国仍同战前一样牢牢控制着这一岛国。历届菲律宾政

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屈尊和投靠美国。在国际国内事务中，它们都迎合和维护美国的

利益，成为美国在亚洲忠实而不平等的盟友。 

    （二）美国在菲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自１８９８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迄今已在菲投资几十亿美元，共修建了２３处军事设

施。目前美国仍在使用其中的六处：克拉克空军基地、苏比克海军基地、圣米格尔海军联络

站、华莱士空军雷达站、碧瑶约翰兵营休养地和奥当尼尔兵营发射中心。前两大基地对美国

尤为重要。苏比克海军基地是美国在海外最庞大的军港。它是美第七舰队主要的补给、修理

及联络指挥中心。克拉克空军基地是美第１３航空队的大本营。美在菲常驻兵力约１.３－

１.６万人，约占美国在西太平洋驻军的１／１０略强。〔2〕 

    由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靠近东南亚重要的海上通道，即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

峡，这就为美国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此外，由于菲律宾占据特殊的

地理位置，使用在菲基地可以及时支援美国与西方盟国的行动并把美国军队及物资从东南亚

运送到亚洲其他地区，乃至澳洲、中东及非洲地区。 

    战后，美国把菲律宾变成了它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并使在菲的基地与日本、南

朝鲜、泰国、台湾及关岛的美军基地相配合，组成美国在亚洲的前沿防线，使自身的防务尽

可能远离美国本土。在战后美国直接或间接的军事行动中，如朝鲜战争、侵越战争、中东战

争、两伊战争以及对付恐怖主义活动、镇压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基地都起了重要

作用。〔3〕 

    除了重要战略意义外，美国在菲也具有可观的经济利益。美国在菲投资及贸易占世界各

国之首。菲最大的５０家公司中，有３０家完全归美国资本垄断，其余２０家也有美国的股

份或对美国银行负有债务。由于美国在菲享有特殊而优越的投资和贸易条件，许多美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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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菲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大发横财。战后，菲律宾的主要农产品蔗糖、椰子等均销往美国。

美国垄断资本把这个岛国变成了自己的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近些年来，美国在菲的经济垄断地位不断受到日本的挑战。苏联也不断向东南亚地区渗

透和扩大影响。随着亚太地区重要性的上升和美苏在该地区争夺加剧，美国不仅没有拆迁这

些基地之意，反而继续拨款扩建和完善。这表明美国十分重视并力求维护它在菲的战略和经

济利益。 

    （三）美国长期奉行支持马科斯的政策 

    为在下文分析里根政府对菲政策的继承性和变化，有必要先简略回顾一下前几届美国政

府对马科斯的一贯政策。 

    约翰逊任内，美国支持马科斯竞选上台。为了回报马科斯派兵参加越战，约翰逊特邀马

科斯夫妇访美，并向菲提供了１０个工兵营的装备，４５００万美元的经援和３５０万美元

的特别教育贷款。从此拉开了美国与马科斯２０年亲密关系的帷幕。约翰逊曾大加赞赏马科

斯积极合作，配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称其为美国在“亚洲的右臂”〔4〕。 

    １９６９年尼克松上台，美国开始调整全球战略，在亚洲实行收缩。为了使菲律宾配合

美国的战略调整和维持国内稳定，美国支持马科斯竞选连任。除派当时任州长的里根访菲外，

尼克松本人也乘出访之机暂停于马尼拉，以示支持马科斯和重视菲的战略价值。１９７２年

马科斯实施军管后，美国仍继续向菲提供大量援助，对马科斯的军管持默许和赞同的态度。 

    １９７４年福特接任，对菲政策是萧规曹随，继承尼克松的方针。此时美国考虑，为配

合实施“尼克松主义”，适应在越南失败后从泰国、台湾撤出地面部队后的形势，必须加强

美菲的战略关系和确保在菲基地的安全。为此，福特不顾国会对菲律宾侵犯人权问题的批评，

大幅度增加对马科斯的援助。 

    １９７７年卡特上台伊始，宣称美国在全球推行人权外交，然而对菲却执行了一套自相

矛盾的政策。尽管卡特采取疏远姿态，并一再批评和干预菲国内政策，但当美菲之间的龃龉

和磨擦影响到美国基地利益时，卡特便退缩了。１９７８年，阿富汗和伊朗的局势发生了不

利于美国的变化，随后苏联取得了金兰湾的使用权。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最终促使卡特认识到

现实的安全利益高于维护人权的虔诚理想。卡特作出让步，美菲签定了基地协议。在１９７

９－１９８３年的５年之内，美向菲提供了５亿美元援助。 

    １９８１年，里根入主白宫，美国开始了战后全球战略的第三次大调整。正值里根雄心

勃勃，决心扩军抗苏，把苏联的扩张和渗透推回去之际，马科斯政权开始走向衰败，危机四

起。里根政府的对菲政策面临着严峻挑战和痛苦抉择。 

     

二、里根政府对菲政策的调整 

 

    里根政府对马科斯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全力支持马科斯政府 

    从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３年的下半年是里根对菲政策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政策可概

括为全力支持马科斯政权。探讨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

美苏争夺的基本态势和里根政府的亚洲政策这一大背景来考察。 

    里根政府上台之际面临国内外重重困难：国内经济处于滞胀低谷，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

苏联军事力量发展迅猛，大体与美国并驾齐驱。乘美国自７０年代初以来处于守势和被动，

苏联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频频得手，从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南也门、尼加拉瓜到阿富汗，

苏联的渗透和影响获得长足的进展。里根上任伊始，便提出强硬的对苏政策，决心遏制苏联

的进一步扩张，改变美国在全球争夺中的被动局面。对亚洲，里根提出了“重返亚洲”的口

号。美国制定这一政策的主要考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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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美苏在亚洲争夺加剧，美国须加强在该地区的实力地位。 

    苏联在确保欧洲为重点的同时，不断向亚洲渗透。苏军入侵阿富汗和使用金兰湾使美国

深感苏联迂回包抄西欧的威胁，以及争夺亚太、中东地区战略资源和海上要道的挑战。里根

政府提出了要确保全球１６条海上战略要道的畅通，并且加强了太平洋的海、空军事力量。 

    ２．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并与美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美国必须投

放更多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 

    亚洲许多国家已成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投资场所和资金来源地。美国公司在该地区

投资已逾３００多亿美元。政府和商业银行贷款达几十亿美元。美国所需的十几种重要原材

料也来自亚太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同美国经济密切相关，自然美国要考虑维持

该地区的稳定，以维护它日益发展的经济利益。 

    ３．亚洲国家的政治稳定处于关键时期，美国必须以强大军事力量的存在，创造一个有

利的外部环境。 

    美国７０年代的收缩及苏联的不断扩张和渗透引起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担忧和

恐惧。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使这些国家面临政治变革的挑战。里根政府认为，必须增强它们对

美国的信赖，不能让失望和恐惧情绪有所发展。美国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提供一个有利的

外部环境，“以保持和加强与盟国、友国的互利关系，避免出现危及（美国）安全和经济利

益的政治动乱。”〔5〕  

    促使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因素，若要仔细分析还相当复杂，上述仅是举其要者。总之，

里根政府加强美菲的“特殊关系”，实行全力支持马科斯的政策，正是在上述国际背景下产

生的结果。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一项备忘录，明确指出美国不应再采取行动反对独

裁的盟友。对菲政策出现两点变化：１．里根政府强调要重视菲的战略意义，加强美菲合作，

以对付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２．美国表示要停止过去对马科斯的批评。关于人权问题可通

过两国外交渠道的“静悄悄的对话”（Quiet Dialogue）来处理。〔6〕对里根有利的是，马

科斯出于改变自己的形象和其他因素，在里根就职的前三天宣布结束长达８年的军管。这客

观上为里根政府改善美菲关系清除了障碍。 

    同年，为庆贺马科斯第三次“竞选”连任，副总统布什亲赴马尼拉，并发表了使国内外

舆论震惊的吹捧和表白：“我们与您站在一起，我们热爱您所奉行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的

坚定立场⋯⋯。我们不会让您孤立。”〔7〕１９８２年９月，为实现马科斯多年来再次访美

的夙愿，里根特发邀请。马科斯访美过程中，里根不仅表示政治上对老朋友的支持，从经济

上也提供了大笔援助。１９８３年６月，双方顺利续签基地协议。在美国力争削减联邦预算

之际，里根政府却大幅度提高基地租金，规定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的５年内，向菲提供

９亿美元援助，比卡特政府的５亿美元几乎增长一倍。 

    综上所述，由于里根执政初期积极推行“重返亚洲”的政策，对马科斯采取了“全面的、

不加批评的”支持和援助，以确保继续使用在菲的基地和使菲在战略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二）施加压力，敦促改革 

    里根政府对马科斯的支持未能确保菲律宾政局的稳定。马科斯自恃有美国作后盾，过高

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终于酿成“阿基诺事件”。它如同导火索，迅速引发了潜伏已久的政

治和经济危机。面对马科斯政权岌岌可危的现实，里根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菲政策。 

    贝贝尼奥·阿基诺是菲律宾著名的反对党领袖，被公认是总统职位的最有力竞争者。１

９８３年８月，他结束了在美国三年的流亡生活，不顾危险毅然回国。他一下飞机，便惨遭

暗杀。阿基诺的遇害使菲律宾举国上下深为震惊与愤然。对马科斯政权的独裁暴虐、贪污腐

败以及经济的持续恶化，人们的怨恨和不满像火山冒顶一般喷发出来。连续几个月，菲国内

爆发了全国性的反马科斯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风潮席卷全国。参加者不仅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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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城市贫民，还有教会、知识界、商界和白领阶层。政局的动荡使本已十分衰微的经济

濒临崩溃。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下跌，通货膨胀率高达２６％，外债已逾２５６亿美元。从１

９８３年６月至１９８４年６月，比索连续三次贬值。失业与半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４０％。

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使马科斯政府处于１９６６年上台后最严重的困

境。〔8〕 

    菲律宾局势的动荡使里根政府深感忧虑，为避免重蹈“伊朗危机”的覆辙，从１９８３

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加强了对菲局势的调查研究，以寻良策。 

    在酝酿政策调整过程中，有两份报告对决策起了重要影响。其一是美国驻菲使馆的长篇

报告，题为《共产党在菲律宾的活动：背景、现状及前景》。〔9〕其二是当时即将卸任的美

驻太平洋舰队司令，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海军上将的赴菲实地调查报告。这

俩报告一致认为政局的混乱已成为菲共迅速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如不尽快采取对策，势必给

美军基地和菲的前途带来严重后果。〔10〕同时，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报告也都勾画出一幅可怕的前景。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美国国务院以《国家安全研究文件》

的形式正式公布了这项新的对菲政策。〔11〕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研究，里根政府终于形成

并逐渐实施了一个略有调整的对菲政策，即在继续支持马科斯的大前提下，利用各种影响，

促使马科斯改革。这一阶段的政策已同第一阶段有所不同，即在支持的同时，提出了一定的

条件。 

    美国施加压力，敦促改革，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１．从政治、外交上施加压力。 

    “阿基诺事件”后，里根不顾马科斯的一再反对，取消了原定的访菲计划，采取了疏远

姿态。同时，美国驻菲大使也拒绝菲政府的警告，“惹人注目”地参加了阿基诺的吊唁和葬

礼活动，并且批评了马科斯的一些国内政策。 

    美国敦促马科斯公开和彻底调查“阿基诺事件”，一是想借此案的审理帮助菲政府树立

公正的形象，二是借此迫使马科斯免除贝尔的军权，起用美国赏识的拉莫斯为总参谋长。 

    １９８５年初，美国高级官员频繁访菲，力劝马科斯实施改革。同年５月和１０月，中

央情报局长凯西和里根总统特使拉克索尔特参议员专程去马尼拉向马科斯解释美国的意图，

要马科斯认清形势危急，必须立即认真改革。同时，美国提出马科斯应考虑提前举行总统大

选。〔12〕 

    美国恢复了与菲反对派的联系，并积极支持反对党、教会和军队中的改革派，借它们的

主张向马科斯施加压力。 

    ２．用减少经济援助威逼。 

    美国利用国际贷款和援助手段向马科斯施加压力。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美国阻挠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向菲提供贷款。而后，美国遂与３５０家外国银行商定，以菲政府未能接受必要

条件为由，推迟向菲提供紧急贷款。１９８４年８月，美国又在世界银行向菲提供１.５亿

美元的农业贷款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 

    在援助问题上，美国国会强烈要求减少对菲援助，里根政府先是把国会意见通报马科斯

以加强压力，后又接受国会提议，减少对菲军援，并把部分经援转让菲天主教会发放。 

    ３．发动舆论宣传攻势。 

    由于马科斯与美国在对菲形势、共产党新人民军力量的估计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他时时

表现出对美国施加压力强烈不满。为了使其按照美国意图改革，里根政府借助、利用了国会

和新闻媒介制造舆论。随着菲形势不断恶化，美国政府官员开始向报界透露和评论菲的局势。

美国各大报纸和电视节目频繁报道菲共产党新人民军的活动情况以及菲国内的饥饿、失业和

暴行。国会中的一批民主党议员早已对马科斯的国内政策十分不满，他们接连举行听证会，

辩论和调查马科斯一伙侵吞援助款项和在海外的私人资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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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不断升级的压力下，马科斯经过再三考虑国内局势和自己的病情，终于决定提前

大选。马科斯首先通过美国电视节目宣布这一消息，足见里根政府从中起的作用。 

    （三）天平开始向一边倾斜 

    １９８５年底至１９８６年２月初，菲国内形势发生了对马科斯不利的急剧变化。面对

现实，里根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政策调整。 

    1. 重视和扶植反对派。 

美国对菲反对派的态度是菲时局变化的反映。随着局势的恶化，里根政府，特别是国务

院认为马科斯难以进行真正的改革，因为那样会动摇他赖以统治的基础。美国对他过久的支

持最终会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  地。美国应该及早采取对策，创造条件，使菲律宾政权

走入移交的轨道。国务院主张，“温和反对派”上台是接替马科斯的最佳选择，因为这些人

是亲美  派，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熏陶，主张西方式的民主和社会制度。他们与美国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西方世界是一致的。反对派所主张通过竞选推翻马

科斯上台执政的方式，也正符合美国力求以和平手段实现菲政权过渡  的意图。〔13〕尽管

白宫和五角大楼曾持有异议，但里根任内，外交事务的大权在国务院。在整个对菲政策的制

定和调整过程中，国务院唱了主角戏。 

    １９８４年５月，反对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尽管反对派中的左

翼抵制这次选举，参加投票的人数仍占全国人口的８０％。在１８３个席位中，反对派共赢

得６０席，约占议员总数的１／３。（菲国民议会共有２００个席位，其中１７席由总统任

命。）里根政府认为，这次选举表明，菲国民“对马科斯的不满并不必然转为支持激进主义

的活动”，“大多数菲律宾人依然相信现实的变革是有可能通过民主手段实现。”〔14〕这次选

举使美国认识到反对派的潜在力量不容忽视，应该充分认识这次选举“对于‘阿基诺事件’

后紧张的菲律宾政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15〕 

    里根政府吸取了卡特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教训，加强了与反对派的联系，并且注意把反

对派中的亲共派与亲美派加以区别，重点支持像“联合民族民主组织”这样亲美的、代表菲

资产阶级中、上层利益的政党。同时对天主教会、军队中的改革派积极拉拢、公开支持乃至

秘密提供活动经费。 

    １９８５年２月，里根表示“我们意识到（在菲律宾）存在着一个忠于民主的反对党。”

〔16〕这一表态与他在１９８４年的讲话有了明显的改变。出于对马科斯控制局势能力的怀

疑和对形势恶化的担忧，里根政府扶持反对派的意图逐渐明朗。 

    ２．现实的抉择。 

    ２月７日大选后的结果完全违背了里根政府的初衷，出现了复杂局面：马科斯与阿基诺

夫人各自宣布获胜，并分别成立政府。马科斯仍控制着政府和军队的大权，而反对派发动了

强大的群众示威活动。这使里根政府左右为难，而局势的难卜多变迫使美国必须尽快作出选

择。在舒尔茨建议下，里根派擅长处理外交难题的哈比卜去马尼拉，寻求一项稳妥可行的解

决办法。 

哈比卜一周紧张的调查得出的结果是：马科斯已失尽人心，难以维持。而阿基诺夫人得

到各界的广泛支持。哈比卜离开马尼拉的当天，以国防部长恩里莱和代理总参谋长拉莫斯率

领一小部分军队宣布起义，支持反对派。在这关键时刻，里根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同情和理

解这次兵变，同时威胁马科斯不得使用武力镇压，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17〕军队起义的

成功使双方僵持不下的形势急转为对反对派有利，迅速瓦解了马科斯的主要力量支柱——军

队。兵变的第三天，美国的态度彻底明朗：“企图通过暴力维持现政府是徒劳的”，“解决危

机的唯一办法是将政权和平移交给新政府。”〔18〕此时，马科斯真是欲求“言和”而不可得，

妄图取胜而不能，只好接受美国的“建议”，黯然弃权离去。一小时后，里根政府承认了阿

基诺夫人的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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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根政府调整政策的实质、特点及其指导思想 

 

    （一）政策调整的实质 

    里根政府对马科斯的政策，从始到末有一个１８０度的转变。这一变化是随着菲国内的

形势逐渐发展的。 

    第一阶段，１９８１到１９８３年８、９月间。里根政府第一任内的目标是改善和巩固

美菲“特殊关系”和续签基地协议，因此，执行了一项全面支持马科斯的政策。美菲关系的

巩固达到了一个高潮，其标志是马科斯访美和基地协议的顺利签署。 

    第二阶段，从 1983 年下半年到 1985 年底。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试图通过改革，帮助马科

斯稳定政局。但同时，里根也与反对派建立了联系，并支持反对派实行民主改革。美国作法

的意图一是借反对派力量，压马科斯改革；二是准备应付形势的突变，在反对派上台后美国

仍有回旋的余地。这一阶段，里根政府始终侧重支持马科斯，但也没有把宝全部押在他一边，

而是采取了有主有从、朝野兼顾的双轨策略。 

    第三阶段，１９８５年底至 1986 年 2 月大选揭晓，美国调整政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

看到马科斯政府痼疾难医，失尽民心，而反对派得到广泛支持，力量日益丰满，加之担忧菲

共产党新人民军乘乱扩展和从中渔利，里根终于下决心及时换马。 

    从上述三个阶段看，里根政府的政策是根据菲形势的变化及各种力量的消长制定和实施

的。虽然各个阶段的近期政策目标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政策目标始终未变，手段多变不

离其宗：即维持一个稳定的亲美政府，确保美国在菲的重大战略利益。值得指出的是，与卡

特政府处理伊朗和尼加拉瓜危机比较，里根政府的这一总目标是极为明确的。 

    对美国来讲，支持、改造乃至最终抛弃马科斯的关键，并非他国内政策的孰优孰劣，而

是看他能否掌握和控制菲律宾（两者之间固然存在内在联系，但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马

科斯虽长期奉行亲美反共政策，但无奈自身腐败，危机四起，难以进行改革，对付菲共产党

的迅猛发展和挽回残局。里根政府权衡得失利弊，最终感到它不可取。而以阿基诺夫人等领

导的反对派主张西方式的民主，顺应民心，并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强大政治势力。阿基诺

夫人从竞选阶段开始采取了比较现实和灵活的政策，改变了原来反对美军基地的立场，并许

诺执政后尊重美菲基地协议。她的亲美意向和政治立场使里根政府看到了在菲继续建立一个

比较稳定的亲美新政权的前景。这是遏制菲共和反对党中左翼力量进一步发展以及维护美国

在菲现实战略意义的较好选择。 

    （二）政策调整的特点 

    美国政策的总目标虽然始终明确，但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渐变的过程。

其主要特点是： 

    １．在继续支持马科斯和维护美菲“特殊关系”的大前提下，利用各种手段压马科斯改

革，实行了一条对亲美独裁政权支持与改造并行的政策方针。 

    “阿基诺事件”后，里根政府改变了执政初期一味吹捧和袒护马科斯的态度，采取了适

度疏远的作法。在继续向菲提供援助的同时，美国一再要求马科斯进行改革，并诉诸于政治、

经济及新闻媒介等手段施加压力，企图使其依照美国意图进行改革。 

    里根政府亟欲马科斯着手改革，究其原因是美国始终认为经济贫困和政治动乱是滋生共

产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唯有改革，才能使马科斯政府改变自己的形象，恢复信誉，克服危机，

稳定局势，从而“阻止产生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然而，马科斯对美国的

指手划脚，干涉菲内政实感不满。况且，实施真正的改革终归与这一独裁政权的本质存在难

以调和的矛盾。马科斯难以迎合美国的暂短需要而削弱自己已经摇摇欲坠的统治基础。 

    战后，美国对待政局不稳的亲美政府，往往是一味支持，甚至不惜直接出兵帮助维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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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或者当它们不合己意，难以为继时，临时“换马”。而这次对待马科斯政权，里根政

府则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对其软硬兼施，苦心竭力地劝说和解释改革之紧迫、之必要，并

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内容和作法。美国的意图是想通过改革，改造和挽救这位独裁过久的老朋

友。里根政府的这一目的不仅始终未果，而且事与愿违，客观上加速了马科斯垮台的进程。 

    ２．采取扶持“第三势力”的策略，公开鼓励和支持菲国内的民主改革，以选举的合法

手段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 

    美国新保守派查尔斯·克劳萨默称里根扶持菲反对派的作法为“第三势力战略”。〔19〕

所谓“第三种力量”，实际也是亲美派。与以往美国“换马”不同之处是：阿基诺夫人并非

美国挑选的理想人物。是菲律宾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拥戴使这位昔日的家庭主妇

走向了政治舞台。美国对她的认识和支持经历了一个观望、犹豫和决定的过程。 

    马科斯的垮台与美国采取扶植反对派是分不开的。里根政府这一策略的目的最初并非明

确是取代马科斯，但后来马科斯表现得一无诚意改革，二无回天之术挽救残局，终于使里根

政府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继续支持这位独裁者，将会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有损无益。对美国来

说，最重要的是确保美国基地的安全，而维持稳定的政局乃是基本前提。尚未完全看到马科

斯丧失控制政局的能力之前，反对派尚未羽翼丰满，稳操胜券之时，美国不会轻易改变支持

马科斯的政策。加之马科斯也千方百计寻求美国的支持，使美国相信他是美国在菲利益最有

力的维护者。这些因素对美国政策的调整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美国扶植反对派的政策需要转圜的时间和条件。里根政府的作法一直颇为谨慎和策略，

直到１９８６年初，随着大选后的形势日趋明朗化，美国支持反对派取而代之的意向才日趋

表面化。最后见马科斯大势已去，里根政府终于沿着这一政策走下去。 

    里根政府调整对马科斯的政策表明，在外交实践中，美国没有僵死地扼守柯克帕特里克

的理论，而是从维护美国利益这一根本原则出发，采取了较灵活和现实的政策。为了确保美

国在菲的战略基地，阻止共产党力量进一步发展，里根政府最终不惜抛弃这位追随美国多年

的盟友。 

    从战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实践看，当不得人心的亲美政权每况愈下，难以维持时，

美国惯用“换马术”解决问题。这次在菲律宾，美国施加影响的方式不是过去秘密的宫廷政

变，而是一面运用各种手段压当政者进行改革和民主选举，另一面支持和鼓励反对派所领导

的民主改革。最后逐渐形成这样的结局：反对派以选举的合法方式接管政权，从而达到美国

所期望的以和平手段实现菲政权的过渡。 

    ３．充分利用美国在菲的长期影响和培植的势力，使它们在政权过渡  中发挥关键作用。 

    菲律宾军队历来有“参政”的传统，在菲律宾政治舞台上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势力，也是

马科斯长期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一向重视菲军队的作用。它利用多种渠道在菲军队中

培植亲美势力。例如，“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是美国培训菲

中高级军官的一项计划。原任和现任菲国防部长的莱依托和拉莫斯均是西点军校培养的职业

军人。他们都属于亲美派，深得美国信赖和赏识。美国还通过《军事援助计划》（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和《对外军事销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长期向菲军队提供

武器装备和经费。据统计，１９８２年美国对菲的军援已增加到年均约１.４亿美元。〔20〕

菲军队对美国援助的严重依赖成为美国渗  透和影响的有利条件。１９８５年，一批菲中下

级军官成立了“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秘密组织。美国公开表示支持，并暗中提供活动经费。

美国常驻菲机构：大使馆、美军顾问团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站也都与菲军队的高级将领建立

了密切的私人和工作关系。 

    在菲政权更迭过程中，美国正是利用了菲军队中的亲美势力来贯彻自己的意图。１９８

３年８月，美国要求菲当局认真调查“阿基诺案”。菲军队中出现了一批退休和在职的军官，

要求马科斯调查此案，并要求解除贝尔的职务。国防部长恩里莱则明确表示，军方在案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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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之前维持“中立”。１９８６年２月大选后，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国防部长恩里莱同

代理总长拉莫斯发动兵变。两人的兵变固然有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没有美国的支持，他们

是不会冒此风险和取得成功。军队的倒戈使马科斯的势力顷刻瓦解，从而为反对派接管政权

助了关键的一臂之力。 

    美国也特别重视和利用教会的影响。由于菲律宾人口有８５％信奉天主教，教会在菲具

有很大影响力。里根政府与大主教海梅·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向教会提供经费和赞助教会

的电台“Radio Veritas”。为帮助教会扩大影响，里根政府不顾马科斯的坚决反对，１９８

５年把２５００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拨给教会发放。结果，不出美国的预料和期待，教会在政

权过渡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海梅·辛大主教听取了美国的意见，成功地说服了阿基诺夫人

与劳雷尔联合竞选。在军队兵变的关键时刻，教会动员群众给兵变军队送饭送水，并组成“人

墙”，阻拦马科斯派出的镇压军队。这一切帮助少数起义官兵赢得了时间，防止了流血冲突。

正如阿基诺夫人所说，没有教会的宣传和感召，不会形成如此巨大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使她仅在７７小时之内接管政权。 

    （三）政策调整的指导思想$ 

    里根政府调整对菲政策贯穿着如下出众个指导思想。 

    １．根据对第三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认识，引导这一潮流向有利于西方世界的方向发展。 

    １９８６年３月，里根在对外政策咨文中说：“我们应该注意国际环境中的历史性变化，

因为它们既带来新的问题，也提供了新的机会。⋯⋯在这场全球性的民主变革中，我们反对

任何形式的暴政，无论它是左的，还是右的。我们要施加影响去鼓励这种民主变革。”〔21〕 

    美国当政者认为，在第三世界所出现的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这股浪潮，对美国具有两

重性，既是挑战，也是机会。言之挑战，美国认为，由于美国长期支持第三世界中的一些亲

美独裁政府，这些国家的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变革的运动自然带有反美倾向。菲律宾的

这场民主革命就表现出浓厚的反美情绪。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必须拿出对策，应付挑战。１９

８３年，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成立表明

了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一考虑。 

    言之“机会”，美国认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第三世界严重受挫，马列主义的意

识形态的影响下降到空前的低点，而民主和市场经济对第三世界具有愈来愈大的吸引力。美

国应该注意到一些第三世界所要求的民主改革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是吻合或相似的。因此，美

国应顺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抓住机会，因势利导，在第三世界推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

自由化，使这场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朝着有利于西方世界的方向发展。里根政府在菲律宾的作

法可以讲是美国实践这一战略的尝试。美国认为这无论对遏制苏联的渗  透，阻止和消灭共

产党的力量，以及维持一个稳定的亲美政府都是长远之策。 

    ２．基于干预第三世界事务的能力下降，美国亟欲探索出一条维护政局不稳的亲美政权

的新途径。 

    越战的惨败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同时引起美国国内对直接出兵干涉他国事务更为强

烈不满。１９７３年，国会通过一项战争法来限制政府对外使用武装力量的权力。进入７０、

８０年代，美国感到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事务的能力不断下降。美国已不可能像 50、60

年代盛极一时那样以“资源来代替思考”了（基辛格语）。柯克帕特里克在解释“里根主义”

时说，“它追求的是，将理想主义与深谋远虑结合起来。”“美国支持抵抗苏联的世界力量”

的作法已从“我们将为你们这么做”（We will do it for you）转为“我们将帮助你们这么

做”（We will help you do it）。〔22〕显然，美国决策集团已意识到从实力地位和国内情

况出发，美国都难以凭借军事力量去影响第三世界事务。 

    战后，第三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的独立、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教育的进步使广大第

三世界国家希望摆脱外来干涉和剥削，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国内，人民要求建立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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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独裁专制的愿望也愈发强烈。近年来，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化的浪潮猛烈地冲击

着亲美独裁政权。美国感到如何支持这些亲美的右翼政府，特别是那些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

和经济利益的国家，已成为美国当前外交事务中的一大难题。１９８５年底，美国企业研究

所赞助和召开了题为“Dealing With Dictators in Decline”的专题讨论会。与会的美国

官员和学者探讨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例如，古巴的巴蒂斯塔，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尼加

拉瓜的索莫查，伊朗的巴列维，海地的杜瓦利埃和菲律宾的马科斯。 

    战后，美国在反苏反共旗帜下，一味支持这些亲美的独裁者，有过不少挫折。历史的经

验教训说明，仅仅依赖军事手段和提供物质援助，是难以持久地稳定这些国家的亲美政府  

和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菲律宾的这场民主革命使美国看到，动乱的起因和菲共的产生出于国

内的条件。美国唯有学会影响和利用这些国家朝野的亲美势力，鼓励和推进向西方式的政治、

经济体制过渡  ，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妙药。里根政府对菲政策的变化乃是上述指导思

想的体现。前车之覆，后车为鉴。 

     

结束语 

 

    里根政府及时调整政策，扶植反对派上台，成功地缓解了菲律宾政局长期动荡给给美国

战略利益带来的威胁。美国的作法固然客观上顺应了菲律宾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愿望，

影响了马科斯政权垮台的时间表和方式，但根本出发点乃是出于维护美国利益。故此，菲新

政府上台伊始，双方围绕对待菲共、军事基地、经济贸易、储存核武器以及偿还外债等等问

题矛盾迭起。今后的一段时期，美国出于需要，仍会支持阿基诺夫人，并把菲的民主改革限

定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范围之内。美国的政策方针和手段将为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而变化，

但万变之宗是维护美国利益。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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